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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中国国家制度建设之路
�

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

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

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 （１９４９）

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

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

———邓小平 （１９８７）

 本文系胡鞍钢教授在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自主选学 “中国国情与中国道路”

专题班授课讲稿，２０１３年４月８日，杨竺松协助整理；７月２５日修改；２０１３年８月９日

又作了修改；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再次修改。载 《国情报告》，２０１４（１０）。５月２０日，中央

领导同志作了重要批示。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从旧中国向新中国的

转变，也伴随着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变，即从四分

五裂到高度统一，从 “一盘散沙”到 “高度集中”，从

“山头林立”到 “高度集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质上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

的探索，又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这是从西方发达

国家现代化道路中不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国现代

化历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在遭受各种困难、风险和危机

中，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又是不断寻 （次）优、选

（次）优的过程。中国之路走对了，就要坚定不移地走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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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阐述了道路的

重要性：“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

幸福。”①

２０１３年１月５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举办的新进中央委员会

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

讲话，再次强调了道路的重要性，他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

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②

为什么道路如此重要、如此关键？它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

设是什么关系？我们如何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呢？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话

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国史是必修课，不仅必修，而且

必须修好。③ 为此，我们有必要围绕着中国道路与国家制度建设这一主

题展开讨论。我们需要了解中国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中国道路从哪

里来、目前走到了哪里、未来又将走向何处。为此，就需要了解一下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等人是如何在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但

百废待兴的国情条件下创新现代国家制度，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

人民解放、民族团结、天下大治的；也应当了解改革开放之初，邓

小平等人是如何重建党和国家的制度，实现了经济起飞、经济繁荣、

社会进步、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也要了解江泽民、胡锦涛、习

近平等人是如何不断完善和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实现中国迅

速崛起、全面开放、全面创新的。

①

②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

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

新华社北京２０１３年１月５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第七次集

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

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

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

卷。（参见新华社北京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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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奠基中国国家制度

１９４９年之前的中国，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对此，１９２４年，孙中

山指出，旧中国 “个人自由，四分五裂，一片散沙”。他说：“人们都

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什么是散沙？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

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我们是因为自由

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

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

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

像把水和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党里是这样，

军队里是这样，各有各的自由，四分五裂，号令不能统一，所以袁世凯

打败了革命党。我们争的是国家的自由和民族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

学生的自由，军人的自由。”① 尽管孙中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无法

解决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一大二弱的问题。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解决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一大二弱的呢？

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毛泽东极具针对性地指出：“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

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

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

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② 毛泽东十

分清楚：要实现上述目标就需要组织化，而要将当时５．４亿人口组织

起来，就需要创新现代国家制度。

１９４９年１月８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设想：“如果完成

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

①

②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６日），见 《三民主义》，６９～７０页，长

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０。

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见 《毛泽东文集》，第５

卷，３４８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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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要几十年工夫。”① 形象地讲，前者是铲除旧中国的地基 （指旧制

度），后者是建立新中国的地基 （指新制度）。可以认为，毛泽东是新

中国新制度的创意者、创建者。包括１９４９年的 《共同纲领》、１９５４年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５６年的 《中国共产党党章》等在内的

有形或无形的一整套新制度，不仅实现了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根本

转变，而且也超越了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还超越了被视为最

好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以强有力的制度创建开启了中国现

代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将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

民组织起来，用极短的时间彻底终结了２０世纪上半叶长达５０年的旧

中国山头林立、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

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做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全会通过决议，确定了在

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

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规定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社

会建国纲领即 《共同纲领》，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指导性文件。

根据 《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国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

由四大阶级共同组成联合政府②，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实行 “人民民主专政”。③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

①

②

③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９４５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共同纲领》的 “序言”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

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参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１９４９

年９月２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１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刘少奇曾解释，中国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资产阶级和我们合作，而且我们要在

相当长时期内和资产阶级合作，所以中国不能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专政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

人民民主专政。［参见 《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８日），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６５５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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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也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的

政治制度。① 由此创新了新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１９４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１９５２）；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 （１９５４）。

毛泽东的建国构想，从历史比较角度看，既根本不同于历代封建

王朝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②，也基本不同于由蒋介石领导

的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官僚资本、大地主阶级建国路线③；从国际比较

角度看，既不是欧美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苏

联及东欧国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第三条道路，即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确切地讲，它是一个混合经济，既有资本主

义经济成分，也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这是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经济

十分落后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务实地提出的新的建国构想。

毛泽东如何创建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呢？这里有一个先统一集中、

再不断制度创新的过程。

新中国的建立过程是一个从分裂到统一、从分散到集中、从分权

到集权的过渡时期。④ 从１９４８年就开始强化中央集权⑤，逐步建立党

①

②

③

④

⑤

周恩来在 《关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报

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

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

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参见

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２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１７～１８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参见金春明主编： 《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８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详细分析参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见 《毛泽东选集》，２

版，第３卷，１０４７～１０４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周恩来对此作了说明：现在我们正处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

的过渡时期，正在由分散到统一。这不是几个月而是要几年才能走完的。过渡时期是特点，

我们要抓住这一特点，不然就会犯错误……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

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参见 《周恩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３

日），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二），９１４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参见王绍光：《新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４日讲座，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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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国家、党领导军队、党领导全国的基本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改

进和改革。一方面，这种制度继承了抗日战争时期所形成的党的一元

化领导方式；另一方面，党的各级组织的发展为领导一个全国性政权

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基础、领导方法和工作制度。① 这期间毛泽东所领导

的制度创建主要包括：

中央决策权集中。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严格执

行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

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以便中央及时了解各地对中央的

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９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中共中

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

度的决议》，旨在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

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任何人或组织不能将自己和

中央置于平列的地位，甚或在党内军内造成自己高出中央的影响。９

月２０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决定指出：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一切重要问

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

后分别执行。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②

统一财政经济体制。１９４８年７月初，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董必

武任部长。９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随即成立华北财经委员会，

发出 《关于统一华北财政工作的决定》。１２月１日，由原华北银行、北

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从即日起统一各

解放区的货币，发行人民币，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③

人民解放军统一建制，统一军事指挥。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日，中央军

委发布了 《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明确规定将人民解

①

②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册，

１７３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

参见毛泽东：《关于健全党委制》（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０日），见 《毛泽东选集》，２版，

第４卷，１３４０～１３４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下册，

７７１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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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为军，

旅统一为师。军以上设兵团、野战军两级指挥机构，军以下一般按三

三制实行编组。团以上各级番号按全军统一顺序编排。地方部队以旅

为最高战斗单位，隶属各军区。军区分为一、二、三级和军分区。游

击部队仍称纵队、支队。１９４９年９月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

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

编制，统一的法律。

妥善处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共同纲领》规定：“全国各地

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这一制度成为国家统一的根本制度。

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党

中央及各级党委对政府、对财经工作、对工业建设的领导责任是：（一）

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制定

党的决议、指示，或对各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及党组的建议予以审查批准；

各中央代表机关和各级党委则应坚决保证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决

议、指示和法令的执行，关于不抵触中央决议、指示和法令的范围内，

制定自己的决议或指示，保证中央与上级所给任务的完成。（二）检查党

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① 上述基本制度安排形成了党领导政府、全

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使 “一盘散沙”、“山头林立”的中国迅速形成政治

统一、决策集中、中央集权的体制。

建立党内监督机制。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朱德为书

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组织，主要任务是

检查和审理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及党员违犯党的纪律行为。

实行大行政区制度，建立起五级地方政府：大区，省级 （１９５２

年为４３个），地级 （２５９个），县级 （２７６２个），乡级 （２７５万

个）。②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中央政府相对是比较容易，但是建立地

①

②

参见毛泽东：《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１９５２年１２月），见 《毛泽东文集》，第

６卷，２５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１９４９—２００８）》，４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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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则需要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当时采取的一个十分简便的办

法，就是直接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制建立政府行政体制。在军

队实行解放军总部、野战军、军、师、团编制，相对应的政府实行

中央、大区、省级、地级、县级编制。这种体制转换可以大大地降

低建立新政府的成本，也可以减少学习过程，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实

现了军队管理转向国家和地方治理，但也增加了政府的管理层次。

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的单

一制国家。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统一的

共和国，不实行联邦制，不搞加盟共和国。① 新中国采取了单一制国家

体制，并且创造了民族自治的新制度，它不同于苏联１９２２年所采用的

统一的多民族的联邦制②，即 “多元一体”的模式，各加盟共和国为主

权国家，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共同纲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①

②

在起草 《共同纲领》时，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

国，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

［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２２页，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２００３。］１９４９年９月７日，周恩来在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想

的原因时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

的统一。把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家庭。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

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

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

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参见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１３９～１４０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４。）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泽东讲，在苏联的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多，

少数民族占将近百分之五十，而在中国的总人口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

百分之六，所以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搞加盟共和国。［参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

话》（１９５８年３月），见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３７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９２２年根据列宁的提议，建立一个由各个有主权的苏维埃共和国组成的联盟，

当时是由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和高加索联邦４个苏维埃共和国组成。１９２４年

全苏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苏联第一部宪法。该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为主权国

家，苏联保护它们的主权；各加盟共和国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各加盟共和国根据苏联

宪法的基本原则制定自己的宪法。后来苏联的成员发展到１５个加盟共和国，国土面积达

到２０００万平方千米。１９９１年苏联正式解体，后分为１５个独立国家。现俄罗斯国土面积

为１７０７．５４万平方千米，占当时苏联国土面积的７６％，仍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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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设计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①，即 “一体多元”

的模式，在单一制条件下的多元。这是将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有机结

合的制度安排，既有利于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又有利于在中央人

民政府领导下，发挥少数民族自治的积极性。

基于建国过程及初期的探索和实践，１９５３年，毛泽东提出 “一化

三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１９５４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即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１９５４），正式确立和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项基本政

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成功地建立起了 “一体多元”的

现代国家。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一体是基础，多元是一体之上的多

元。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看，联合国成立之初只有５０个成员国

家，而后的７０年时间，不断分裂并演变成为１９３个成员国家，除了发

达工业化国家基本保持了完整之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国

内动乱、国内战争和国家解体，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如前南斯拉

夫先是 “四分五裂”，后是 “五分六裂”，前苏联是 “十四分、十五

裂”，只有中国和少数国家保持了国家统一。

中国这一制度创新实际上超越５０年之后号称 “当今世界上经济最

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的欧盟，那也是在经历了两次世

界大战、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代价之后的历史选择和制度创新。不过

相比中国 “一体多元”的现代国家制度创新而言，欧盟是 “多元一

体”，确切地讲是 “多元半一体”，多元是基础，欧盟各国是主权国家，

有退出的自由，是一个 “准超级国家体”。欧盟的 “一体”是多元之上

的一体，市场一体、经济一体，却是 “准一体”、“半一体”，如货币半

一体 （有１６国采用欧元作为流通货币），官方语言多元化 （官方语言

① 《共同纲领》第五十一条规定：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

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地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第五十三条规

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通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１２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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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种）、官方文字多元化 （官方文字２４种）、政治多元化、财政多元

化、国防多元化、外交多元化，一旦遇到危机 （如国际金融危机），就

出现大多数国家 “机会主义”式的搭便车现象。例如，１９９３年生效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不能超过

３％，政府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不能超过６０％；１９９７年生效的 《稳定与

增长公约》提出在２００４年成员国实现预算基本平衡或略有盈余，并规

定，如成员国赤字率连续三年超过３％，最多可处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

值０．５％的罚款，但是欧元区大部分国家财政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都超

过３％，政府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超过了６０％。今后不排除有的国家退

出或被开除欧盟的可能，欧盟财政一体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二、毛泽东的重大制度创新

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形成了若干重大原则和制度安排。

一是 “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保证了各级党组织服从党中央；

二是 “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听从党

中央的指挥；三是 “党管干部”的人事原则，保证了中央及各级干部

由中央及各级党委分别管理。这些基本制度都延续下来，保证了党的

统一、军队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这些原则和安排直接体现在党的组

织结构调整和制度建设上，包括：

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政治与经济集权，还大大加强了党中央对

中央人民政府的政治领导，形成了中国特有的 “报告制度”和决策制

度。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

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 《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

的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均予以实行。在党中央的领导制

度方面也做了调整，设立中央秘书长及经常的秘书长工作会议，负责

协助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研究与处理有关方面的日常事务，成为

中共八大之后实行中央书记处会议工作制度的过渡形式和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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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削弱并取消大区行政机构，加强中央对省市级直接的政治及

行政领导。１９５０年３月，政务院 《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就开始上收大区的部分财权。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

的决定 （草案）》上收大区的人事权。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中央决定将各大

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 （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确定

各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该地区进行领导并对

地方政府进行监督的机关，上收大区的行政权。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决

定调各中央局书记、大区行政委员会主席等领导人员到中央工作。①

１９５４年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６月，由

中央人民政府下达决定执行。相应地，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六个中央局，

直接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这是党政体制的重大改革。

采取了单一制国家体制，创新民族区域制度。这不同于１９２２年苏

联采取的多民族的联邦制。１９５２年８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 《民族

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面积的大小，分

别建立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地区和自治机关。同时规定：各民族

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

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

人民政府的领导。明确了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权。这是一种将民族自

治与区域自治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既有利于保证国家的完整与统一，

又有利于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发挥自治地方少数民族自治的积极性。

到１９５６年，全国建立了２个自治区、２７个自治州和４３个自治县。这

一制度是毛泽东等人的制度创新和创举，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跨越

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还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

军队也进行了体制改革，中央军委撤销了以野战军为基础的６大

军区，成立了１３个大军区，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

逐步建立党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制度。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实行

党管干部的原则，除军队干部实行单独管理外，其余干部都统一由中

① 参见庞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一），２１２页，北京，中共党史

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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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和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管理。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加

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提出逐步建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统一领导

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统一管理下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体制。

从１９４８年开始准备，经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再到１９５４年，中国

共产党成功地、迅速地建立了党领导国家、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

也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最典型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经济

体制。它的主要特征是：一是执政党集中和控制了国家政权；二是中

央政府控制了全国所有地区的人、财、物及经济管理权；三是军权集

中于中央，真正控制了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四是实行单一制

政体，其立法权从属于中央。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从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也伴

随着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变，即从四分五裂到高度统一，从

“一盘散沙”到 “高度集中”，从 “山头林立”到 “高度集权”。这是北

洋政府 （１９１２—１９２８年）、蒋介石政府 （１９２８—１９４９年）根本做不到

的，国家的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是中国２０世纪上半叶急剧衰落的

重要制度根源。毛泽东时代是中国１８４０年以来 “最集权的时期”。正

是在这种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国才能在最贫穷的经济条件下和

最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动员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集中全国之力，举办

全国大事，在极低收入条件下成功地发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

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

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取得的。但是这种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和

个人决策的决策机制有其天然的缺陷，正是这种政治体制和决策机制

的缺陷，使中国出现了 “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

政治运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因此发生了多次的 “大起大落”。

毛泽东的制度创新首先是党的领导制度的创建。内容包括：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全会）制度

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制度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制度

中央书记处会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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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尤为重要的是，正是在毛泽东的创意下，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体制

得以确立。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创意性地提出增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并提议由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起组成该委

员会，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毛泽东认为，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 （指刘少奇同志），“感到孤

单”，需要设几道 “防风林”。他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这样就比较好办。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

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

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

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他特别说道，这一安排，中心的目的就

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他建议，（中央政

治局）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毛泽东还专门介

绍了邓小平和陈云，称他们为 “少壮派”———当时邓小平和陈云分别

为５２岁和５１岁。这样安排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两个梯队，邓小

平和陈云是属于毛泽东特意安排的 “少壮派”梯队。①

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六大机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

家主席、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充分发挥

了集体领导、个人分工、内部协调、形成合力的领导核心作用。

毛泽东这一设想是深谋远虑的，也是高瞻远瞩的。中国作为世界

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倘若遭遇不测风云，把国家前

途和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是极其危险的。正是由于斯大林去世，接

班人变迁，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引发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动荡，

成为 “多事之秋”。毛泽东为了避免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系在一两个人

身上，也包括他本人，创意性地设计了这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领

导核心政治制度。

① 参见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３日），见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１１０～１１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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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制度创新还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创新。这主要体现在

１９５４年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按照毛泽东的说

法，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宪法问题的经验，还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

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

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

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

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宪

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

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① 中国作为现代

化的落伍者，又是后来者，具有 “后发优势”。这里毛泽东在制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时，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了 “后发优势”，包括一方面总

结前人和外国人的 （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

宪法）积极的与消极的、进步的与倒退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还要

超越于前人和外国人，因而就有可能在国家制度创新方面获得后发优

势。对此，毛泽东既有自觉性，更有自信性，他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宪

法优越于西方的宪法。这在当时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但是，随着实践

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国际的比较，“毛泽东预言”得到验证，中国的

确创造了独特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

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既不是民主制，也不是集中

制。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才能实现 “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

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政治民主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对西方民主制是一个超越，如同

“两条腿走路”是会超过 “一条腿走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１９４８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讲：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

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

① 参见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４日），见 《毛泽东

文集》，第６卷，３２５～３２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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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 “苏维埃”，又叫

“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 “代表大会代表 大会”。这是

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 “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

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

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

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 （孙中山）

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

次 “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

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① 新中国成立

之后，这一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由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

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

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

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一制度与外国普遍采用的议会制度是

有本质区别的。第一，议会制度是基于议会党团，代表不同的利益集

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没有议会党团，也不开展界别活动，人大代

表是按照选举单位 （除解放军代表团外，一般按照行政区划）组成代

表团参加代表大会。第二，西方制度通常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

权 “三权分立”。我国则采取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形

式。第三，议会制度下的议员基本是不同党派的代表，我国的人大代

表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第四，议会制度下是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执

政纲领或政策就轮流变化。中国则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参政、政治协

商，以保证执政纲领和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及长治久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制度。设立这一制度，是国家主席行使国家

元首职权，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担任最高国务

会议主席。为什么中国实行国家主席制度？这是毛泽东的精心设计，

① 参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１９４８年９月），见 《毛

泽东文集》，第５卷，１３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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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是保证党和国家安全。对此，他有过解释：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

设了个 （国家）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

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

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设国家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① 毛泽东在亲自修改审定

的 《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中指出，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历史上的

总统制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

他既不是立法的也不是行政的首脑，并不具有特殊权力，但是依靠他

的地位和威信，他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执行

委员会和国务院提出建议或召集国务会议，因而向国家做出他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最初由１９５４年宪法规定设立。国家主席是政治体

制中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国家的象征。

因 “林彪事件”的政治原因，１９７５年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的

设置。

１９８２年宪法规定恢复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主席的职权

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公布法

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

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派遣和召回驻外使节，批准和废

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代表国家接受外国使节。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必须接受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国家主席的活动都是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进行的。因此，中国国家元首制度是集体的，由

国家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结合起来行使。②

国务院制度。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实行中央一级政府

制。国务院实行由总理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的工作制度，

①

②

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上），３２４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ｔｅｓｔ／２００５０６／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６２６．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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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政府方面的日常工作，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

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为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对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所属各工作部门，受该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并受上级人民政府

（直至国务院）主管部门领导。这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垂直领导与双重

领导相结合的行政领导体系。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一文中

明确提出，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

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

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

地方去处理。他还特别指出，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

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

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① 由此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中央

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制度，中央集权是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

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

统一纪律”。地方分权是 “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

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

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的国家这样大，

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

极性好得多。”不过毛泽东认为，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

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提出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

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② 从后来的实践来看，两个积极性还可以进

一步延伸为 “中央为主导、地方为主体”。所谓中央为主导，是指中央对

地方的领导、指导和引导；所谓地方为主体，是指地方是中央决策的实

施主体，对地方事务负总责。这就构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

机制：一方面是全国的 “大一统”，避免 “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同时

“统而不死”；另一方面是地方的 “正当独立性”，让地方发挥自主性、积

①

②

参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见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３２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参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见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

３１～３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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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创新性，同时 “活而不乱”。

此外，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制度，中央军事委员会

制度，中央司法系统 （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等。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这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

问题。早在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西方和中国的关系

称为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

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

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

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

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他还说，西方资产阶

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

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① 这

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和国，而

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由此可知，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是毛泽东时代创立的，不仅铲

除了旧中国的地基，还建立了新中国的地基。毛泽东实现了为新中

国 “奠地基、起房子”的现代国家制度目标。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

主义制度体系，这一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体系并不是完善的，还有

许多 “缺陷”、“漏洞”，甚至还受到来自旧制度、旧思想、旧意识

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一个新的制度体系的建立还有

一个如何实施、如何执行、如何改进的问题。很可惜，毛泽东在晚

年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些制度，在某些方面还违反了这些制度，

甚至还摧毁了某些制度，如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中央政治局、政治

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又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各民

主党中央委员会等停止工作，还如废除了国家主席制度等，这也成

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重要原因。诚如１９８１年党中央 《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

① 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见 《毛泽东选集》，２版，

第４卷，１４７０～１４７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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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

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

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

有的权威。因而就发生了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挫

折。这反映了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甚至是

曲折性，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制度建设与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客观因素

以及领导人对此判断的主观因素正确与否有关。

三、毛泽东的晚年失误：在于政，不在制

如何评价毛泽东对新中国制度的创新？特别是如何看待毛泽东

晚年的失误？这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

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它揭示了事物发展

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同样，人物也是一分为二的。

辩证唯物主义也揭示了人物优点与缺点、正确与错误的根本原因在

于人物自身的矛盾性。我们可以用这两个 “一分为二”来客观地、

辩证地评价毛泽东。

对毛泽东的评价，实质上是对一个伟大创新者的评价。中国共产

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

人。因此，毛泽东的创新就不只是他个人的创新，还代表着党中央的

创新、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现代中国的创新。毛泽东最大的创新就是

探索开拓了 “中国道路”———这个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大新生事物，

它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即 “一分为二”。从世界发展的角度

看，凡是创新者，总会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常常是失败

多于成功，而失败又是成功之母，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失败就没有

成功。即使创新者有了成功，他再创新时，也还是有可能失败，从这

个意义看，没有成功也就没有失败。以上两个方面都说明，创新者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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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成功者，也可能是失败者。毛泽东也是如此，既有成功之处，

也有失误之处，不过成功大大多于失误。

对此，毛泽东是有自觉性的，也有 “自知之明”。１９６３年９月９

日，他对新西兰共产党中央主席威廉斯讲，我认识中国经过很长的时

间，走过很长的道路，有胜利，也有失败。① 为此，我们评价毛泽东这

样的历史伟人也还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②，而不是笼而统之的 “三

七开”。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成功与失误。具体地讲，１９４９—

１９５６年期间，成功大于失败，正确多于错误，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

黄金发展时期，也是毛泽东创新的黄金时期；１９５７—１９７６年期间，

则失败大于成功，错误多于正确，也成为新中国曲折性发展的前进

时期，也是毛泽东创新探索与失误最多的时期。在更具体的重大决

策中，还要就事论事，而不是就事论人，因为许多决策也不只是毛

泽东一个人做出的，许多信息也是其他人提供的 （包括先后担任中

央政治局常委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林彪、陈伯达、康

生、王洪文、张春桥）。但是无论是毛泽东的成功，还是他的失误，

都是后来创新者的宝贵财富。例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的创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理论和实践创新，都为后来创新

者所继承、所发展；毛泽东晚年的决策错误，都为后来创新者所反

思、所引以为戒。中国道路本质上就是一条不断创新、不断开辟的

道路，既不可能在一代人手中实现，也不可能在一代人手中成功。

它符合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历史逻辑。

我们不是作为当事人而是作为后来人来评价毛泽东的失误，因此

就需要学习柳宗元，放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来评价，把

①

②

参见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５卷，２６０～２６１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３。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早是由列宁提出来的。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在 《矛盾

论》中又重申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写道：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毛泽东：《矛盾论》

（１９３７年８月），见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１卷，３１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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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视为 “历史之人”，而不是视为 “个人之人”。

唐代柳宗元在 《封建论》中提到：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在于

政，不在制。① 同样的道理，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也是 “在于政，不在

制”。我的解释是：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创新建立发展新中国的社会主义

制度，而在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过程中的政策失误。

“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失

败，而是领导人主观决策的失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而是急

于求成、脱离国情、超越国力的主观主义决策的失误，对此党中央进

行了多次反思。② 这表明，晚年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他所创立的现代政

党 （指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而在于

他所实行的 “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思路和手段的过失。

这就是说，毛泽东的晚年失败不是他所创建的制度的失败，而是他个

人也包括他的战友的决策失败。对毛泽东时代的继承，也尤其应继承

毛泽东所创建主导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此相反的案例是苏联改革，

①

②

这里的 “制”代表着一整套制度。秦朝开创了郡县制，取代了周朝以来的分封制，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必然趋势，在建立古代国家的中央集权的治理模式上是非常具有历史

意义的，成为了此后两千多年封建国家的基本模式。这里的 “政”代表着一整套政策，许

多政策是过多的、过激的、过度的，国家财力不堪重负，人民无法休养生息，因而秦朝就

成为 “短命”的古老国家。

１９８１年党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过去在经

济工作中长期存在 “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

性。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作过有益探索，取得过重要

成就，也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由于 “左”倾错误

的影响，我们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

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我们还曾经长期把发展生产

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 “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束缚

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

东西，被当作 “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

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作 “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由此而形成

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

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教育我们，清

醒地认识基本国情，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极端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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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失败是颠覆性错误的失败，戈尔巴乔夫实行总统制①，放弃共产党

领导②，实行多党制③，作为苏共总书记自行解散苏联共产党④，作为

苏联第一任总统宣布苏联解体⑤，“一分十五”。俄罗斯沦为二流国家，

就在于改变了根本制度。苏联的失败，在于制，不在于政。

毛泽东关于中国制度的探索发挥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历史作

用。错误是正确的先导。１９８１年党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公开表示：“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

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

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

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

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这之后三十多年的改

革实践表明，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是这些长远起作用的决定

性因素，而已经发生过的错误的影响则随之减少。

毛泽东晚年错误是邓小平改革成功之母。邓小平是将坏事转变为好

事，将失误转变为成功，引导中国从毛时代的先成功、后失误，走向邓小

平时代的再成功。无论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误，正确与错误，都是后人的历

史财富。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４日，第三次苏联 （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关于设立苏联总统

职位和苏联宪法 （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决定设立苏联总统，从而改变了由苏联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集体行使苏联国家元首职权的制度。根据法律规定，苏联总统由苏联公民根

据普遍、平等和首任选举的权利，以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参加选举的选民人数超过

５０％，选举即有效。戈尔巴乔夫被大会间接选举为苏联总统。

１９９０年３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 “苏联共

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

心”等规定，苏共不再有法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宪法的这一修改……

开创了我们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

１９９０年７月苏共二十八大以后，苏联正式宣布 “结束政治垄断”，实行多党制。

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４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

务，并建议苏共中央 “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

定”。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正式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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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也成为中国能

够在１９７８年后保持 “天下大治”（即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仅毛泽东的晚年失误是邓小平成功之母，而且关键

是毛泽东的成功与正确之处，即毛泽东思想也是邓小平成功之母。“实事

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而邓小平恢复了毛泽东思想，坚持了毛

泽东思想，提出了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四、邓小平：重新建设党和国家基本制度

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三条道路的选择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到底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及选择是什么？占

世界总人口１／５的中国到底要走什么道路？

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道路有三条：

一条是老路：“照过去方针办”①，即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路线的

“两个凡是”，继续走传统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其代表人物是

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和毛泽东的幕后人汪东兴。以华国锋

为首的 “文革”领导人与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领导人之间的斗争为主

线，其实质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传统社会主义路线 （老路），还是开辟

改革开放的新社会主义路线 （新路）。它既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徘徊

期，也是为改革作政治准备期。实际上，当华国锋宣布毛泽东亲自发

动和领导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这本身就意味着 “老路”的彻底

失败，也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拓新路提供政治前提条件。

一条是邪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模仿和转向 “西方之路”。由于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受到严重挫折，主张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转

① 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晚，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亲笔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

（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参见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几

句话》（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

册，５３８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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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发生多次重大失误而得

不到及时纠正，主张放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则，转而实行西方式的

政治民主制度；由于毛泽东晚年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主张放弃毛

泽东思想，转而实行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由于 “纯而又纯”的社会主

义道路走不下去了，转而主张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诚如邓小平所指

出的，中国在粉碎 “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

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① 只有极

少数知识精英持有这一主张，既得到个别领导、极少数党内人士同情，

自称为 “改革派”，也得到欧美等国媒体的公开支持，被视为所谓 “中

国民主派”。邓小平公开拒绝了社会上极少数人主张走资本主义的邪路

的要求，避免了后来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

“大转轨”中所发生的 “大崩溃”、“大解体”、“大衰落”。

一条是新路：由邓小平独辟蹊径开创的 “中国之路”，换言之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方向

下，以渐进主义方式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主动对外全面开放，创新式开辟一条中国发展的新路。对一个拥有十

几亿人口的中国而言，这条新路，既是最适意的，也是最稳妥的。② 不

过，这条新路并不是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自然而然开始的，它还

需要经历一个十分复杂的但又十分和平的党中央内部的政治博弈，才

从老路转向新路。这条新路的历史起点是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为标志，正如邓小平所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

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③ 这条新路，也就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就是人间正道，就是中国崛

起之路。

①

②

③

参见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１９８５年５月、６月），

见 《邓小平文选》，１版，第３卷，１２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参见龚育之、杨春贵、石仲泉、周小文：《重读邓小平》，５６～５７页，北京，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４。

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８日），见 《邓小平文选》，１版，第３

卷，１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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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重新恢复党和国家基本制度 （１９７７—１９８１）

诚如１９８１年党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

言：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

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 “文化大革命”得以发

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为此，邓小平痛定思痛，把

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因此，中国改革 （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从一开始就显示了 “内部人”改革的性质，而不是 “外部人”革命的

性质，它是执政党在 “文化大革命”失败与危机之后的 “自我反省、

自我批判、自我改革、自我更新”。邓小平发表了最经典的代表作：

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 《党和国家

领导制度的改革》为题的讲话①，对中国政治国情做了深刻而尖锐的分

析。邓小平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和弊端的认识既是唯物的、客观的，

又是历史的、现实的。他决心要重建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逐步改革

政治体制。

重新修改 《中国共产党章程》 （１９７７）。鉴于 “文化大革命”的

历史教训，十一大党章第六条规定，对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

的纪律处分，必须由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还规定：

党的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决定时，除特殊情况外，应当通知受处分

的本人到会。此外，受处分的党员还有申诉权。党章恢复了八大党

章关于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原则。

１９８０年２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

改草稿，首次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

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是鉴于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也是鉴于

① 据邓力群回忆，这篇讲话稿的要点和问题都是邓小平同志自己提出的，起草工作

由邓力群主持，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滕文生、郑惠、卫建林参加。这个稿子写好后，由胡乔

木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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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的历史错误。修改草稿还对党的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新的

规定，首次取消了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的终身制。①

重建中央领导机构体制 （１９８０）。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陈云先后三次

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认为 “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

非常紧迫，非常必要”②。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

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 （指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

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

作机构。③ 这无疑极大地充实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这就形成了中央书

记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个层次的领导体制，在党中央内

部起到分权、制约的作用。中央书记处处于第一线，中央政治局和中央

政治局常委处于第二线，前者是后者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这是恢复

了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届党中央领导体制。

此外，陈云还基于毛泽东个人交班、接班的历史教训，提出集体交

接班。陈云还提出中央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制度，采取集体办公会议

形式。④

建立中纪委 （１９７９），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

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１００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

担任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分别担任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黄克

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⑤ 陈云主持中央纪委工作后的第一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９日

通过）。该文件下发全党讨论，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再加修改，提请党的十二大审议通

过。

参见陈云：《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４日），见 《陈

云文选》，第３卷，２６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参见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９日

通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４３８页，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参见陈云：《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４日），见 《陈

云文选》，第３卷，２７０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参见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２

日通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２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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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大事就是重新建设党的基本制度，恢复党的执政制度基础。１９７９年１

月，陈云主持召开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明确了中央纪委的基本任务①，规定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八项原则，

提出讨论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②，以党内立法形式把党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是非界限、处理党内关系的重要

原则系统化和规范化了。③ 《准则》首次提出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

争、无情打击，明文规定了 “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作为党的

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严禁对党的领袖搞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

调整国务院领导成员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１９７８年３月，第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

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永贵、方毅、王震、

谷牧、康世恩、陈慕华１３人为国务院副总理。其中，免去了张春桥、

吴桂贤、孙健三人副总理职务。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

定了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提出调整国务院领导成员应遵循的四条

原则；９月１０日，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接受和批准了中共中央的建

议，会议决定任命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增补杨静仁、张爱萍、黄华

为国务院副总理，通过 《关于接受华国锋辞去总理职务的请求和接受

①

②

③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

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参见邓小

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见 《邓小平文选》，２

版，第２卷，１４７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９７９年１月４日，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

整顿党风。［参见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８年１月４

日），见 《陈云文选》，第３卷，２４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准则》全文共十二条：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坚持集体领导，

反对个人专断；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

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七、保障党员的权利

不受侵犯；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十、

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十二、努力学习，做

到又红又专。

参见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１５１２～１５１３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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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副总理职务的请

求的决议》和 《关于接受陈永贵解除副总理职务的请求的决议》。

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１９８０）。邓小平意识到各级干部

老化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岁数太大，精力不

够。① 邓小平明确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

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② 这就成为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

陈云、李先念等人的政治共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制度，废除终身

制，建立流动性、制度化人事制度，培养具有改革意识、年轻化、知识

化的接班人。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培养和

造就一大批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全党、全国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

务提出来，以引起全党的重视。③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

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

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

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④

恢复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１９７８）。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

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同日，叶

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谈到 “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邓小平和叶

剑英提出民主法治的原则，获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式批准。⑤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９

日），见 《邓小平文选》，２版，第２卷，１９１～１９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参见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９

日），见 《邓小平文选》，２版，第２卷，１９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参见 《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４１９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６。

参见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见 《邓小平文

选》，２版，第２卷，３２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

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保证

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参见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１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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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９月中共中央 《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

示》规定，对各项法律制度，从党中央主席到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坚

决遵守。绝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法

律之上的任何特权。从１９７９年２月至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叶剑英发布了１４

号 “委员长令”，公布了１４个法律，同时他还签署了１２个人大常委会

令，公布了一系列由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条例和决议。① 担任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元帅对中国改革初期的法制建设作出了奠

基性的政治贡献。其目的是 “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

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

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

范围内重演”②。

修改宪法，重建人民代表大会等国家领导机构 （１９７７）。１９７７年２

月２６日至３月５日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叶剑英

作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大会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

部宪法恢复了１９５４年宪法的一些原则和制度，重建最高人民检察院。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决定着手部分修改１９７７年 《宪法》，

恢复１９５４年 《宪法》的地方人大和政府体制。诚如１９８１年党中央决

议所言：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③

精简党政机构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从１９８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８２年年底，

党和政府为逐步革除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弊端，采取了若干措施。主

要是实行党政分权，增加地方的权力，扩大基层的民主权力，切实保

障司法、检察机关依据宪法而享有的审判和检察权等，以探索党和国

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实现形式。④

①

②

④

参见 《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４０１～４０３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０６。

③　参见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参见王鸿模、苏品端：《改革开放的征程》，２４７～２４８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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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改革，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１００个裁并为

６０个，工作人员编制缩减１／３左右。仅据３８个部委的统计，除兼职的

部长、主任以外，正副部长、正副主任由原来的５０５人减至１６７人，减

少６７％。在新组成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３２％。平均年

龄由６４岁降到５８岁。国务院本身的领导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副总理由

１３人减为２人，新设国务委员１０人，改善和加强了国务院日常领导机

构。中共中央直属单位中，局级机构减少了１１％，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

１７．３％，各部委的正副职减少了１５．７％。在新组成的领导班子中，新选

拔的中青年干部占６６％，平均年龄由６４岁降为６０岁。①

重建全国政治协商制度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全国２９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召开了新一届政协会议。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全国

政协召开第四届第七次扩大会议。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４日至３月８日，召开第

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一致

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乌兰夫 （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２１

人为副主席。由此，全国政协正式开展政治活动和政治运作，承担其政治

职能。１９７９年６月１５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发表了关于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重要讲话，对新时期统一战线

和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作了全面的阐述。

重建其他社会机构。开始恢复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群众组

织。全国文艺机构开始恢复活动。全国各民主党派开始恢复活动。

这表明，“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中国开始进入 “天下大治”时

代，开始出现真正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３８０年代上半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重大标志。诚如邓小

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所言：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他清醒地意识到照抄照搬

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他明确地提出 “走自己的道

① 参见王鸿模、苏品端：《改革开放的征程》，２５１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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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国家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

一方面，重建党和国家基本制度，体现在１９８２年的 《中国共产党章

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些有形或无形的制度体系，为改革开

放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务实地针对旧的经

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各种弊端，采取渐进主义的方式 （如 “摸着石头

过河”），不断改革，不断创新。这就不仅保证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

中率先发动了经济改革，在发展中大国中率先对外开放，成功地开创

了 “中国道路”，还保证了这条道路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政治体制改革实践。８０年代初邓小平推动的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的改革和完善，形成了治党、治国的根本原则，也形成了中国政治体

制改革的根本大纲。这些改革并不是照搬西方国家和政党建设的模式

和经验，而是既总结吸收毛泽东时代的成功经验 （如１９５６年的 《党

章》、１９５４年的 《宪法》）、利用和继承了毛泽东时代政治体制中的政

治优势，又汲取和吸收了毛泽东时代的失误教训 （如 “文化大革命”）、

改变和克服了体制弊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就在于继承毛泽东的成

功之处，纠正毛泽东的失误之处，并将 “文化大革命”的坏事转变为

“改革开放”的好事，使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成为改革开放的成功之母。

（１）执政党制度建设：依党章治党。

制定 《中国共产党党章》。１９８２年制定的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的制

度化的重大标志。它回答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党执政以后，在社

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什么？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

１９８２年之后的 “制度重建”：学习、借鉴和吸收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

所正式建立的党的制度；反省、吸收毛泽东晚年破坏制度的历史教训；

根据变化了的环境，根据变化了的环境，探索、创新有效治党的新制

度。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改革的实践过程。

①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见 《邓小平文选》，１版，第３

卷，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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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重大会议召开制度化：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召开，明确了党

的全国代表会议重大职权。重新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实行五年任期制。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制度化。中央领导人实行任期保障制度。党章

明确了党内任何人不得有 “特例”，所有的领导人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重新构建与配置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加快新老交替，实行集体

交接班，党、政、军最高职务分别由多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党章

废除了终身制，实行正常的离休退休制度。推动党的领导人革命化、

年轻化 （见表１—１）、知识化、专业化以及新老交替的制度化 （见表

１—２）。加强和改善党内民主集中制。

表１—１ 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平均年龄 （１９８２—２０１２年）

单位：岁

十二届 十三届 十四届 十五届 十六届 十七届 十八届

政治局常委 ７３．８ ６３．６ ６３．４ ６５．１ ６２．１ ６２．１ ６３．４

政治局委员 ７１．８ ６４ ６１．９ ６２．９ ６０．７ ６１．４ ６１．２

书记处书记 ６３．４ ５６．２ ５９．３ ６２．９ ５９．７ ５６．７ ６１．６

　　资料来源：十二届至十五届数据引自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ｎｉａｎ，２００４，犠犻犾犾犆犺犻狀犪犅犲犮狅犿犲犇犲犿狅犮狉犪狋犻犮？

犈犾犻狋犲，犆犾犪狊狊犪狀犱犚犲犵犻犿犲犜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Ｅａ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Ｐｒｅｓｓ；十六届和十七届数据系作者根据中

共十六届和十七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资料整理计算所得。

表１—２　　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新当选人数及比例 （１９８２—２０１２年）

十二届 十三届 十四届 十五届 十六届 十七届 十八届

政治局常委

新当选人数 ３ ４ ５ ２ ８ ４ ５

总数 （人） ６ ５ ７ ７ ９ ９ ７

新当选比例 （％） ５０ ８０ ７１．１ ２２．２ ８８．９ ４４．４ ７１．１

政治局委员

新当选人数 １４ １３ １４ ８ １７ １０ １５

总数 （人） ２５ １７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５

新当选比例 （％） ５６ ７６．５ ７０ ３６．４ ７０．８ ４０ ６０

　　说明：新当选委员与前一届一中全会当选者相比较，不包括其他全会新当选者。

资料来源：姜华宣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 （１９２１—２００６）》（增订本），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６；新华网：《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像》，２０１２ １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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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依 （据）宪法治国。

全面修订宪法，使之真正成为安邦治国的根本大法。从建国以来

宪法修改的历史过程来看，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过程。

由彭真直接抓宪法的修改工作①，他主持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

作组会议，负责起草工作。② 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彭真强调

“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并亲自起草了宪法序言，总结建国

以来的经验教训，对国家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比较

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进行了长远性设计。

从历史比较看，中国是古老的文明国家，却是年轻的现代国家，

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广泛借鉴各国制定宪法的经验，制定更加现

代、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创新更加现代的国家制度。

这部宪法的历史性意义还在于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个制

度框架和制度基础，避免了类似 “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混

乱政治局面，确保了中国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的局面，确保了中国的

改革开放是在宪法规定的框架下沿着民主与法制的轨道前进的。这部

宪法也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的经验、新的成果而及

时做出必要的修改。

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用。１９８２年制定宪法之后，全国人

大确定了 “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决定

重大事项，选举和任免国家机构领导人，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

①

②

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８日，彭真召集王汉斌、项淳一、顾昂然研究宪法修改中提

出的问题。他说： “邓小平同志让我抓宪法修改问题。”９月３０日，彭真约集刘复

之、林默涵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刘白羽 （时任解放军总政治

部文化部部长）等谈修改宪法工作。他介绍，开始由 （胡）乔木同志抓，后来他病

了，（胡）耀邦、（邓）小平同志让我抓，并希望快点。我七月份开始上手，具体工

作由胡绳同志负责，还有王汉斌、顾明同志，顾昂然做秘书工作。（参见 《彭真传》

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５卷，９２、１１５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组成员有：胡绳、顾明、王汉斌、邢亦民、项淳一、

龚育之、顾昂然、卢之超、王叔文、许崇德、萧蔚云、孙立、许孔让。（参见 《彭真传》编

写组编：《彭真年谱》，第５卷，１１６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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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并加强了组织方面的建设，使这一制度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居于核心

地位。逐步改变了党领导一切或管理一切国家事务，转向党的领导限

定在 “政治领导”（即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国内外重大决定方面的

领导），通过国家机构 （包括全国人大、国务院）来进行国家治理。

正式恢复国家主席制度和增设国家军委主席制度。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８

日，邓小平提出：还是要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职位。中国是个大国，

设国家主席，对国家有利。①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彭真指出：建国以来的实

践证明，设立国家主席对健全国家体制是必要的，也比较符合我国各

族人民的习惯和愿望。② 彭真还指出：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军委

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对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负责。中国共产党缔

造和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是国家的军

队。这就恰当地规定了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③

强化政治协商制度。彭真在１９８３年６月曾谈道：从１９５４年开

始，就一直有一个政协是不是上院的问题。当时，毛主席、刘少奇

同志都说过，政协不是上院。我们不是二元化，而是一元化，权力

集中在人大。分割人民权力，搞多元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有

什么好处？一元化，全国人大决定了，就分头去办，简单明了。两

院制，把人民的权力一分为二，自找麻烦，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如果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各党派轮流坐庄，你上台，我作为反对

党反对你，我上台，你作为反对党反对我，我们的国家会成为什么

样子？国家怎么保持稳定？怎么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人民代表大会，

一元化，共产党领导，可以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④ 不搞两院制，

是毛泽东、刘少奇的政治创意，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后来成

为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政治共识。

①

②

④

转引自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５卷，９２页，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２。

③　 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６

日），见 《彭真文选》，４５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参见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５卷，１９９～２００页，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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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政府机构。国务院由１３位副总理减为两位，设立国务委员职

务。将９８个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裁减、合并为５２个左右。

其中，部、委由５２个裁并为３９个，直属机构由４１个裁并为１０个，

办公机构由５个裁并为３个。

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１９８２年２月，中央作出了 《关于建立老干

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副省级、副部级干部６０岁退休，正省级、

正部级干部６５岁退休。①

８０年代上半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是基于党章的执政党制度重

建，二是基于宪法的现代国家制度重建。这两方面的制度重建具有互

补性，也具有 “路径依赖”特征，更多地继承５０年代的党章和宪法的

历史经验，而不是参照西方政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模式；更多针对毛泽

东时代的体制弊端进行 “修正”，而不是 “推倒重来”；更多基于内部

政治共识，而不是人为地扩大政治分歧。

８０年代上半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国情的适应性、实践的可行

性、调整的灵活性，避免了政治体制陷入 “历史真空”之中。它们不一

定是最好的模式，却是最适宜的模式。它们不是激进主义式而是渐进主

义式的改革，既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变革，也保证了中国政治稳定。

五、江泽民、胡锦涛：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江泽民是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之路的捍卫者、继承者。江泽民稳

① 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决定》

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政府

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正

职一般不超过６５岁，副职一般不超过６０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６０岁。

《决定》还指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需要保留少量超过离休退休年龄界限的老革命

家，这是全局的需要，是保持国内安定团结和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需要，是完全符合党

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退居二线，包括当顾问和荣誉职务，不属于离休退休。［参见 《中共

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０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１１６１～１１６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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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处理了大规模动乱后的各类矛盾，使中国很快进入 “天下大治”并

保持至今；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东欧剧变，南斯拉夫 “一

分为七”，苏联解体，“一分为十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中国

等严峻的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加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等；确立和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创

新和完善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创新和实行了中

央与地方分税制，大大地提高了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加强和完善了

宏观调控体系，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实施 “扩大内需”方针，成功

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提出并实施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

个 “根本转变”，提出并实施了 “科教兴国”和 “可持续发展”两大战

略；根据邓小平的 “两个大局”设想，做出了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决策，兴建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和生态保护工程；果断地作出了军队、

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及党政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

脱钩，实行收支两条线、工程招标、政府采购制度等重大决策，努力

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①；果断做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大决

策，开创了全面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新局面；如期实现现代化

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我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进展。

这一时期，党中央十分清醒，抵制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抵御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防止类似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那样

大规模的动乱②；明确提出在指导思想上绝不搞多元化，坚持和加强

①

②

参见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 “三讲”情况的讲话》（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０日），

见 《江泽民文选》，第２卷，５５０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江泽民指出，中央政治局常委认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

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类似１９８９年那样大

规模的动乱是可以避免的。［参见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 “三讲”情况的讲话》

（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０日），见 《江泽民文选》，第２卷，５５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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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

位，明确不能搞私有化，反对个别人公开宣扬私有化；坚决抵制国

内外 “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和 “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

治观点；果断处理 “法轮功”事件，坚决打击 “藏独”、 “疆独”等

各种分裂势力；坚持与西方国家 “以两手对两手，又斗争又合作，

以斗争促合作”①。从而保证中国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改革、

不断开放、不断前进。

胡锦涛是中国之路的坚持者、再创新者，继续观念创新、实践

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特别是创新了科学发展观，使之成为

引领 “中国道路”的指导思想，完成了２１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使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第二大国家，并大大缩小与美国的相对差距，

也充分显示了 “中国道路”的独到之处、成功之处。党的十八大报

告，就是对 “中国道路”的实践、理论、观点、战略的历史性集成、

创新性集成。

深刻阐述了什么是中国道路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应如何探索中国道路？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社会主

义、实现现代化没有先例，更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靠中国

独立自主的实践、创造性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质上是

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这是从西

方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中不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国现代化历

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在遭受各种困难、风险和危机中，不断试错、纠

① 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 “三讲”情况的讲话》（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０日），见

《江泽民文选》，第２卷，５４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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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过程，又是不断寻 （次）优、选 （次）优的过程。中国之路走对

了，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不同的道路，导致不同的结果。

国际大气候，即西方主导的政治民主化浪潮、经济全面私有化取

向，以及西方独霸下的思想文化自由化潮流，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

也全面影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造成这些国家大转轨，放弃

社会主义方向，转而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而陷入大崩溃、大解体、大

衰落。

这里我们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来看一看它们走不同的道路产生

的不同的结果。１９９０年，还处在苏联体系中的俄罗斯ＧＤＰ占世界总

量的２．４％，高于当时中国ＧＤＰ占世界总量比重 （１．６％），中国仅相

当于俄罗斯的三分之二；当时的苏联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排在美国

和日本之后 （１９６８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叶

利钦主张西方式 “民主纲领”，退出苏联共产党①，竞选俄罗斯总统获

得大胜②，立即上了 《时代》周刊封面，标题是 “俄罗斯革命”。③

１９９０年底，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久之后，他宣布苏联共

产党解散，又宣布苏联解体。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ＧＤＰ占世界比

重持续下降，１９９９年达到最低点为０．６％，而同年中国提高至３．５％，

已经相当于俄罗斯的５．８倍。到２０１１年，俄罗斯ＧＤＰ占世界总量比

重提高至２．７％，仅比１９９０年高出０．３个百分点，而中国已经达到了

１０．４％，相当于俄罗斯的３．９倍。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索罗金·德·耶介绍 （见表１—３），按可比价格计算，设１９９１年

ＧＤＰ的数据为１００，到１９９８年ＧＤＰ仅为６０．５，下降了近４０个点，远

①

②

③

１９９０年１月，叶利钦 （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在苏共内部组成 “民主纲领派”。同年７月，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 “民主纲领派”

公开提出苏共放弃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放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放弃民主集

中制，要把苏共建设成社会党的思想主张。他们还极力主张，取消军队、政治部门和国

家机关中的基层党组织。叶利钦及其 “民主纲领派”的这些主张没有被大会全部接受，

于是，叶利钦在大会结束时当众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２日举行俄罗斯总统选举，叶利钦当选。

参见美国 《时代》周刊，１９９１ ０８ ０１，封面 “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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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过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ＧＤＰ下降了２０％的经济损失。到

２０１１年俄罗斯的ＧＤＰ增长指数才达到１１８．０，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年均

ＧＤＰ增长率为６．８％，其中一半是能源国际价格大幅度上升所致。到

２０１１年，按可比价格计算，ＧＤＰ增长指数仅比１９９１年上升了１８个

百分点，居民人均收入上升了２５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还不及

１９９１年。

表１—３ 俄罗斯和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指数 （１９９１—２０１１年）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１１年

俄罗斯

ＧＤＰ １００ ６０．５ １１８．０

工业增加值 １００ ４８．２ ８７．７

居民人均收入 １００ ５２．５ １２５．１

中国

ＧＤＰ １００ ２１１．７ ７３１．６

工业增加值 １００ ２６９．１ １０３０．７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１００ １５５．３ ４９２．６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１００ １４３．７ ３３５．０

　　说明：按可比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俄罗斯数据见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２０１２年；中国数据见 《中国统计摘要

（２０１３）》，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３。

这表明，俄罗斯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是一个典

型的从老路不由自主地走向邪路的过程。他们先是政治公开化、“政治

民主化”①，接着就是全面私有化、彻底私有化，其结果就是从世界第

三大经济体自由落体式地滑落至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例历史最低点

的二流国家。这也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

而退就一定是历史大倒退，任何国家的邪路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前苏联 （俄罗斯）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而中国则与此相反，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大幅度增长 （见表１—３）。

由此可知，不同的道路有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中国道路

① 这里的 “政治民主化”是指苏东剧变时期，苏东各国盲目仿效西方政治制度，放

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施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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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人间正道”。①

六、小结：“中国之路”优于 “西方之路”

本章着重讨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执政党、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历

史进程，大体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基本制度的创新，先是实现了从四分五裂到祖国大陆

高度统一，接着创新了基于 《中国共产党章程》（１９５６）的现代执政党制

度，基于 《共同纲领》（１９４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５４）的现代国

家制度，为当代中国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二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设

计师，还是更加自觉地重建这些制度的设计师，突出反映在推出 《中

国共产党章程》（１９８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８２），尤其是民主

集中制这一根本制度上，同时十分务实地改革政治体制，消除各种弊

端，对中国国家制度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阶段，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巩固完善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并完善了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各种具体

指导。

正是在长达６０多年国家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为标志，中国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阶段，实现

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也表明中

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创新、不断建设、不断试错、不断完善的历史过

程，形成了独特的 “中国之路”。

正如邓小平所言 “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

① 参见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著，韩毓海执笔：《人间正道》，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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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

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

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①。我称之为

“邓小平预言”。

“中国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 “中国梦”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

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民主体性，保证民族复兴的成果为全体中国

人民所共创共享；也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中国

政治制度对国情的适应性、对西方制度的优越性，保证国家现代化进

程稳步推进，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快速追赶和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 “人间正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由之路。

中国的道路不仅在历史上是十分独特的，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十分

独特的，没有走西方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而是独

辟蹊径，成功地实现了对发达国家 （特别是美国）的追赶，更重要的

是超越西方模式，创新自己的道路。

“中国之路”正在不断验证 “邓小平预言”。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

之路”优于 “西方之路”。也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我们走自己的路，

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

进定力。”②

①

②

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３日），见 《邓小平文

选》，１版，第３卷，２５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

日），新华社北京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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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

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

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

是个纲，纲举目张。

———毛泽东 （１９７１）

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

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

过。 ———邓小平 （１９８７）

 本文系胡鞍钢教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晚应光明网之邀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

１１月１６日在甘肃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暨甘肃省领导干部 “富民兴陇”讲座的讲稿，唐

啸、杨竺松协助整理，作者又作了修改。载 《国情报告》，２０１３年专刊第２１期，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１７日。



中国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也是从量变

到部分质变，然后再量变，再到部分质变，这个部分的质

变，最终成为质变，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全面深

化改革逐渐完善、巩固起来，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国家现代化的确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我们所看到

的有形的现代化建设，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

及生态文明多领域的建设；二是无形的现代化建设，即国

家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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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９

日至１２日在北京召开，于会议闭幕当晚发布了全会公报，又于１５日

晚公布了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和习近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 《关

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以下

简称 《说明》）。本次全会及其审议通过的 《决定》受到了全中国、全

世界的广泛关注和期待。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重要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科学回答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改革的未来方向，设计了全

面深化改革的 “五位一体”大布局，开启了新的改革机遇窗口，在中

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本文将基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对于中国改革的前期背景性研究

和专题研究，对全会 《决定》进行系统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讨论：

一是理解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里程碑的历史意义。从中国３５年

改革开放的历史视角看，党的三中全会都成为阶段性改革的重要标志，

也反映了中国改革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历史逻辑。诚如习近平所言：“改

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

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

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５年乃至１０年工作意义重大。”① 这次

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同样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全会。

二是对３５年来中国改革的基本评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作为大

学智库，从第三方视角首次对过去十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 “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后评估，并评价

《决定》所总结的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基本经验。这是今后全面深

化改革的知识财富，还是中国改革治道与治术。

① 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

华社北京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电。



４６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三是对中央全会 《决定》的指导思想、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

２０２０年目标作一评论和详细解读。

四是解读 “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的重大部署，以及

它们各自的主要目标。

一、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里程碑 （十一届———十八届）

中国改革是一项崭新的事业。１９８７年邓小平曾讲过： “我们现在

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①。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改革本身就是一个 “奇迹”。一是当代中国

是世界上的 “改革国家”。中国改革已经持续了３５年的时间，并还将

持续更长的时间，不断自我改革、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是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的 “改革执政党”，进一步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这就不同于美国的 “两党制”，只有轮流执政，却

没有执政改革，按照几百年前的 “本本” （特指美国宪法）、几十年

前的条条 （特指宪法修正案）办事，不仅僵化，而且过于老化，甚

至退化。三是中国社会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改革社会”，十几亿人

民成为改革的主体、创新的主体，又成为改革红利的受益者、创新

红利的分享者，这些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的亿万微创新就汇集成了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创新。改革开放 “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

特色”，也是当今世界最鲜明的 “中国创新”品牌。

人们不禁会问道：中国改革是从哪里起步？一路走来有哪些标志

性的里程碑？今天中国改革走到了哪里？未来中国的改革又将走向何

方？十八届三中全会向全国乃至全世界释放了哪些信息？又会对中国

① 邓小平：《十三大的两个特点》（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６日），见 《邓小平文选》，１版，

第３卷，２５８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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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一旦启动，就会按照自身的改革发展逻辑和制度

变迁逻辑渐变、演进，并产生积累性的、革命性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

看，中国改革是以渐进的方式演变取得了革命性的社会变革。

从中国改革重大决策看，先后有五次三中全会决策，出现了五个

阶段：

第一次是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三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制定了 《中共

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有２５项政策，直接启动了

农村改革，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

动阶段。在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 “先

富论”。①

第二次是１９８４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有系统

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制定了 “全面改革蓝图”，首次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旨在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局阶段，即在农村改革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开启以

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此后，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

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大幅度缩小了计划经济范围；根据不

同情况，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实行

价格等方面的 “双轨制”；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包括全民、集体、

个体经济；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等。这也是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道路的过渡阶段。该决定也明

确提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

① 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

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

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

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

地富裕起来。［参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

日），见 《邓小平文选》，２版，第２卷，１５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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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随后，中央也启动了科技体制改革

和教育体制改革。

第三次是１９９３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

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计５０条。这是在确立了体制创新

目标之后的 “建立新体制”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

不是在原有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改革、修补和完善。这是第一个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设计和蓝图，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

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收入

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重要任务，成为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与

重要支柱，为后来的改革所继承下来。全会首次确立了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改革原则，同时也提出了 “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和目标。

第四次是２００３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

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

系的战略部署，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若干问题的决定》，共计４２条。该决定最重要的创新之处就是提出

了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也首次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改革观，

成为指导２１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这是在初步建

立了新体制的基础上的 “完善新体制”阶段。全会重申了 “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也提出了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思路，

这是对１．０版本的升级，可以视为１．５版本。

第五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共计１６部分、６０条 （见表

２—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制定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总目标和２０２０阶段性目标，布置了 “五位一体”改革及国防军队体

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布局了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

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这标志着中国进入 “全

面深化改革”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意义深远，既是一次继往开来、承

前启后的重要会议，又是中国改革时代的又一个新的 “里程碑”。所谓

“新”，就新在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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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①。本文

称之为２．０改革版本。②

表２—１ 中国改革的 “顶层设计”（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中央全会
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

党的十二届

三中全会

党的十四届

三中全会

党的十六届

三中全会

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

时间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１８—２２日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

２０日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

１１—１４日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１１—１４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９—１２日

决定名称

中共中央关

于加快农业

发展若干问

题 的 决 定

（草案）

中共中央关

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

定

中共中央关

于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

于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

大 问 题 的

决定

框架和

内容
１０部分

１０部分，

５０条
１２部分，

４２条
１６部分，

６０条

基本依据

党的十二大

报告第二部

分；在公有

制基础上的

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

党的十四大

报告第二部

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体制

党的十六大

报告第四部

分

党的十八大

报告；社会

主义现代化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阶段 发动阶段
全面开局

阶段

建立新体制

阶段

完善新体制

阶段

全面深化

改革阶段

二、对中国改革的高度评价和重要经验总结

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３５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

①

②

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

华社北京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电。

参见胡鞍钢：《中国需要２．０改革版本》，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３ ０５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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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实践。全会公报指出： “全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３５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

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对此，我们如何理解呢？１９５６年１月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

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① 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指 “三大改造”，

这是毛泽东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创新，但是也采取了激进主义的做法，

从原来设想用１５年的时间完成，到仅用了３年的时间就完成了。１９５８

年接着搞了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尽管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

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忽视了客观的

经济规律，也过纯 （社会主义）、过快、过公 （公有制）、过大，脱离

了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大国之一的基本国情，也超越了极低收入的发

展阶段，如同党的十三大报告所自我反省的，“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

了巨大代价”。“这种情况教育我们，清醒地认识基本国情，认识我国

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极端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晚年对中国道

路探索的失误也成了邓小平改革的 “成功之母”。党的十三大作出了中

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基

础和理论基础。邓小平十分务实地从最落后的、人口数量最多的农村

发动改革，以渐进改革方式积小胜为大胜，实现了革命性的结果，真

正找到了解放和发展十几亿人民生产力的方式和途径。邓小平在１９９２

年南方谈话中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

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

力两个讲全了。② 从这个意义上讲，３５年的改革成为一场 “新的伟大

革命”。

从中国现代历史看，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鲜明特色。先是中国革

①

②

参见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５日），见 《毛

泽东文集》，第７卷，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参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

日—２月２１日），见 《邓小平文选》，１版，第３卷，３７０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第２章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改革新里程碑 ５１　　　

命的时代，接着是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后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

接着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改革开放时代不仅形成了当代中国最鲜明的

特色，还是持续时间最长、成就最伟大的时代，也是中国 “大踏步赶

上”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步伐的时代。按照汇率法计算的中

国国内生产总值，１９７８年占世界比重为１．７５％，居世界第１０位；到

２０００年提高到３．７５％，居世界第６位；到２０１２年进一步提高到

１１．５％，居世界第２位。按照购买力平价 （１９９０国际美元）计算的中

国国内生产总值 （１９９０年国际美元价格），１９７８年占世界比重为

４．９％，居世界第４位；到２０００年提高到１１．８％，居世界第３位；到

２０１２年进一步提高到２０．７％，已居世界第１位。①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历史数据，到１９５０年美国出口占世界

比重高达１６．８％，中国出口额仅占世界比重的０．９％，相当于美国出

口额的５．３％；到９０年代，美国被德国超过。②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

的数据，２００７年中国超过了美国，２００９年中国又超过德国，跃居世界

第一位；到２０１３年，中国商品出口额相当于美国的１４０％。

从现代化因素看，中国和美国的国土面积基本相等，采用发电量③

衡量的现代化因素，中国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２．１％上升至

２０１０年的９７．２％，２０１３年更是超过了美国，达到了美国的１２６．５％

（见表２—２）。

①

②

③

１９７８年、２０００年数据参见 Ａｎｇｕｓ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ＤＰａｎｄ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ＧＤＰ，１ ２００８ＡＤ，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ｇｄｃ．ｎｅｔ／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１２年数据系作

者推算。

参见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１６２～１６３页，北京，改

革出版社，１９９７。

发电量是指发电机进行能量转换产出的电能数量。发电量包括全部电力工业、自

备电厂、农村小型电厂的火力发电、水力发电、核能发电和其他动力发电 （如地热能发

电、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潮汐发电和生物能发电）。发电量的计量单位为 “千瓦时”。

作者在这里假设 “没有发电量就没有现代化”；反之 “只有发电量才有现代化”，因为一个

国家的现代化因素都要基于发电量，才能使各种现代化因素扩散、传播和应用。该指标

比其他指标 （包括ＧＤＰ）更好地代表了一个国家与最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如美国）的相

对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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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与美国的技术创新实力看，采用发明专利申请量代表技

术创新能力，１９８０年中国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为０，因为中国是从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日起正式实施 《专利法》，到２０１２年中国发明专利

申请量已经超过美国，相当于美国的１２０．３％ （见表２—２），从 “一

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真正具有更高现代化水平的世界大国。正是在

这一时代，中国跨越式发展，后来居上，极大地影响了当前世界和人

类的发展前景。

表２—２ 中国主要指标相对美国的水平 （１９５０—２０１３年） （％）

年份

ＧＤＰ（ＰＰＰ，

１９９０年

美元）ａ

ＧＤＰ（ＰＰＰ，

现价美元）

ｂ

ＧＤＰ（汇率

法，现价

美元）ｃ

出口额（汇

率法，现价

美元）ｆ

发电量ｄ

发明专利

申请数

ｅ

１９５０ １６．８ ５．３ １．２

１９６０ ２１．６ ６．８

１９７０ ２０．７ ８．２（１９７３） ６．７

１９８０ ２４．６ ６．６ １２．１

１９９０ ３６．６ １９．１ ６．０ １８．０（１９９２） １９．５ ５．９

２０００ ５３．８ ３５．１ １１．６ ３１．９ ３４．０ １７．５

２０１０ １１４．１ ８１．０ ３９．６ １２３．４ ９７．２ ７９．８

２０１２ １２９．３ ９１．０ ５０．７ １３２．４ １１６．０ １２０．３

２０１３ １３７．０ ９６．２ ５５．０ １４０．０ １２６．５

　　资源来源：ａ．１９５０—２００８年数据来自Ａｎｇｕｓ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

ｍｙ：１ ２００８ＡＤ。ｂ．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２０１４。ｃ．１９８０—２０１３年数据来自世界

银行数据库，２０１４。ｄ．发电量数据１９８５年之前来自 《新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之后来自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３。ｅ．发明专利申请数据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ＥＰＯ）数据

库，２０１３。ｆ．商品出口额数据１９５０—１９９２年来自 ［英］安格斯·麦迪森： 《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

１６２～１６３页，北京，改革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数据系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数据。

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为世界所公认，

并载入历史史册，但是一直受到国内外各种质疑。如某些西方媒体和

学者将中国的经济改革故意丑化歪曲为 “自由市场经济加一党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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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本主义”①、“中国特色资本主义”②、“新儒家资本主义”③、“政

治化资本主义”（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④ 等。除了国际上 “几只苍蝇嗡

嗡叫”之外，与此相呼应的是国内也有一股否定改革的奇谈怪论，如 “改

革停滞论”、“改革倒退论”、“改革逆转论”、“中国非市场经济论”、“强政

府弱市场论”，以及挑动民营企业斗争国有企业的 “国进民退论”、煽动人

民群众斗争人民政府的 “权贵资本主义论”等。这些论点就是故意将改革

进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各种问题、矛盾扩大化，以片面性替代全面性，以

“一点论”替代 “两点论”，以支流替代主流，进而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政治

方向的改革开放。诚如毛泽东曾批评过的：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

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惑了

自己的方向。⑤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这些错误论点既缺乏 “实事求

是”，更缺乏起码的科学的、专业的、深入的研究基础。那么，我们应当

如何科学地评价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２００３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建成完善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

署，制定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作为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使经济体制

改革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和可操作，有力

地指导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的改革开放。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课题组以这一决定作为十年改革开放的蓝本，

首次采用目标一致法和综合积分卡法，将定性目标归类记分转化为定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ＷｉｎｎｅｒｓＡｎｄＬｏｓ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ｂｙＧａｄｙＥｐｓｔｅｉｎ，ｆｏｒｂｅｓ．ｃｏｍ，

Ａｕｇ．３１２０１０．Ｄｙｅｒ，Ｇｅｏｆｆ（１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０）． “Ｓｔａｔ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ｒｋｅｔ

Ｌｅｎｉｎｉｓｍ’ｈａｓｙｅｔｔｏｆａｃ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ｔｅｓｔ”．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犜犻犿犲狊．

Ｈｕａｎｇ，Ｙａｓｈｅｎｇ，２００８ａ，犆犪狆犻狋犪犾犻狊犿狑犻狋犺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犈狀狋狉犲狆狉犲

狀犲狌狉狊犺犻狆犪狀犱狋犺犲犛狋犪狋犲，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Ｂｅｌｌ，ＤａｎｉｅｌＡ．，２０１０，犆犺犻狀犪狊犖犲狑犆狅狀犳狌犮犻犪狀犻狊犿：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犪狀犱犈狏犲狉狔犱犪狔犔犻犳犲

犻狀犪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犛狅犮犻犲狋狔（犖犲狑犻狀犘犪狆犲狉），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Ｎｅｅ，ＶｉｃｔｏｒａｎｄＳｏｎｊａＯｐｐｅｒ，２００７，“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ｉｎＶｉｃｔｏｒＮｅｅ

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ｗｅｄｂｅｒｇ（ｅｄｓ．），犗狀犆犪狆犻狋犪犾犻狊犿，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参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见 《毛泽东文集》，第６

卷，４３０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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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标，涉及６个大类、３６项、２２７个指标，并与 《决定》中的１２个

部分和４２条所提出的详细内容逐条核对和打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十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做出科学、客观、全面评估和定量评价，以保

证评估与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全面性。让事实证明，让数据说话，

让实践检验。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给出课题组主要的研究结论①：

我们高度评价十六大所确立、十六届三中全会所设计的 “建成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总目标

取得重大进展，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综合完成率高达８９７％，综合未

完成率仅为１０３％。六大类改革评价结果见表２—３。

表２—３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评价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
项目 得分
总体［１］ ８９．７

改革红利 相对滞后与不足方面

１．完善公有
制 为 主 体、
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
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２］

８０．０

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结
构基本建立；
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
场经济竞争制度基本确立；
初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框架。

国有金融资产、非经营性
资产和自然资源资产等的
监管制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中央企业母公司公司制股
份制改革相对滞后；
产权流转制度立法相对
滞后；
垄断行业市场准入机制改
革相对滞后；
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力度
不足。

２．建立有利
于逐步改变
城乡二元经
济结构的体
制［３］

９３．０

实现农业税收制度改革；
农村土地制度进一步完善；
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
市场、农业支持保护体系
进一步健全。

国家新增教育、卫生、文
化等公共事业支出主要用
于农村目标未达成；
劳动力按照就业地或居住地
登记户籍制度改革未达成。

３．建设统一
开放竞争有
序的现代市
场体系［４］

９２．０

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基本
建立；
多层次资本和其他要素市
场基本确立。

产品质量监管机制尚不健全；
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
尚未建立；
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
成机制尚未完全实现；
外贸运行监控体系和国际
收支预警机制尚未建立。

① 详细分析参见胡鞍钢、唐啸、鄢一龙：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进展与评估》，载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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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项目 得分
总体 ８９．７

改革红利 相对滞后与不足方面

４． 完善宏观
调控体系、行
政管理体制和
经 济 法 律
制度［５］

８８．９

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
增强；
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进一步
转变；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济法
治建设进展迅速；
投资体系进一步市场化、规
范化，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得
到加强。

消费税改革未能完全实现；

地方税收管理权改革进展

缓慢；

未能建立统一规范的物业税

收制度；

城乡税制未能完全统一；

现行税制在贯彻政府的宏观

调控意图方面功能有限。

５．健全就业、

收入分配和

社 会 保 障 制

度［６］

９３．３

税收制度改革力度加大；

劳动就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展迅速；

金融企业改革逐步深化，金

融调控机制进一步完善，金

融监管机制逐步健全。

个人收入监测办法尚不健全；

规范职务消费、福利待遇；

货币化改革力度有待加强。

６．建立促进

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

机制［７］

９３．５

人才引进、管理和激励制

度进一步完善；

对外开放制度性保障基本

建立；

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

革逐步深化；

卫生医疗体系改革进展迅

速，基本建立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卫生医

疗体系。

东西部地区人才分布尚不

均衡；

国际文化影响力有待加强。

　　说明：本文数据基期年为２００２年或２００３年。

注：［１］计算指标共分为６个大类、３６项、２２７个指标。

［２］共６项、３３个指标。

［３］共４项、２４个指标。

［４］共９项、５３个指标。

［５］共９项、５４个指标。

［６］共３项、２５个指标。

［７］共５项、３８个指标。

我们对这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定量评估是 “九一开”，客观上

也存在着至少１０％的未完成率，突出表现为：首先，部分改革目标没

有实现，这包括现代产权流转制度尚不完善，重要法律法规历经数次

讨论仍未颁布，充分显示产权制度在具体执行层面的改革难度。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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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行业改革力度有待加强，在放宽垄断行业市场准入和加强自然垄

断业务有效监管方面，仍然缺乏有力措施。再次，整体税负持续上升，

具体税种改革偏慢，城乡税制统一，物业税改革和地方税收管理权改

革等方面改革进度有待加快。又次，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

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职务消费和福利货币化等方面进展相对缓慢，

个人收入监测办法尚未建立。最后，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

多，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改革领域方

面相对过窄，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在改革机制设计方面存在一定的

碎片化、短期化问题，缺乏治本之策和长效机制；在改革实施过程方

面缺乏可检查、可评估、可评价的具体措施。

这就需要在下一个十年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方面有针对性地着力解

决，通过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在重点领域取得新的突破。今天我们

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动 “五位一体”的

全面深化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对３５年来的改革开放重要经验作了高度

概括和历史总结。这主要包括四条：

第一是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即 “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①，坚

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从改革一开始

就有三种不同的政治方向或道路。早在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就明

确指出：“重要的是，全党特别是各级党委，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既要反对那种企图回到

‘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错误理论、错误政策上去的 ‘左’的倾向，

又要反对那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倾

向。”②１９８４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充满活力，既区别于过去那种僵化的模

式，又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③。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讲到，在这短

①

②

③

此处黑体字系 《决定》正式稿加入的。

参见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０日通过）。



第２章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改革新里程碑 ５７　　　

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

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

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①

事实上，对中国改革开放而言，确定什么样的政治方向、走什么道路

始终是最根本的问题。对此，党中央十分自觉也十分清楚，排除各种

干扰，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开创中

国自己的道路，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诚如毛泽东所言，“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

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

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②。

只有政治方向选择正确，道路走对了，我们才能够取得改革开放的巨

大成就，避免颠覆性的重大决策失误，也避免发生苏联解体 “一分为

十五”③、南斯拉夫解体 “一分为七”④、东欧剧变式的恶性后果。正如

习近平同志所言，“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

题，都是在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我们党将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

①

②

③

④

参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
日—２月２１日），见 《邓小平文选》，１版，第３卷，３７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１９７１年８—９月），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２４２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存在时长６９年时间，成立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有

１５个共和国，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解体。在此之前，立陶宛于１９９０年３月率先宣布独

立，其他共和国也纷纷加以仿效，分裂出１５个国家 （东斯拉夫三国、波罗的海三国、中

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摩尔多瓦等）。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他的最后

一道总统令：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将武装部队和 “核按钮”的控制权移交给俄

罗斯总统叶利钦。同日晚，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办公室，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辞去苏联

总统职务的讲话。１２月２６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大会代表以

表决方式通过一项宣言。宣言说：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确认，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

的建立，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和国际法的主体即将停止其存在。

１９４５年，战后重建南斯拉夫民主联盟。１９４６年，更名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

国，实行联邦制，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波黑）、

马其顿、黑山６个共和国组成。１９９１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宣布独立。

１９９２年，波黑宣布独立，“南联邦”解体，塞尔维亚、黑山等两个加盟国组成南斯拉夫联

盟共和国，２００３年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 （简称 “塞黑”），取消 “南斯拉夫”这一名称。

２００８年，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前南斯拉夫的领土分成以下七个主权独立国家：斯

洛文尼亚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共和国、黑山共

和国、马其顿共和国、科索沃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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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说到底，就是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

题”①。

第二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即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②，借鉴国外有益经

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显然，这条思想路线也是逐渐发展起来

的，先是邓小平提出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③，而后就是江泽民提出的

“与时俱进”④、胡锦涛提出的 “求真务实”⑤。坚持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

我们就比较成功，也能够不断成功、持续成功。即使出现一些问题

（这是难以避免的），也能及时调整、适时调整、灵活调整。我想需

要强调两点：一是改革本身是实践的过程，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

题和偏差，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缺点，总会出现各种不同的

主张和观点，因此不要乱戴政治帽子。１９８４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

曾明确指出：“不要戴政治帽子。改革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和不同理论

观点，可以展开讨论。不要在干部和群众中分什么 ‘改革派’、 ‘保

守派’，要相信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的同志会在改革的实践中提高认

识”⑥。现在的帽子太多，既有别人给戴的 “保守派”，也有自封的

“改革派”，凡是市场派就是改革派，凡是私有化就是改革派，反之

就是保守派。把中国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脸谱化，忘记了马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

华社北京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电。

此处黑体字系 《决定》正式稿加入的。

参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见

《邓小平文选》，２版，第２卷，１４０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通过）。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０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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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① 二是改

革是自我创新的社会实践。一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

有益经验，总结和避免国外有害教训，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

国家政治制度 “水土不服”、国家失败的教训；另一方面，我们更需

要总结和提升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又是原创的 “中国案例”、

“中国经验”，把学习和创新结合起来———学习他人是为了自己创新。

第三是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即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

地位②，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③”。这个指导思想核心的观点是回归到 “人民主体论”，人民既是改

革开放的主体，还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人民是

否以民主的方式参与，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否真正使人民

受益和分享。所以说，好的正确改革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群众的路

线。我们过去讲 “人民战争”，现在可以讲 “人民改革”。有了 “人民

战争”才有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那么，有了 “人民

改革”就会有中国改革的胜利、中国开放的胜利。这就为下一个十年

甚至更长远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原则。

第四是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就是要解决过河所需的 “桥”和 “船”

的问题。首先要 “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１９８９年２—３月，

邓小平明确提出 “稳定压倒一切”的核心观点③，这是改革的底线。

①

②

③

③

毛泽东指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矛盾论》（１９３７年８月），见 《毛泽东选集》，

２版，第１卷，３１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此处黑体字系 《决定》正式稿加入的。

此处黑体字系 《决定》正式稿加入的。

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６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明确提出 “压倒一切的是

稳定”。［邓小平：《压倒一切的是稳定》（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６日）见 《邓小平文选》，１

版，第３卷，２８４～２８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３月４日，邓小平与赵紫阳

谈话时再次提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

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

“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

号：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中国不允许乱》（１９８９年３月４日），见 《邓小平文

选》，１版，第３卷，２８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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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赵紫阳并没有执行这一方针，才导致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越演越

烈。也正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执行了

这一方针，才使中国既经受住了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也经

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冲击和影响。１９９５年江泽民在十四届

五中全会论十二大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第一大关系，就是正确

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即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

提。他指出：实践表明，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

经济社会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①

其次，“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其中 “步子要稳就是要统筹考虑、

全面论证、科学决策”②。这反映了中国改革是渐进主义的过程，由易

到难，从局部到整体，由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再到其他

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对重大的改革开放，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当

机立断，适时推出，如１９９４年财税体制改革，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 （ＷＴＯ）③，２００９年医疗体制改革等，都是产生长期改革红

利、开放红利的成功案例。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④”。“顶层设计”最早是毛

泽东所说的 “大图样”盖房子。１９４１年他指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

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

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

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

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⑤ 这就是历次三中全会的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１９９５年９月

２８日），见 《江泽民文选》，第１卷，４６０～４６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

华社北京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电。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２０１３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

贸易大国。

此处黑体字系 《决定》正式稿加入的。

参见毛泽东 《驳第三次 “左”倾路线 （节选）》 （１９４１年），见 《毛泽东文集》，

第２卷，３４４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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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改革已经逐步形成一个十

年为期的改革总体规划，这是中国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蓝图和路

线图，这次全会的 《决定》则是中国十年 “五位一体”改革的总体蓝

图和路线图。“摸着石头过河”就是 “试错法”，它首先是陈云同志提

出来的，１９８０年他讲，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

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

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

是要 “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

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① “摸着

石头过河”就成为改革的重要的哲学方法论。②而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

石头过河相结合则是比较完整的改革方法论③。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④，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１９９３年，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提出了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做法，即

重大的改革举措，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先制订方案，在经济体制的相

关方面配套展开；有的先在局部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既注意改

革的循序渐进，又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带动改革全局。⑤

对如何破解改革难题的一个基本思路，形象地说，就是 “有的放矢”，

这个 “矢”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就是采用毛泽东著名的 “十大军事

原则”之一：集中各方力量，各个击破改革难题。⑥ 这可以成为全面深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陈云：《经济形势与教训》（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６日），见 《陈云文选》，第３卷，

２７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摸着石头”包含了一个处理不确定事物的方法：根据反馈，做出调整，排除在

某一点发生大起大落和突变的可能性。“摸着石头过河”被视为包含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的哲学方法论。（参见王辉：《渐进革命：震荡世界的中国改革之路》，３１页，北京，中国

计划出版社，１９９８。）

参见胡鞍钢：《顶层设计与 “摸着石头过河”》，载 《人民论坛》，２０１２（９）。

此处黑体字系 《决定》正式稿加入的。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４日通过）。

这里参阅了毛泽东提出的军事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参见毛泽

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６日），见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４

卷，１１９７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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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的重要原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

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① “广泛凝聚共识，

形成改革合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治术，只有解决了治术的问题，

才能实现 “治道”。这些改革开放的辩证法和方法论都是中国的原创与

智慧。

以上成功经验就是我们的 “真知”。“实践出真知”，改革实践出改

革真知，也就成为今后全面深化改革最宝贵的关于改革知识的财富；

“知识就是力量”，同样的是改革知识就是改革力量，这些宝贵经验必

须长期坚持，包括那些深刻教训必须长期牢记。

三、《决定》指导思想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我们可以看出，这是

２．０版本的改革指导思想。不仅继续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

向”，还特别强调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还特别强调 “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如

《决定》第十二部分）。这就不同于１．０版本的改革指导思想，如 “先

富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原则，的确是 “以人为本”，即以十

几亿中国人民的福祉为本。这是中国改革的价值取向，也是改革的最

终目标。这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成功的标准：不只是更有效率，还要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不只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要解放和增

强社会活力。这里我们对社会生产力的理解更广义：不仅包括物质生

产力、科技生产力，还包括教育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绿色生产力、

国防生产力。同样，我对社会活力的理解也是更广义的：不仅有企业

活力、市场活力、科技活力，还要有社会组织活力 （如 《决定》第４８

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５日），见 《毛泽东选集》，２

版，第４卷，１２４７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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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教育活力、文化活力等；不只是破除经济体制机制弊端，还要破

除其他方面体制机制弊端。

《决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诚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言：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两句话组成一个整体，我们的方向就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①

那么，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又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世界的发展历史来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人类发展进步

的历史产物。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和发展相比封建社会、传统农业社

会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仅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是生产关系与

上层建筑的重大进步。而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几乎是与资本主义同

时进行的，先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后是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之后马克思

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过直到１９１７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

才真正诞生了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

了近代，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大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

的面貌，当然也就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１８４０年的中国首次受到来

自资本主义的入侵，清王朝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资

本主义因素被引入和不断成长。从国家的视角看，中国与西方及日本

的关系是弱国与强国的关系，是受害国与强盗国的关系。从现代化的

视角看，中国与西方及日本的关系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是落伍者与

先进者的关系。诚如毛泽东所言，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

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允许。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

史。② 一方面，代表现代化的本土资本主义因素 （如私营工商业）在发

育，却受到西方及日本资本主义的垄断性排斥；另一方面，代表强权

①

②

参见新华网北京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电。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１９４０年１月），见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２

卷，６７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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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师总是欺负一大二弱的学生。到了１９４９年的中国既是中国历史上

最贫困的时期之一，又是当时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历史终究选

择社会主义，不仅告别了百年的苦难衰落历史，也开启了新百年的中

国强盛复兴历史。

当然，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相对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

仍然是 “弹指一挥间”①，相对于世界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历史仍然是短

暂得多的多的历史。毛泽东在１９６２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指出：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

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

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

得多。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

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②

我把毛泽东的战略设想称为 “中国梦”，即 “强国梦”；把毛泽东

的伟大预言称为 “毛泽东预言”，即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的预言。现

在，我们还在不断地验证 “毛泽东预言”。从这个意义上看，走社会主

义道路就是走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

那么我们又怎样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规律呢？对此，

毛泽东在１９６２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讲过：在社会主义建设上，

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

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承认：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

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③ 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生

产力方面的知识，长期以来，对于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并不是很清楚，直到１９８７年党

①

②

③

毛泽东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５日）一诗中写道：“三十八年

过去，弹指一挥间”。

参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见 《毛泽

东文集》，第８卷，３０１～３０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参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见 《毛泽

东文集》，第８卷，３０２～３０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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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三大报告才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基本国情是 “人口多，底子薄，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才真正认识到我国在生产力落

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是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

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① 如果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算起，至今有了

６０年的时间，也只有几代人。这就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纯而

又纯的社会、一切都好的社会、一个十分完善的社会，而是一个好东

西与坏东西并存、先进与落后东西并存、进步与腐朽并存的十分复杂

的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改革、不断进步、不断完善

的社会，总会是好东西战胜坏东西、先进代替落后、健康力量战胜邪

恶力量，即邪不胜正。因此，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远比

建立这一制度久远得多。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 （包括

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发展、更具优势，也更为与时

俱进。

《决定》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提出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新的重大认

识和重大创新。

十年前，我和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的 《国家制度建设》一书 （北

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对此作过研究。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

现代化至少包括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是经济现代化，如农业、工业、

科学技术以及国防等的现代化。二是制度现代化，即实现国家基本制

度现代化并实现良治，确保国家根本利益最大化和全体人民福利最大

化，也即：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社会公正与

人类安全；政治清明与社会稳定；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国家制度建

设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国家 “基础设施”，它与一个国家现代

① 参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２月

２１日），见 《邓小平文选》，１版，第３卷，３７９～３８０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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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经济建设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实现国家制度现代化，不

仅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目标，而且也是典型的全国性公共物品。没有

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制度建设本身并

不是经济建设，却是促进经济建设并保证其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国

家基本制度至少包括八大机制：强制机制；汲取机制；共识机制；监

管机制；协调机制；表达机制；整合机制；再分配机制。还提出为了

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需要实施四大政治改革，即党的改革、全国人

大改革、政府改革、司法体系改革。我们还认为，制度建设是中国共

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型。改革党和国家的体制是中国政治制度建设

的核心，也是中国现代化 （经济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根本大计，应

成为党的中心工作的重中之重。由于当时对现代化认识的理论局限性，

我们还没有认识到 “五位一体”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过，我们

在 “十一五”规划、 “十二五”规划以及 “２０２０中国”研究的过程中

逐渐提出 “四位一体”、“五位一体”① 和 “六位一体”现代化 （即包括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② 的基本思路。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国家现代化的确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我

们所看到的有形的现代化建设，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

生态文明多领域的建设；二是无形的现代化建设，即国家制度建设。

从改革的理论基础来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生产关

系如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又如何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这

就构成一个国家 “两维”的现代化，一维是有形的现代化，另一维是

无形的现代化，中国道路的最佳路径我称之为 “４５度角”，即两者之

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适应。其中，“无形的现代化”，我们称

之为最典型的 “国家公益性产品”，这就不同于看得见的国家公共产

品，如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它就如同新鲜空气，人们看不见它，

也摸不着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需要它。与自然界所提供的新鲜

空气不同，这一典型的国家公益性产品是不会像自然界那样自动提供

①

②

参见胡鞍钢、鄢一龙：《中国：走向２０１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参见胡鞍钢：《２０２０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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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非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来提供。与此相反的案例，就

是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利比亚、埃及所面临的 “国家失败”———既无法

提供国家公益性产品，也无法提供国家公共产品。

以往，我们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出发，希望能够探索到生产关

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发展道路。对此毛泽东也

做了极大的努力和探索，这集中反映在他１９５７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①，虽然他也没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却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历史财富。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 “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

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

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成为发动

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不过，在当时我们党对于如何调整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如何改革经济体制，也是知

识不多、经验不多，经过多次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的反复比较，

①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

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

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

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

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

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

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

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

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

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

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

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

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见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２１４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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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中国国情，采用 “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不断地探索、

实践、总结。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

也就是 “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制度现代化。

我认为，改革开放３５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具备了有效

治理拥有十几亿人口、５６个民族的国家的能力，才有了今天的认识，

更具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和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这是在伟大的社会实践中

创新出的理论，又是用创新的理论指导下的伟大的社会实践。尤其是

国家制度现代化与全面深化改革，会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决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创意，能使

我们对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中国现代化、如何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实

现现代化等知识和理论有全新的认识，这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学习、

探索的历史过程：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从知之较浅到知之较深，

从知之片面到比较全面。因此，从实质来讲，这个目标的提出，可能

会指导我们至少半个世纪，对整个２１世纪上半叶作出了一个前瞻性、

战略性的总谋划、总布局、总设计。

党中央除了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特别提出了２０２０年的

目标。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主要目标，《决定》明确提出，“到二○

二○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

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也是邓小平的战略构想，他在

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

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

也将更加定型化。①

这反映了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确实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和

① 参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

日—２月２１日），见 《邓小平文选》，１版，第３卷，３７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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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过程，也需要经历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发展阶段，从

低级到中级，再到比较高级，最后到更高级的阶段。在演变的过程之中

不断创新、不断试错、不断调整，从１９７８年起步，到１９９２年确定战略

构想，再一步一步走到今日，进而再向２０２０年目标行进。这是一个宏大

的目标，又是十分艰巨的目标，也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

四、“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

我们这次改革的关键词是 “全面”。何谓 “全面”？我认为 “全面”

体现在全会 《决定》的顶层设计中提出的 “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和

体制改革上，包括经济制度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制度建设与政

治体制改革、文化制度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社会制度建设与社会体

制改革，以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生态体制改革。

“全面”还体现在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的两个方面。事物总是有两

个方面。它们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

使得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认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空洞的，而是实在的。

所谓制度建设，就是 “立”，就是不断完善和发展各项制度；所谓体制

改革，就是 “破”，就是不断破除各类体制中的弊端。要立字当头，先

立后破，不立不破，破为了立。这是改革开放时代的 “立破观”。这就

不同于 “文化大革命”中 《五一六通知》所倡导的 “破字当头，立在

其中”的说法①，而回到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

说法：“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即旧中国———引者注），我们

① 该通知指出：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

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参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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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即新中国———引者注）。”① 直到６０多年之

后，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道路，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前

所未有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五位一体”的制度设计，应该说是全会 《决定》最大的亮点。这

就与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形

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客观地说，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为实现 “五位

一体”这样一个大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体制保障和机制保障。我称

之为党中央的大谋划、大战略、大布局。

什么是战略呢？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

的规律的东西”②。发展如同战争，只要有发展，就有发展的全局。任

何发展战略如同战争战略一样，它需要研究发展的全局和规律性的东

西；正确地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也同样是一门赢得发展成果的高超

艺术。

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呢？就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党的这一认识，也随着中国现代化的

实践与进展不断丰富、不断拓展、不断升华，从必然王国不断走向自

由王国。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毛泽东提出了２０世纪末实现 “四

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是以强国为核心目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邓小

平先后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两步走”、 “三步走”战略设想，

是以富民为核心目标，兼顾强国目标。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党的十六大

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位一体”的大布局：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

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党的十

七大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 “四位一体”的大布局，还包括了

①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４９年３

月５日），见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４卷，１４３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见 《毛泽东选集》，２版，

第１卷，１７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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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更加明确了２１世纪上半叶 “两个一百年”的

总目标，更加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２０１３年，根据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了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和体制改革的 “五位一体”总布局，即经济

制度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制度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制

度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制度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生态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不仅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 “总目

标”，还提出不同领域改革的具体目标，要求全面统筹推进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 “五位一体”全方位体制

改革。具体领域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改革经济体制，

是为了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

政治民主制度与改革政治体制，是为了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

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与改革文化体制，是为了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制度与社会

体制改革，是为了确保整个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建设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制度与改革生态体制，是为了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就是 “五位一体”改革的各自目标，还体现了

新的 “立破观”，破为了立，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就标志着中国的国家制度现代化不仅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还

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文化传承规律、自然规律；不仅激励和激发市

场创新、产权创新，还要激励和激发教育创新 （如 《决定》第４２条）、

科技创新 （如 《决定》第１３条）、生态文明创新 （如 《决定》第十四

部分）、文化创新、社会创新；不仅要解放经济生产力，还要解放科技

生产力、社会管理生产力、文化生产力、教育生产力、绿色生产力；

不仅要破除经济体制机制弊端，还要破除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体

制机制弊端；不仅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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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仅要激励创造经济财富、物质财富，还要激励创造文化财富、

知识财富、精神财富、生态财富。这不仅大大突破了西方自由市场经

济制度，也突破了西方物质现代化、政治民主化①，而且扩展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外的其他制

度相协调、相互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正在不断创新、全面创新，

不仅要 “洋为中用”，还要 “不唯 （洋）书、不唯洋 （人）、只唯实”，

敢于突破和超越西方；不仅要 “古为今用”，还要做到与时俱进，善于

突破和超越自己。

此外，从 《决定》的信息来看，除了 “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和

体制改革以外，此次三中全会还首次涉及国防军队体制改革，首次将

其纳入国家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的总体布局之中，首次进行了顶层设

计和总体规划，尽管只有３条，但条条都是改革的 “硬任务”，对此许

其亮同志作了详尽的说明。② 我认为这也是 《决定》很重要的一个

特色。

这次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了系统部署、总体部署，涉及方方面

面，清楚地回答了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根据 《决定》的篇章布局，

１６个部分、６０条，涉及１５个领域，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有５个，政治

体制改革有３个，社会体制改革有２个；６０条中有５５条重大改革任

务；涵盖了３３０多项改革措施。与２００３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相比，

多了１９项重大改革任务和１００多项改革措施。这就明显地超越了历次

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主要改革领域、重大改革任务和重要改革措施，是

最大范围、最为全面、最有力度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也被国

际社会称为 “雄心勃勃、深思熟虑的中国改革规划”。

为了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这次中央全会作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制

度安排，即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

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①

②

西方传统现代化理论主要关注国家政治层面的民主化和经济层面的工业化，而较

少关注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

参见许其亮：《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１１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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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３５年的改革进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由于

我们要搞经济体制改革，１９８２年５月，在原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基

础上，成立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先是由国务院总理 （赵紫阳、

李鹏）兼任主任，后来由国务委员 （李铁映）担任主任。１９９８年的机

构改革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被正式撤销，改设为 “国务院经

济体制改革办公室”。２００３年３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将体改办与国家发

展计划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种体制一直延

续到现在。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工作，其主要职责是：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

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推进改革合力，加强督促检

查，推动全面落实改革目标任务。① 这是因为今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新

时代，进行的是 “五位一体”的改革，而不只是经济体制改革。诚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

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

这是为了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改革

顺利推进和各项改革任务落实。②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从组织上保证

逐条落实中央全会的 《决定》。

此外，《决定》还提出，要各级党委切实贯彻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

任。既然中央已经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我认为地方各级党

委都会相应地成立这样的领导小组，进而推动地方的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生态体制改革。我一直认为，中

国改革大创新来自地方中创新，地方的创新来自基层小创新，基层的

创新来自群众微创新。这就需要中央总结地方创新，支持地方创新，

保护地方创新，因为制度创新是有风险的，有成本的，还可能不成功

甚至失败，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对全国而言都是宝贵财富。

这次全会提出了 “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主要任

①②　参见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

明》，新华社北京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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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重点领域、路线图和时间表。因此，今后我们还要持续跟踪研

究，作出专业化的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估。像我们现在评估十年前的

决定可以得８９．７分，相信十年后我们再做类似的评估，中国改革

有希望能够超过９０分。

五、小结：坚定制度自信、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也是从量变到部分质变，

然后再量变，再到部分质变，这个部分的质变，最终成为质变，使得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逐渐完善、巩固起来，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

在中国，如何改革开放，如何实现现代化，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模

式和现成的经验。“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

的”①，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和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较

长时间的社会实践过程，也是一个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知之不

深到知之较深，从知之不全到知之较全的过程，从必然王国，“到逐步

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

跃，到达自由王国”②。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成功并将继续

成功的奥秘所在。

①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见 《毛泽东文

集》，第８卷，２９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回忆了中国革命的曲折

历程后，又强调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

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

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

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

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见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３００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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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和制定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的过程，就是不断认识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和规律性的过程，也是谋划制定全面深化改革

战略的过程，更是集中全党全国智慧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过程。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习近平同志的 《说明》首次公开介绍了三中

全会 《决定》起草的全过程①，这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环节和阶段：广泛

征求意见阶段；开展专题论证阶段；进行调查研究阶段，包括中央政

治局常委和委员的调研；起草 《决定》初稿阶段；党内 （一定范围）

征求意见稿阶段；听取民主党派等意见阶段；反复讨论修改阶段；中

央政治局审议阶段；中央全会审议阶段等。从成立 《决定》起草组算

起，前后花了７个月的时间。如果将自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为起草党

的十八大报告准备的时间计入在内的话，因为该报告是 《决定》的详

细大纲，实际起草制定 《决定》过程花了两年时间。尽管 《决定》只

有两万多字，却是集中并体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意见、建言

和智慧。我称之为中国特色决策机制的成功案例。

众所周知，在一个１３亿人口大国，不仅３０多个省级、３３０多个地

级、２８００多个县级行政区域发展差距甚大，具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处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需求、发展目标、发展制约因素，

由此可以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差距国家，而且各个社会阶层、

人群之间的差异甚大，有着不同的社会呼声、社会诉求和社会期盼，

同样也可以由此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利益差异国家。这是中国最

基本的国情，也是中国面临的最突出的现实问题。如何在这种特殊的

国情条件下，有效地处理世界最难的难题，本身就不存在 “天上掉馅

饼”的情况，也没有能够包治百病的 “灵丹妙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

需要创新中国式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高效决策机制，在极其庞大

又极其复杂的利益格局下，形成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主张、政治

共识、政治决策和政治行动方案。可以说，习近平同志关于三中全会

《决定》起草过程的说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详细的答案，以及中国

① 参见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

明》，新华社北京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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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决策机制和过程是如何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答案。尽管这

不是第一次，实际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１９８１年）已经开创了党中央重大决定的

“三化”，但是没有正式公布起草过程，应当说此次习近平在中央全会

的 《说明》是首次公布，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央决策过程的 “神秘

感”，显示了极大的政治民主和政治透明度。

事实上，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作为大学智库也积极参与其中，我

们在决策的各个阶段向有关方面提供了与 《决定》主题和专题研究相

关的 《国情报告》多篇，中央有关部门还专门 “走下来”，到清华大学

召集会议，直接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我本人作为党的十八大代表，

参加了 《决定》的征求意见会，还提供了书面的具体修改意见。我是

切身感受到，中国在不断实现中央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

化，因此也才可能制定出众望所归的重要决定，不仅在全党形成政治

共识，也在全国形成社会共识。可以这样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改革

开放的征程上开辟了新的时代，即全面深化改革时代。

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奥巴马医改法案，也是当今美国最大的改

革，却成为 “蹩脚的改革”。早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竞选总统前，奥巴马就

提出了医改法案，这一改革的政治承诺也成为其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

但直到奥巴马当选总统两年之后的２０１０年３月才通过相应法案。但是

该项改革一直面临诸多困境：第一，医改方案已是变形打折方案。法

案最终获得政治妥协的结果，因共和党坚决反对奥巴马医改方案，不

得不作出重大让步，已经使原来实现 “全民医保”的设想大打折扣。

第二，无法形成政治共识。法案在２０１０年３月通过后，很快就遭到２６

个州提起违宪诉讼，这意味着该法案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将得不到可

靠的实施。联邦最高法院２０１２年６月最终裁定该法案合宪之后，美国

众议院又于２０１２年７月投票通过了废除该法案的提案。第三，无法达

成社会共识。美国不仅是一个典型的分化社会，更是一个典型的分裂

社会。此项改革有利于穷人和贫困人口，如为没有任何医保的３０００

多万美国人提供医保，为总数３００多万的美国青年减轻大部分的保险

负担，但是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有调查结果显示，超过５０％的民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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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医改法案不满，其中相当部分是雇主和富人最为强烈不满。只要奥

巴马医改得不到多数支持，在其八年任期便很难成功，若其不在任则

可能会流产，中途而废。这表明，在美国，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只

要触及各方利益，常常是分歧远多于共识、分裂多于团结、对峙多于

妥协、失败多于成功。诚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曾对我说的：

奥巴马总统想改革，美国体制就是不帮忙，处处掣肘；而你们的胡锦

涛主席想改革，中国体制总是帮忙，总能实现目标。他对２００９年中国

的医改能够覆盖到１０亿人口规模感到敬佩。

由此可知，在同一个世界，同时两个大国进行医保改革，却有不同的

结果，这反映了中国比美国更具有制度优势、决策优势和实施优势，因而

也就会比美国改得更好、更有效。总之，我们要坚持制度自信、全面深化

改革。





第３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
�

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

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

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

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习近平 （２０１４）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

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

———习近平 （２０１４）

 本文系胡鞍钢教授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９日在北京市委举办的区县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轮训班 （第３期）的讲课稿；２月２５日又作了修改。载 《国情

报告》２０１４年专刊第５期，２月２５日。



国家制度现代化，即制度和法律作为现代政治要素，

不断地、连续地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的过程。

有制度，无能力，那么制度就徒有虚名；有能力，没

制度，那么能力就会被泛用滥用。在制度体系下不断提高

执行能力，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改进制度体系。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同样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也

不等于西方化，更不是西方化。我们也没有看到哪个非西

方国家西方化就会自动变成西方国家，反倒是 “阿拉伯之

春”变成 “阿拉伯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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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

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以下简称 《讲话》）。他围绕着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这一主题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讨论，尽管该讲话

全文还没有发表，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当日新华社所报道的内容中，看

到该讲话的核心观点。如 《讲话》中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

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

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

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

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讲话》非常重要，既是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

重要讲话，又是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执政纲领，还是中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文献。为此，我想从国情

研究与学术探索的视角对 《讲话》作一详细分析和客观评论，可以作

为一个学习体会，供大家分享和讨论。

一、国家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最核心的目标是什么？最大的创新点是什么？就

是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内涵的新的重大认识和重大创新。

习近平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①

我的基本评价是：这一总目标的提出是我们党执政６０多年特别是

① 参见新华网北京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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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３０多年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也是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的执政纲领，还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有了新的

目标和新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现代化的新认识、新主

张，首次提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

现代化既是当代人类发展的历史潮流，还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

任务。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历届领导人而言，始终需要认识和

讨论几个基本问题：第一，什么是现代化？第二，什么是中国的现代

化？第三，怎样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长远目标和大战略？第四，怎样分

阶段实施现代化战略？第五，中国能否创新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这就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有没有理论基础？

如果有，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现代化，特别是从更广泛的意义，超越

西方传统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现代化，从而为提出什么是中国的现代

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学术基础和理论基础。

在这里我特别借鉴了不久前刚刚去世的张培刚教授的关于工业化

的定义。① 我将现代化定义为：全社会范围，一系列现代要素以及组合

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的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我们对

现代化的理论认识可以说是基于中国学者 （如张培刚）的原创，这不

是来自西方的教科书，而是来自中国现代化实践，这是迄今为止世界

上人口最多也最为成功的现代化实践，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具有极其

丰富的内涵。如何理解现代化的含义呢？它对中国现代化有什么启发

意义、指导意义？我将其解释为五个方面：

一是现代化一定是历史的概念、发展的概念。这就是说，现代化

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它是随着人们对

① 张培刚将 “工业化”定义为 “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张

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中文版，７０页，武汉，华中工学院出

版社，１９８４）。后来张培刚又将 “工业化”定义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

（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 （或变革）的过程”（张培

刚： 《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１９０页，长沙，湖南出版社，

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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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实践和认识，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概念。这也意味着现代

化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或唯一的道路，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不同

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如中国现代化道路，不是对西方现代

化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其学习和借鉴，还有创新和超越。

二是现代化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包括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

现代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此外还有一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它不

仅是单一的经济现代化。二是包括城市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沿海地

区现代化与中西部地区现代化、少数民族地区和人口现代化、全体人

口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现代化一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为

所有人口所分享，更加包容、更加公平、更加共享。

三是现代化是现代要素以及组合方式，这就涉及土地、资源、

能源、资本、劳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信息、知识和制度、

法律等现代要素，也涉及各种现代要素组合方式，不同的要素有不

同的组合方式，有的要素组合方式需要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有的要

素组合方式需要由政府有效提供，有的要素组合方式由两种机制共

同来提供。

四是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积累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从低级到中级，

再到高级，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量变到再部分质变，最后引起质变。

这就显示了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与质变性，例如中国在过去的３０多年

先后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解决温饱①，达到小康水平，进而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② 与此同时，现代化是不断积累的过程，尤其防止任何破坏和

①

②

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

（水平）迈进。［参见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

日）。］

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现在达到的小康

水平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提出在本世纪头２０年，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参见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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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即所谓 “不怕慢，就怕站，更怕断”。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化

程度就是关于时间的函数。

五是现代化是全方位的变革过程，包括观念变革、经济变革、社

会变革、文化变革等，本质上就是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

只要符合上述五个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就会发生、发展、演进、

跃迁、积累。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它的发展

和方向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现代化的认识是极其相关的。

我们来看看中国领导人是怎样认识中国现代化，又是怎样设计中

国现代化的。这也经历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多次循环的认识过

程，长达５０多年的历史过程。

从早期来看，主要是以经济现代化为核心。从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提

出四个现代化，即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

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①，到１９６４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即在２０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②

１９７５年又重申了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③ 这

一时期，领导人所理解的现代化，基本上还是经济现代化的范畴。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逐渐扩展，从经济建设为主

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逐步形成 “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总体布局。

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三大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政治建

设；也提出了 “两步走”设想。

１９８６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设想：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

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

①

②

③

党的八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

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

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

国防。

参见周恩来：《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１日），见 《周恩来选

集》，下卷，４３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参见周恩来：《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见 《周恩来

选集》，下卷，４７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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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经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

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的 “三位一体”的总体

布局。①

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的 “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全面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②

这样，党中央对于２１世纪上半叶 （指２０００—２０５０年）中国现代

化总体布局基本形成。

由此可知，中国的现代化总体布局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

历多次性认识，不断完善的，也经历了５０多年 （指１９５６年以来）的

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创新之后才形成的。可以说，是从经济现

代化过渡到了全面现代化，再到全面协调各类现代化；从单一的追求

经济现代化，到开始涉及不同领域的现代化，从而使得中国进入２１世

纪的时候，全面推进、全面协调我们的现代化。从这个视角来看，中

国的 “五位一体”现代化已经超越了以经济现代化、物质现代化为标

志的西方现代化，也为南方国家创新和实现全面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

经验。③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呢？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

①

②

③

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８日）。

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

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

参见胡鞍钢： 《中国道路与中国梦想》，８９～９０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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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又是什么关系？对此习近平同志作了说明。

习近平同志在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

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①

“在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特征，却一直被西

方政治学者视为 “党国体制”，视为 “独裁政权”、“一党专政”。例如，

英国经济学人信息社编制了 “民主指数”，得分数在０～１０之间，中国

在世界１６７个国家中排在第１４２位，得分为３分，属于 “独裁政权”

国家。他们有两个理由：一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中国是一

党制。但是他们并不清楚 “中国共产党领导”正是中国制度创新所在，

也是中国制度强大生命力所在。这一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之

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尚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汪洋大海、极

低发展水平上开始创建，很快就实现了全国覆盖，进而不断形成了十

分独创、十分高效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治理体系的创建与发展

恰恰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大

大地加速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学

习型政党，不断学习又善于学习，又是一个典型的创新型政党，不断

创新又善于创新，从而也大大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

什么是国家治理能力呢？怎样才能真正体现国家能力的优劣？

１９９３年，王绍光和我在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

家 （指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国家能力

包括四种：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

力。② 那么，如何进一步理解国家治理能力呢？参照国家能力的定义，

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实际能力。这里我是非常强调

几点：

①

②

参见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０１ ０１。

参见王绍光、胡鞍钢：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２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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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国家治理目标的多样化。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目标，同一

个国家在不同的阶段或时期也有不同的治理目标，因此国家治理能力

是国家目标导向。没有清晰的国家目标，就是 “乱治”；没有正确的国

家目标，就是 “错治”。中国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步走”战略以及

“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发展专项规划”，即使

领导集体新老交替，仍能保持国家治理目标的连续性，而不像某个总

统的个人目标、个人政治承诺，如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国情咨文，因

总统更替而目标变来变去。

二是国家治理的实际能力，即如期实现国家目标。这就需要按目

标一致法量化检验国家治理绩效。如我们在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的时间

已经如期实现了中国现代化 “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

进入２１世纪又如期实现了第一个十年目标，即 “十五”规划、“十一

五”规划的主要目标，这已经证明中国具有极高的国家治理能力。

三是运用国家制度的治理能力，诚如习近平所言 “国家治理能力

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①。没有国家制度，就

没有国家治理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有效治理不是依靠所谓总统个人的

能力，在中国是依靠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领导人才和集体，

运用一整套国家制度来共同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能力集。

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

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② 那么如何客观地、总体地

评价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呢？习近平同志认为，我们的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

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

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只有

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

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

①

②

见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０１ ０１。

参见新华网北京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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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地运转。① 我认为，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

的，既符合 “一分为二论”②，也符合 “主流支流论”。一个事物总会有

两个方面，任何一种制度，有优势就有劣势，有长处就有短处，有收

益就有成本，但是两者之间不总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可以在一定

条件下转化的；一个事物总会有两个不同方面，但是它们不是相等的，

有多有少，有主流有支流。只要收益大于成本，主流多于支流，进步

强于退步，那么这种制度就是切实可行的，管用、实用的。这种制度

一定要是基于本土的、内生的，扎根于自己的文化、来源于自己的历

史，又不断试错、具有适应性的制度。这就是许多后发的发展中国家

引入了西方民主制度，却是 “中看不中用”，很快就垮掉，并中断现代

化进程甚至大倒退的根本原因。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

更好的制度。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国

家制度现代化，即制度和法律作为现代政治要素，不断地、连续地发

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一是国家制度体系更加完备、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包括一整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

的、生态环境的制度；二是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制度执行能够更加有

效、更加透明、更加公平，这包括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

化的、生态环境的、科技的、信息的现代化手段。这两者相辅相成，

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有制度，无能力，那么制度就徒有虚名；有能力，

没制度，那么能力就会被泛用滥用。在制度体系下不断提高执行能力，

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改进制度体系。

从市场经济看，总是有交易费用、交易成本，由此就形成了各种

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和制度安排。有效的市场经济就是降

①

②

参见新华网北京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电。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８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

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时指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如此，

总是要分化的。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

的。 ［参见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５卷，２７８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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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市场交易费用。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所有制企业，特别

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作为有效的微观经济组织，在一个充分竞争的

市场环境中能够生存与发展。同样，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也总是有治

理费用、治理成本，一种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就是不断降低治理费用、

减少治理成本。因此，国家制度现代化本质上是降低国家治理成本，

提高国家现代化收益。例如，国家经济制度现代化就会大大降低各种

经济活动主体的交易成本，大大减少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提供

巨国规模效应，就会大大促进经济增长。从国际竞争看，国家竞争本

质上也是国家治理竞争，国家治理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

能力的竞争。

国家治理与市场治理，也有其相关性。有效的市场治理也会促进

国家治理，而有效的国家治理也会促进市场治理，特别是建立统一的、

竞争的、高效的、规模宏大的现代市场体系。所以，中国不仅要从微

观经济的视角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市场体系、现代契约制度，还

要从宏观的视角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既

需要高效率的无形市场之手，又需要高效率的有形政府之手，由此才

能够既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又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既取得微观经济效

益最大化，也取得宏观效益最大化。

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目标也是同样的，既要降低国家社会治理

成本，又要降低基层社会管理成本，既要获得宏观社会效益最大化，

又要获得微观社会效益最大化。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国家治理的绩效是怎样来衡量的。能不能找

到一些量化指标，进行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评价？这几年来，我们作

为清华大学智库一直在探索国家治理绩效的第三方独立评价、专业评

估的研究方法和实践。

２００３年，我们受国家财政部委托，首次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等国际金融组织对华贷款援助项目进行第三方评估，后来出版 《援助与

发展———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贷款援助绩效评价 （１９８１—２００２）》（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我们对其贷款项目绩效后期评估给予高度的评

价。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接受国际援助贷款额和人均贷款额都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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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里最低的，但是中国的发展效果和减贫效果是最好的。

２００５年，我们首次以第三方身份对国家 “十五”规划目标完成程

度进行评估，引起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 《国家 “十一五”规划纲

要》首次规定：在本规划实施的中期阶段，要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中

期评估。中期评估报告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２００８年，国家发改委委托我们和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银行驻华

代表处三方分别独立对 “十一五”规划进行中期评估。

２０１１年２月，我们专门对 “十一五”规划进行了后期评估，在２２

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有１９个如期实现规划目标，实际

得分为８６分。

２０１３年７月，我们对国家 “十二五”规划进行了中期评估。我们

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纲要》总

体实施进展顺利，７大目标中有６个目标进展顺利，２４个 （实际２８

个）主要指标有３／４提前完成。

２０１３年９月，我们对中国经济改革十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进行了后

期评估。我们的结论是：十六大所确立、十六届三中全会所设计的

“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

系”总目标取得重大进展，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综合完成率高达

８９．７％，综合未完成率仅为１０．３％。

因此，国家治理实际绩效不仅是可量化的、可测量的，也是可评

估的、可改进的。这本身也是国家治理的学习曲线，它会沿着 “目标

设定—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强化实施—后期评估”的周期，循环往

复，不断改进，也不断进步。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治理不只是一个

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具体指导我们不断提高

国家治理绩效的实践问题。

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同志的 《讲话》集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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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上。那么，什么是国家治理能力？我们怎么样来衡量国家治理能

力？又如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所谓国家治理能力，就是 《讲话》所提出的三大能力：一是国家

机构履职能力。众所周知，中国的国家机构是极其特殊的，它不像世

界其他大国的三级机构，而是五级机构。① 如何界定不同级机构的职

能，需要我们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创新、来分解、来分权。

二是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

的能力。这就包括：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与国家事务，如何有效地提

供全国性公共物品；作为地方人大代表，如何有效地提供地方性公共

物品；作为社区和基层代表，如何有效地提供自身组织的服务。在一

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实现这三类事务的治理，是世界上前所

未有的。

三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社会主义

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为国家治理提供了良好的

制度平台，为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提供了可能，但是把可能变为现实

就需要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习近平同志的 《讲话》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的三大治理。与其他

国家治理不同之处，除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之外，中国有执政党治

理，即使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也不同于其他国家。

一是党的治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治理 （简称党的治理），

不同于其他国家政治政党治理，包括执政党治理。这是因为，从１９２１

年成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２８年的残酷战争的淘汰，中国共产党建立

了一整套的组织制度，从１９４９年成立新中国之后，又不断发展出一整

套执政党的治理制度体系。这是绝无仅有的，却一直被西方长期视为

“异类”的 “一党专政”，如同 “狗皮膏药”，贴来贴去，从而忽视了中

国共产党的制度创新的本质特征，当然也就大大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

① 我国行政区划和管理层级分为：中央级、省级 （３４个）、地级 （３３３个）、县级

（２８５２个）、乡镇级 （４０４４６个）。（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３》，１～２页，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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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优势和生命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２００４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 《关于加

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对党的执政能力 （ｐａｒｔｙ`ｓ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

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

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

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①

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这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国家基本

制度是根本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也不同，国家治理手段也不同，因

而国家治理绩效也不同。我还会在后文中详细比较过去十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年）中国与美国治理绩效，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中国大大优于美

国②，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 “世界大考”之中独树一帜。

三是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中国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公民社

会 （基于 《宪法》所赋予的各种权利），还是十分典型的中国意义下

的人民社会，因此它的社会治理就超越了西方社会治理的含义，是

人民为主体的社会治理，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由人民当家作主，人

民要依法参与社区治理、基层治理、地方治理 （如地方人大）、国家

治理 （如全国人大）。

此外，我们还要参与地区治理、全球治理。早在２００４年，中国取

代了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贸易体，主导了本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一体化；

２０１０年，中国又取代了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成为东亚复兴和

亚洲地区崛起的第一大火车头，在区域治理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或领

导角色，为本地区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

理事国之一，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体，同时

也是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是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和

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或领导角色。

①

②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９日中国共产

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见本书第七章中美治理绩效比较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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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对外开放使得中国不断并更加区域化、

国际化、全球化，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世界正在 “中国化”，中国已在

全球范围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全球性公共产

品。例如，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的份额和发

言权居世界第三位，可以代表南方新兴经济体发言，为全球宏观经济

稳定扮演重要角色。①

中国国家治理的好坏已经直接影响亚洲地区乃至世界治理。最近

的一个例子就是２００８年之后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扮演了最重要的

（即正能量作用和正外部性）角色———世界在２００９年发生经济负增长，

由于中国及时出台 “新政”，不仅刺激了国内需求，而且挽救了世界经

济②，促进了世界经济复苏，进而促进了世界贸易复苏。的确，世界并

没有出现１９２９年大萧条时的情形。

习近平同志首次明确提出 “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③。我把它称为中国三大治理的 “三化”。这就

是中国的国家治理创新，已经超越了西方国家以民主化为核心的国家

治理概念与实践。

我们对三大治理的 “三化”也有一个不断认识、不断丰富的过

程。我在２００２年６月 《党的 “十六大”与中国走向》的国情报告中

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命题，其中党

①

②

③

根据两大国际金融机构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５日联合春季会议通过的投票权改革方案，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整体投票权提高了３．１３个百分点，达到了４７．１９％。最新调整

的投票权主要转移到了新兴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国家，涨幅最大的是中国，中国的投票

权从２．７７％提高到４．４２％，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６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通过改革方案，中国份额占比计划从４％升至

６．３９％。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北京的国际机构间流传一则笑话：１９４９年，只有社会主

义可以救中国；１９７９年，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１９８９年，只有中国可以救社会主义；

２００９年，只有中国可以救资本主义。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Ｗａｔｔｓ，２０１０．犠犺犲狀犪犅犻犾犾犻狅狀犆犺犻狀犲狊犲

犑狌犿狆：犎狅狑犆犺犻狀犪犠犻犾犾犛犪狏犲犕犪狀犽犻狀犱 !犗狉犇犲狊狋狉狅狔犐狋，ＦａｂｅｒａｎｄＦａｂｅｒ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Ｈｏｕｓｅ，ｐｐ．３８３．

新华网北京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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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基础。这包括两个方

面的含义：首先， “三化”是基于现行的 “游戏规则”，党的领导体

制 “三化”是基于 《中国共产党党章》，国家领导体制 “三化”是基

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党章和宪法所规定的党内民主制度、

国家民主制度能够 “名副其实”，能够在现实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

真正发挥作用。其次，“三化”是基于通过合法程序对现行 “游戏规

则”的法定修改补充，使新的规定有利于实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

“三化”。这与党中央的考虑是不谋而合的。２００４年９月１日，江泽

民同志在 《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到：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从

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考虑到实现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

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我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

退出中央委员会。① 后来经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江泽民同志先后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国家军委主席职务。

过去十几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新老交替的 “三化”取得重大进展，

是以党的十八大为重要标志。习近平同志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和中央军委主席②，以此为契机，中国又进入了三大治理的 “三化”

阶段。

为什么中国需要三大治理的 “三化”呢？本质上就是为了降低治

理成本，提高治理收益。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大陆型国家，拥

有超大规模的人口 （中国总人口为１３．５亿人，比美国的３．１亿人口多

出１０亿人，比欧盟２７国的５亿人口多出８亿人），拥有一个超大规模

的社会，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 （中国有五级政府，美国为三级政府，

即使欧盟也只有四级政府），拥有一个超大规模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

拥有８５００万党员，美国民主党拥有４３００多万党员，美国共和党拥有

３０００多万党员），因此就需要创新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手

段，才能够有效率地治理中国。也只有不断地实现三大治理的 “三

①

②

参见江泽民：《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２００４年９月１日），见 《江泽民文选》，

第３卷，６００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参见胡鞍钢：《中国道路与中国梦想》，第三编 “如何实现领导人的新老交替”，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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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才能够使中国天下大治，持续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长治

久安。

三大治理的 “三化”的关键词在于 “化”字，也就是说实现这一

目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演变的过程和

不断适应的过程。这与中国社会主义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现代化

的 “化”应当是同步的，并与时俱进的。

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中国是世界性现代化的落伍者，不可能有时间像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经历几百年的自发演变过程，也不可能简单地移植西方现代国家制

度，不仅要选择特殊的国家制度，还要创立新的国家制度，为在极其

低下的起点上成功发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创造前提条件。为此，

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曾讲过：“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

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①。这个 “新世界”就是 “新中国”。

首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从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

也伴随着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变，即从四分五裂到高度统一、

从 “一盘散沙”到 “高度集中”、从 “山头林立”到 “高度集权”。这

是北洋政府 （１９１２—１９２８年）、蒋介石政府 （１９２８—１９４９年）根本做

不到的。其次，毛泽东又创新了执政党制度，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党的

八大所制定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不仅确立了党的领导制度，还进一

步加强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再有，毛泽东创新了现代国家制度，最重

要的标志就是１９４９年的 《共同纲领》和１９５４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如基于 “人民民主哲学”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基于 “协商民主”的多党参与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基于 “一体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４９年３

月５日），见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４卷，１４３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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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及在这一制度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于 “两个积极性”的中央集中统一与地方分级管理，等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仅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动

者，还是它们的推动者、参与者，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动员和

调配了极其有限的各种社会资源，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成功地完成

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上百年一直急剧衰落的中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

ＧＤＰ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９．２％，工业产出增长率接近２０％，中国经

济总量 （ＧＤＰ，购买力平价法，１９９０年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比重由

１９５０年的４．６％提高至５．５％，同期的印度 ＧＤＰ年平均增长率为

３．２％，占世界总量比重由１９５０年的４．２％下降至３．７％。① 中国已经

显示了比照搬西方资本主义 （主要是英国）的印度更大的制度优越性。

１９４７年，印度独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但是基本政治制度不是自己

独立创造的，而是由长期实行殖民主义的英国强加的，如模仿英国议

会模式，确立印度政体为议会民主制，建立联邦国家，实行立法、行

政、司法 “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有总统制，但只是名义上的、形

式上的，是 “国家统一的象征”，实际运行的是总理内阁制，这与英国

的政治模式十分相似。不过，与英国多党制不同的是，印度的政党在

全国有７００多个，只不过在中央一级是国大党长期执政，在地方一级

是多元化形式。②

不过，在毛泽东时代，一整套国家制度建立之后，毛泽东本人也

遇到了 “国家悖论”：国家机构以及国家工作人员 （所谓党政干部），

既可能是 “服务之手”、“人民公仆”，也可能是 “掠夺之手”、“人民主

人”。为了防止后者高高在上、脱离人民群众、当官做老爷、犯严重的

官僚主义错误，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来限制、来整肃，都没

有解决问题，这使得他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

出了错误估计和判断，进而亲自发动和领导 “文化大革命”，动员青年

①

②

Ａｎｇｕｓ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１ ２００８ＡＤ．

参见李云霞：《中印现代化比较研究》，２４３～２５１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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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红卫兵来批判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勇于揭露党和国

家的 “阴暗面”，甚至想 “推倒重来”，砸碎国家机器，最终演化成他

也不愿意看到的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局面。① 这就给后人留下极其

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探索出新的国家制度现代化之路。

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

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② 这里让我们来看一看，改革开放之初，邓小

平是如何思考的？又是如何实践的？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即 《党和国家领

导制度的改革》，其中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

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

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还认为，党和

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③ 正是基于 “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

训，邓小平开始重建党和国家基本制度以及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通

过政治体制改革，清除各种弊端，使得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

发挥。

邓小平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觉性，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绝不照搬照

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主要是基于中国国情，特别是认真总结吸收毛

泽东时代的成功经验 （如１９５６年的党章、１９５４年的宪法），利用和继

承了毛泽东时代政治体制中的政治优势，又汲取和吸收了毛泽东时代

的失败教训 （如 “文化大革命”），改变和克服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弊端。

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就开始了 “制度重建”与 “体制改革”

两条腿走路的国家制度现代化。

首先是执政党制度建设。１９８２年修订的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

①

②

③

详细分析参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７。

参见新华网北京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电。

参见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见 《邓小平文

选》，２版，第２卷，３３３、３２７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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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重大标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上了 “依党章治党”之路。如党

的重大会议召开制度化，重大决策由党的重要会议作出，健全中央政

治局、书记处等领导机构工作规则，坚持集体办公、集体决策，推进

中央领导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加快新老交替，实现集体交接

班，等等。

其次是现代国家制度建设。１９８２年修订的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制度化的重大标志，标志着中国走上了 “依法治国”之路。如加强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作用，并使这一制度在中国国家政

治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再有是强化政治协商制度。１９８２年制定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章程》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化的重大标志。一是根据宪法 “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二是根据章

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

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不搞 “两院制”，搞政治协商会议制；

不搞 “一党制”，搞多党合作制；不搞在野党、反对党，搞参政党；不

搞大鸣大放，搞调查研究、出谋划策。

还有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制度一

直实行。１９８４年根据宪法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民族自治地方设立

自治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行使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和区域自治

权，这是中国特色的自治地方政府，具有双重性：既是少数民族自治

的最高机关，所在地称为 “首府”，又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行政机

关；它既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又有较高的自治权。

最后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１９８２年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

一起写进了宪法，村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也都被作了具

体规定。这是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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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构建了比较完备的执政党制度，也构建了比较

完整的现代国家制度，包括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和三项基本政治制度。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是基本政治制度。

如果说毛泽东是第一任中国国家制度奠基人的话，邓小平则是第

二任奠基人。由此可知，中国现代国家制度不是一次性就建立起来了，

而是先后经历了两次才建立起基本框架，而后的领导人就是在这个基

本框架上不断完善和不断加强。

在西方推行所谓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浪潮与大背景下，社

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改革道路选择。

一种是邓小平的选择，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１９８６年，邓小平在深

入思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时，又一次前瞻性

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

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

的积极性。”① 这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本质上还是要完善社会主义

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它的政治方向就是

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闯过了政治风波，而且仍然沿着中国道路坚

定不移地走下来。

另一种是戈尔巴乔夫的选择，以政治改革为名，以 “新思维”为幌

子，背弃马克思主义、背弃科学社会主义、背弃苏联人民根本利益，最

后以总书记的名义宣布苏联共产党自行解散，以苏联总统的名义宣布苏

联解体，由此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陷入历史的大分裂、大倒退的深渊。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提出，用３０年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② 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战略设

①

②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１月）见 《邓小平文选》，１

版，第３卷，１７８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邓小平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参见邓小平：《在武

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１日），见 《邓小平文

选》，１版，第３卷，３７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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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正是基于这一设想，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

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具体地从顶层设计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

并先后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到２０２２年将如期实现邓

小平的这一战略设想。

由此可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不断地进行国家制度建设，

形象地讲，就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没有国家制度现代化，就不

会有国家经济现代化等，也不会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为什么一个国家既需要制度，还需要制度现代化呢？如何从经济

学、政治学的角度来解释呢？制度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早在１９４９年，张培刚在 《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就讨论了制度

对工业化的作用。他指出，社会制度，即人的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

的分配。它既是发动因素，又是限制因素。① 后来他将推动一国工业化

的发动因素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技术进步，制

度革新。他认为，最易改变且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则

是涉及经济运行各种操作规则的制度安排，例如市场制度、企业制度、

信用制度，等等。至于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却为一般的制度

安排提供了制度环境；尤其是宪法秩序，既可能为新制度安排的创新

形成需求诱导，又可能提供新制度供给，它的变迁或创新则会从根本

上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②

这里，我们可以把制度看成一项重要的无形的现代要素，使之成

为现代化的重要的发动因素和推动力量。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本身就

是制度创新，从而也可以说明改革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

没有制度创新就没有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进程则反映了制度创新。微

观的市场制度、企业制度的创新主体是企业家、投资者，宏观的国家

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创新主体是政府、政治家。又由于微观制度与宏观

制度之间有其关联性、互补性和相互依赖性，这就需要企业与政府合

①

②

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

社，１９８４。

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增订版），１２７、１４５页，郑州，河南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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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企业家与政治家合作。因此，对中国改革而言，就一定是 “自下

而上”与 “自上而下”的创新相结合的改革模式和方法论。

五、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

有的人认为，国家治理的概念来自西方，那么国家治理现代化就

是西方化，就要学习西方的国家治理模式。殊不知，现代化不等于西

方化，同样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也不等于西方化，更不是西方化。

我们也没有看到哪个非西方国家西方化就会自动变成西方国家，反倒

是 “阿拉伯之春”变成 “阿拉伯之灾”。同样的是，中国国家治理西方

化就会退回到２０世纪上半叶的 “一盘散沙”、 “四分五裂”、 “一穷二

白”、“一大二弱”。

习近平同志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

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

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

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

结果。①

与美国、欧盟各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呢？在哪些方面显示了 “中国历史”、 “中国道

路”、“中国特色”、“中国优势”呢？

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来源不同。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

源和历史轨迹是不同的，特别是近现代化历史发展轨迹是根本不同的，

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美国式的总统制、欧洲式的国会制和多党制等，但是 “水土不服”，结

果就是行不通，都一一失败了，反倒演变为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最

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社会、人民共和国、人

① 参见新华网北京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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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可以说，中国从初始就尝

试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所以说今天的中国是前天的

中国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昨天的中国 （１９４９年之后）内生性演化而来，

绝不是外生性移植而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 “中国

性”或 “中国特色”，它是由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历史轨迹、历

史选择所决定的。

第二，国家治理基本制度也是不同的。美国、欧盟实行的都是典

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实行的是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由

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当然，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的时间

也是不同的，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后来者，还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后来

者。作为后来者，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盲目性的照搬照抄，以为

只要以先行者为榜样，采取 “拿来主义”即可。殊不知正所谓 “橘生

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另一种是自

觉性的学习借鉴并自主创新。一方面，这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借

鉴先行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少走弯路，这就是所谓 “制度学习”效应。

但另一方面，还必须创新制度安排。对此，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

（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１９６２）就曾指出，经济落后国家的六个特征之一就

是：一国的经济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增加新生工业部门资本供

给中的作用就越大。① 不过，格申克龙并没有说明这种 “特殊制度”是

哪种制度安排。但是毛泽东等人比较自觉地选择了一种新的特殊制度，

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等人更加自觉地推行改

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快速地、成功

地追赶着先行国 （特别是美国、欧盟各国）。从制度比较看，中国的制

度体系更年轻、更具活力、更具变革性，相反，美国的制度体系更年

久、更稳定、更具保守性。如果比较一下美国宪法与中国宪法制定的

时间，两者相差一百多年，而中国宪法的修正频率远高于美国，显示

① 它是指经济落后的后进国往往需要采取特殊的制度安排来弥补他们的落后，而这

些国家通常可以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详细分析参见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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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这也表明，仅有一种好的制度还不行，

还需要有不断改革、不断调整、灵活适度的制度变迁。中国就是符合

这一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

第三，国家治理机构与治理模式是不同的。美国实行的是一个典

型的三权分立、三权制衡的治理模式，但也会出现 “否决机制”，如总

统法案国会否决；在国会，民主党法案共和党否决，共和党法案民主

党否决。各机构、各党派相互对峙、相互攻击、相互拆台，诚如奥巴

马总统所形容的：“华盛顿四分五裂的话，华盛顿将一事无成。”① 中国

创新了一个超级国家机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与多个国家

机构 （中共中央、国家主席、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等）的治理模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挥 “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 “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

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邓小平所提出的 “属于政策、方针的

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

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

执行”的集体领导原则。② 这就形成了极其特殊有效的国家治理决策机

制：一是共治机制，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不同的国家机构，按照民

主集中制的原则共同作出决策；二是分治机制，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的决策，各个国家机构按分工分别治理；三是协治机制，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协调各个国家机构，作出协调治理；四是合治机制，在国家

治理方面，各个国家机构形成合力治理。同样的是，各级党委及机构

也是按照上述治理模式和机制进行地方治理，也就形成了非常普遍的

高效的地方治理。

第四，国家治理主要机制和基本手段也是不同的。美国、欧盟实

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制；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基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混合经济基本制度，我们形象地

①

②

［美］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国情咨文》，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４日，白宫新闻秘书

办公室。

参见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体制》，１３３～１３４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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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是 “东方巨人”的 “两条腿走路”，总是比一条腿走路的竞争者走得

稳当、走得协调、走得更快；中国是采用 “两只手”治理机制，而不

是 “一只手”，是强调 “两只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中国不仅有国防和军事战略，

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战略；而美国只有国防和军事

战略，并无国家发展战略，只关注 “大炮”，军费开支占了世界比重的

４０％，在全球过度军事扩张，也成为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① 中国先是

采用五年计划手段，后来不断改革，创新了五年规划手段，不仅如此，

还有国家专项发展规划；而美国只有国家专项规划，更多的是国防和

军事专项规划。“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知优劣，知优劣才有 ‘中

国自信’。”② 只有通过国际比较，我们才能够有理由、有自觉性地增强

制度自信，坚定制度自信。

第五，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也是不同的。美国、欧盟的国家

治理体系是没有明确的长期目标的，无论是它们的宪法还是它们的施

政纲领，都没有明确的表述。中国则大为不同：首先，我们的 《党章》

明确表达了长期目标，《党章》（２０１２）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

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其次，我们的

《宪法》也表达了长期目标，《宪法》（２００４）提出：“逐步实现工业、

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

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再

有，习近平同志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的讲话更加明确表达了建立国家治

理体系基本目标，就是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

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由此可知，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还

是国家治理手段，都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制度体系和基本手段。

中国独特的历史轨道、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独特

①

②

参见胡鞍钢：《美国为何衰落》，载 《国情报告》，２０１３（２１）。

胡鞍钢：《“中国贡献”是世界之福》，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３ ０３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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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群众，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注定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中国

道路。社会实践已经表明，这是一条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的

道路，是真正的 “人间正道”。①

六、小结：未来重大历史任务

尽管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经过６０多年的实践，

已经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从而快速地缩

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变迁与社会

进步。但这并不意味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是完美无缺的，

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

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②。

这里的确有一个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认识。我们所说的制度自

信建立在制度自觉的基础上。所谓制度自觉，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诚如毛泽东所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

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③ 因此，我们就有了制度自信。尽管

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经过６０多年的实践，已经创新

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从而快速地缩小与最发

达、最强大的美国的经济发展差距和综合国力差距，也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进步。所谓制度自觉，就是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手段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的制度还不完善，还有

很多缺陷，还会随着发展的进程出现各种不尽如人意的方面。社会主

义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又不是一切都美好的社会，

①

②

③

详细分析参见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著，韩毓海执笔：《人间正道》，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新华网北京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电。

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见 《毛

泽东文集》，第７卷，２２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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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个好事与坏事、先进与落后、健康与腐朽、进步与倒退、正义

与邪恶并存的十分复杂的社会。事实上，早在１９５６年时毛泽东就指

出：“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

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

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

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但

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① 因

此，我们就要有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我们也

相信在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总会是好事多于坏事、

先进取代落后、健康战胜腐朽、进步阻止倒退、正义战胜邪恶。

那么，我们如何不断地改革并不断完善这一国家治理体系呢？对

此，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务实性地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

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

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没有坚定

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

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

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②

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最好表达。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

史进程中，十分自觉又十分独创地建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

的基本制度及其体系。当然在这一进程中也曾出现过严重的错误、严重

的曲折。毛泽东的失误不在 “制 （度）”，而在 “政 （策）”。③ 也就是说，

他所创立的执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他

晚年所实行的 “大跃进”的政策和 “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脱离中国经

济国情和政治国情的，又是超越发展阶段的，因此必然走向失败。

①

②

③

毛泽东：《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８日），见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６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新华网北京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电。

唐代柳宗元在 《封建论》中谈到：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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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１９８１年党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

言：“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

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

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

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

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重建制度体系，非常务实地针对体制弊端

自我改革、大胆改革，又前瞻性地构想了３０年的制度建设战略，为后

来的人创造了更高的制度基础。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

任务，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

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

系”①。这就更加明确了中国制度建设、制度现代化目标和方向即 “四

个为”，这正是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同时也明

确了这套制度体系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由

此才能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

体效果”②。这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和目的性。

总之，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国国家治理

施政纲领，也标志着中国进入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时代。具体

地讲，这个 《讲话》，具有思想的深刻性，集中了全党全国的智慧，创

新了治国的新理念；政治的正确性，明确了我们的政治方向就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独创性，超越了西方治理理论，构建起中

国国家治理的理论框架；实践的指导性，《讲话》所创新的国家治理理

论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又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将使得中国

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使得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更加强大、使得

中国的国家治理绩效更加卓越。

①

②

新华网北京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电。

新华网北京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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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关系
�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

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

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 （１９９２）

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

论，“看不见的手”和 “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

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

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 （２０１４）

 本文系胡鞍钢解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列文稿

之一，唐啸协助整理。载 《国情报告》，２０１４年专刊第１期，１月１３日。



政府和市场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两大核心手段，二者在

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发挥不同作用。我们形象地将这两大

手段称为中国东方巨人的 “两只手”，即看得见的政府之

手和看不见的市场之手。

我们应当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两

只手要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两只手都要硬，两只手都要

活。“两只手都要硬”，是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都要活”，是活而不乱，充

分发挥 “两只手”各自的优势，有相互结合、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时避免或减少各自的劣势，也有相互

制衡、相互对冲、相互抵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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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与市场就是一对重大关系和突出矛盾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提出了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观点和实践指

导思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如何认

识 《决定》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定位与新阐释？如何理解在全

面深化改革时代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政府与市场的相关改革将涉及

哪些方面？将会对未来中国带来哪些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正如习近平同志在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以下简

称 《说明》）中所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

市场关系”。① 这是因为政府和市场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两大核心手段，

二者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发挥不同作用。我们形象地将这两大手段

称为中国东方巨人的 “两只手”，即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和看不见的市场

之手。②

那么，这两只手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又如何使两只手相互作

用、相互补充、相互统一，形成合力，促进发展？还是相互排斥、

相互冲突、相互对立？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

如何发挥好这 “两只手”的作用，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发挥政府

的作用，进而在具体的实践和具体的政策中如何构建政府与市场良

性互动的关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

①

②

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

华社北京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电。

参见李克强：《２０１３年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４年３月５日。在国内外环境错综复

杂、宏观调控抉择两难的情况下，我们从深处着力，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的根本之策，

放开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 “看得见的手”，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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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边界并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这不仅取决于政府职能和市

场作用本身的定位，还取决于国家发展的阶段性与历史性。中国地

域辽阔，各地差异甚大，又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在处理政府

与市场关系的界限上还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

事实上，自建国以来，政府与市场就是一对重大关系和突出矛

盾，也是中国领导人所思考的 “如何认识、又如何处理”的核心问

题，对此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反复的试错的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

更是发生了重大转变，在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实践中，不

断创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①

二、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第一个

五年计划，直到１９７８年。领导人也在实践中意识到这一体制的弊端，

并多次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不断调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它们之间的

边界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刘少奇等都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有计划

的经济。② 毛泽东明确反对搞自由贸易、自由竞争。③ 刘少奇在１９４８年１０

月至１２月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之不同于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在

于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性与计划性。他

认为，要将国家的一切经济命脉，如大工业、大运输业、大商业及

银行、信贷机关与对外贸易等，均掌握在国家手中，以实行国民经

①

②

③

参见胡鞍钢：《顶层设计与 “摸着石头过河”》，载 《人民论坛》，２０１２（６）。

参见董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２２８～２２９页，北京，经济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

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１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

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

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转引自薄一波：《若干

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２４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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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同时，他还提出要限制计划经济的范围。①

这是一个 “大计划、小市场”的混合经济模式，即大工业等是计划

经济，小工业等则是市场经济，大与小相互补充，以大带小，相互

协调。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模式。需要

说明的是，刘少奇的观点曾经经过毛泽东的审阅和修改。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国要搞计划经济。

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

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规定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上分工

合作的范围，统一调剂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的相互联

系。”③ 当时的中国还有自由市场经济，搞计划经济也是 “大计划，

小市场”，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３年。

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遇到如何处理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确定计划管理的地位、手段和范围的

问题。武力等人认为，我国在１９５３年以前，是将计划管理作为国

家管理经济的一种方法。计划方法作为一种管理经济的手段，又可

以分为两种具体的方法：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④ 实际上是

“双轨制”：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和国家基本建设实行指令性计划，对

广大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实行指导性计划。⑤ 他们认

为，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以市场

调节为基础的加强政府计划管理的经济运行机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３０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

参见董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２２９页，北京，经济科

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１册，８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参见武力主编： 《中国发展道路》 （下），８２１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参见武力主编： 《中国发展道路》 （下），８５１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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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恢复。①

１９５２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共中央开始着手筹建国家计划

委员会，并于同年１１月正式设立。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

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随后，在苏联国家

计委和经济专家的帮助下，修改 “一五”计划。直到１９５５年７月，一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才正式批准了 “一五”计划。②

１９５３年之后，中国正式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扩大了计划管

理的范围，而且也大大地缩小了市场调节的范围。１９５２年底，金融业

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范围。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和１１月，国家对粮食、油料实

行统购统销；１９５４年又对棉花实行统购统销。从１９５３年起，国家对重

要物资实行统一分配。③

１９５４年制定的第一部 《宪法》在总纲中正式确定中国实行计划经

济。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

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

立和安全。”④ 刘少奇在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

“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已经按照社会主义的目标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

设时期”⑤。也就是说，从１９５３年起，中国正式决定建立计划经济。⑥

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也必然要实行计划经济。可以认为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武力主编：《中国发展道路》（下），８４３～８４４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参见武力主编：《中国发展道路》（下），８５１、９１２～９１４页，长沙，湖南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２。

参见武力主编：《中国发展道路》（下），８５１、９２２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０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５册，５２４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见 《刘少

奇选集》，下卷，１４４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参见董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２３０～２４５页，北京，经济

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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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的阶段。①

不过中国领导人并不是完全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也认识到这一

体制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实践，也创造性地提出了混合经济的主张。

１９５６年９月，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提出 “大计划、小自由”

的设想和著名的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② 党的八大 《关于政治报告

的决议》接受陈云这一设想，即这种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

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

国家市场的补充。③ 李富春还在党的八大上发言提出，凡纳入国家计划

中的各项指标，可以分为三种：指令性的指标、可以调整的指标和参

考性的指标。④ 这是对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修正。

①

②

③

④

参见武力主编：《中国发展道路》（下），８２１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陈云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

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

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

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

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

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

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

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

市场的组成部分。［参见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０

日），见 《陈云文选》，第３卷，１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

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

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直接按

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对于这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只

从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或者只规定参考性的指标。如果把这一部分产品勉强列入国家

计划，或者把参考性的指标当作正式计划的指标，对这些产品的生产作不必要的限制，

那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样，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

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参见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

于政治报告的决议》（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７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见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９册，３４６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４。］

参见武力主编：《中国发展道路》（下），９８２～９８１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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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５月，刘少奇同志进一步将这一思想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

计划要有多样性、灵活性。他还特别提到，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经

济搞得更多样，更灵活。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经济灵

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

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

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① 这是中国领导人的大胆

创意，其目标就是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多样、更灵活，尽管当时

他们不晓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但是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已经显示了这一巨大的优势性。

应当说，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不仅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

且也是从有计划管理的混合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转变②，还是新中

国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期间，犌犇犘年平均增长率达

到了９２％，其中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１９．８％，不过农业

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要低得多，仅为３．８％③；中国犌犇犘 （１９９０年国

际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比重由１９５０年的４６％提高至１９５７年的

５５％④。这一实践证明，当时采用计划经济体制还是适应中国的发展

阶段的，也是相当成功的，尽管它还有许多弊端以及历史的局限性。

中国领导人也还会十分务实地改革这一体制的。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新概念，他指出：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现在要利

①

②

③

④

刘少奇指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还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使社会主义的经

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他们只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只讲究计划经济，搞得呆板，没有多样性、灵活性。

［参见刘少奇：《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的谈话》（１９５７年５月７日），见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２５３～２５４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４。］

参见武力主编：《中国发展道路》（下），８２０～８２１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１２页，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

参见安格斯·麦迪森：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２００８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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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

务。”①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

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商品生产，

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

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②

这就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党的十四大关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思想的历史来源。

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和现实国情条件的限制，特别是 “大跃

进”和 “文化大革命”的 “左”倾思潮的影响，对于计划和市场关系

的辩证认识和改革设想并没有能够有效贯彻和落实，相反，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从限制市场经济到基本取消市场经济，只在部分地

区保留了十分有效的集贸市场。不过在６０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

为了迅速提高有效供给，我国采取了一些应急的措施，允许 “地下

工厂”存在，在农村推行了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即 “自留地、

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

工、自由贸易”，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有限度地引入了市场的

力量。③ 这是极其特殊条件下又是极其短暂的市场经济。尽管这一

农村改革后来被扼杀了，但还是留下了农民的记忆和领导人的历史

记忆，也成为１９７８年之后农村改革的重要来源。

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期间，国家计委提出了多元性的计划管理：指

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事业实行直接

计划，对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和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④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不断调整计划和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９日、１０日），见 《毛泽

东文集》，第７卷，４３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９日、１０日），见 《毛泽

东文集》，第７卷，４３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参见武力主编： 《中国发展道路》 （下），８１４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参见武力主编： 《中国发展道路》 （下），８２３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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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关系，基本趋势是引入市场因素，利用价值规律，同时大幅

度地缩小计划的范围。

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动阶段、全面开局阶

段，还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①，也开

始了新中国第二个黄金发展时期。如何认识计划与市场，是这一时

期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１９７９年３月８日，陈云批评了计划经济的弊端。他认为：“六

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

‘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
獉獉獉

节
獉
这一条。”② 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为计

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而且，在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

地增加。③ 后来他把这一思想概括为 “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

节为辅”。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６日，邓小平破天荒地提出了 “社会主义也可以

搞市场经济”的观点。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

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

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这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④

邓小平的提法与１９５８年毛泽东的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又比毛泽

东前进了一步，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认为

①

②

③

④

武力等人也认为，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２年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

直到１９９２年我国将市场及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以后，计划管理不言自明作为一种手

段。［参见武力主编： 《中国发展道路》 （下），８２１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陈云： 《计划与市场问题》 （１９７９年３月８日），见 《陈云文选》，第３卷，

２４４～２４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参见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１６２２～１６３０页，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２００５。

参见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６日），见 《邓小平

文选》，２版，第２卷，２３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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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而且可以搞市场经济，其目的是利用

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２年１月，陈云先后多次谈 “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①１９８１年６月通过 《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过程中，也根据陈云的意见

写上：“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

的辅助作用。”同时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

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

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

体形式。这是陈云的先见之明和政治智慧。的确，从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一开始，作为总体设计者之一的陈云是非常务实的，中国

的经济体制不是一套固定的模式，而是具有很大弹性和适应性，在

改革的不同阶段创新具体的体制形式。

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５日，陈云约国家计委负责人座谈加强计划经济

问题。② 陈云说，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工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

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仍然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国家搞计划要

有重有轻，有先有后。第一要吃饭，而且要吃饱，不能吃得太差，

但是也不能吃得太好。第二要建设。一个国家吃光用光，那这个国

家就没有希望。只有吃饱后，国家还有余力来建设，这才有希望。③

后来陈云还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比为笼子与鸟的关系。④

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十二大将陈云提出的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主张写入大会报告，确定为指导经

①

②

③

④

参见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１６３７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５。

姚依林、宋平、柴树藩、李人俊、房维中以及王玉清等人参加了座谈。

参见谭宗级、叶心瑜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改革与巨变—开创现代

化建设新局面 （１９７７－１９８３）》，第四卷， （上），５１５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参见陈云：《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的若干问题》（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

日），见 《陈云文选》，第３卷，３２０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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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的重要原则和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目标模式。①

１９８４年９月，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听取了多方面意见后，

以信函方式向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建

议把中国的计划体制概括为：（１）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２）个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３）计划经济不等于指

令性计划为主。在当前和今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方针是逐步

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４）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

来调解，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

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

规律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

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② 这表明，当时党内最高层的

政治共识仍然是 “计划经济”，而不是 “市场经济”，但是他们在力图

寻找第三条道路，即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成为向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过渡形式。随后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

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上述观点写入，也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

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创造性地实行了 “双轨制”的做法。一是实

行计划双轨制，大幅度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增加指导性计划指标；

二是实行价格双轨制，大幅度缩小计划价格范围，增加指导价格，逐

步放开市场价格；三是实行所有制 “双轨制”，一方面给全民所有制企

①

②

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

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

由市场来调节。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

的、有益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农村和城市，都要

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

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正确贯彻计划经济

为主、市场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要正确划分指令性

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与界限，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步骤

地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办法，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情况的经

济管理体制，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见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５３５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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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放权让利，另一方面允许发展基于市场机制的乡镇企业、外资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到了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肯了乡镇企业的大发

展，使城乡市场经济空前活跃。

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在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不断

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

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

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 这个思想成为党的十四大报告的主调。报

告指出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

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

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

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②。

１９９３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

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做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在确立了体制创新目标之后的 “建

立新体制”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而不是在原有

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改革、修补和完善。这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总体设计和蓝图。这个决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理论，打破了姓社还是姓资的迷雾，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

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共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

那么，如何处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呢？这

在当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

题，还是一个具体的实践问题。对此，江泽民同志提出：每个时期工

作的着重点可以有所不同，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有的时候强调市场

①

②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２

月２１日），见 《邓小平文选》，１版，第３卷，３７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

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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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多一些，有的时候强调国家宏观调控多一些，但切不可在强调一

个方面的时候，忽视以至放松了另外一个方面。① 客观地讲，在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我国的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体系还不完

善，市场竞争还不公平和透明，这就需要在微观经济放开激活的同时

适当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先是首次实现了宏观调控的软着陆，后

是有效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

２００３年召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

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

部署，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该决定最重要的创新之处就是提出了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观，也首次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成为指导２１世纪第一个十

年中国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这是在初步建立了新体制的基础上的 “完

善新体制”阶段提出的指导性纲领。全会重申了 “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的原则，也提出了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思路，这是对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１０版本的升级。这一版本的升级，主要针对市场经济

在社会公平、社会服务、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固有缺陷进行修正，已经

跳出了传统一味放权让利的 “纯粹市场化”过程，开始调整和重新定

位政府职能，针对市场的一些弊端和问题进行调整。我们将其称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１５版本。

纵观中国改革历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一直是围绕调整计划和市场、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仍然强调由计划来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呈现计划经济体制，十

二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过渡到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１９９３年十四

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当时

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是 “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

基础性的作用”。计划已经从支配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变为政府调

控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① 参见江泽民：《更好地组织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１９９３年１１月

１４日），见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５５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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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转变，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但是根本改变了资源配

置的基本手段。而十六届三中全会更加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

体制，同时也更加注重对于市场失效和弊端的修正。从计划经济到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力量一步步得到

释放。正是认识上的不断深化，才使得我们在实践中更加注重发挥

市场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持续较快发展。①

三、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较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经验表

明，市场机制是经济活力的源泉，是提高企业效率的最佳途径②，市场

对资源的配置应当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们更要看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具有与时俱进的

特征和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市场体系和机

制尚未建立健全，市场还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我们实施渐进式改

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条

件逐步形成，社会各方面也有了相应共识。

当前，我国仍存在市场体系不够完善、市场规则不尽统一、市场

秩序还不规范、市场竞争不够公平、政府权力过大、行政审批过杂、

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活力和资

源配置效率。③ 因此，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大改革力度，坚持社会主

①

②

③

参见张高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１２ ２０，第３版。

约瑟夫·熊彼特１９４７年有一段精彩的评论：“这种竞争 （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

业间新产品、新技术竞争）比所有其他方式都要有效，这就好比用大炮轰一扇门是打开

它的最好方式。”（转引自 ［美］鲍莫尔：《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１页，北京，中信出版

社，２００４。）

参见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

明》，新华社北京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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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更加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

般规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

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资源

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提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

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固然这只涉及三个字的位置

的摆放，即从 “基础性”到 “决定性”作用，但这是改革开放进程当

中充分体现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改革措施。具体来

说，此次 《决定》对于市场化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从市场主体角度来看，大大简化了注册实有企业的审批程序，

明确提出负面清单管理规则。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是指政府列出禁止

和限制进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清单，清单之外的领域都可以自由

进入。其好处是让企业可以对照清单实行自检，对其中不符合要求部

分事先进行整改，从而提高企业进入市场的效率。这种市场准入管理

方式的改革，实质上使得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

批，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从而极大地激活了市场活力，避

免了不必要的对于市场的桎梏。① 这就体现了政府是为市场经济活动主

体服务，而不是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

二是从市场产品和服务角度来看，在已经确立市场在供求调节中

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要求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② 现在居

民日常消费品和工业生产资料的产销已经由计划控制过渡到市场调节，

市场分割程度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明显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社会

①

②

参见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１日）：“取消

下放审批事项，不仅要看数量，还要重质量，要把那些含金量高的、管用的，真正能够激

发市场活力的直接放给市场、放给企业。特别要下决心最大限度减少对投资项目的审批，

同步减少、规范投资项目的前置审批。搞市场经济，谁投资谁承担风险，大部分投资决

策都应放给市场主体。”

习近平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的讲话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３

日）中提出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要把更好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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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

比重均在９８％以上。目前，政府定价主要涉及：水、电、天然气、供

热和成品油等资源能源环境类；地面公交和城市轨道交通等票制票价、

出租车收费、高速公路收费和客运站收费等交通类；医疗服务、药品、

教育、有线电视和公园门票收费等社会服务费类；学费、考试费和证

照工本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类。即使是政府定价也要充分考虑到生产

或服务成本，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有利

于财务财政可持续性。

三是从市场行业角度来看，要求竞争性行业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

基础性行业要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一些公共产品的生产

和提供，也要界定产权，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①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规模实有企业及企业家国家。从国际比较

来看，尽管中国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时间

仅有２０多年，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主体，即商事企业国

家。根据国家工商总局提供的信息，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底，全国实有

企业１５０３８２万户。② 这相当于２００２年实有企业总数 （７３４万户）的

２倍，年平均增长率为６．７４％。中国成为现代企业、现代企业家成长

最快的沃土和大舞台，充分显示了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最显著的特征。

中国还成为世界最大的商标申请国。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提供的数据，１９８５年，中国居民申请商标数为４３４４５个；

到２００５年已经达到５９３３８２个，占世界总数 （２０６３０７１个）的

２８．８％；２０１１年高达１２７３８２７个，占世界总数 （２８５８２８０个）的

４４．６％，相当于美国 （３６８６１９个）的３．４６倍，相当于欧盟 （２７国）

（２５６７７４个）的４．９６倍。如果再计入非本国居民商标申请数，在中

国商标的申请数占世界总量的比重，１９８５年为５．２％；２０００年为

①

②

参见胡鞍钢：《论新时期的 “十大关系”》，载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０（２）。

参见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１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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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２００５年提高至２１．６％；２０１０年又进一步上升至２８．７％，相

当于美国的３．７５倍。在中国获得注册的商标数占世界总量的比重，

１９８５年为４．０％；２０００年为９．６％；２００５年提高至１２．７％；２０１０年

又进一步上升至４１．２％，相当于美国的７．９５倍 （见表４—１）。中国

是世界最大的商标申请国和注册国，中国用了不到３０年的时间走完

了美国 （１８７０年）等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的历程。这表明，国家

建立现代商标制度①，就能够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

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

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极大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表４—１ 中、美及世界商标申请和注册数 （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

商标申请数 （件） 商标注册数 （件）

年份 中国 美国 世界

中国占世

界总数比

重 （％）

中国 美国 世界

中国占世

界总数比

重 （％）

１９８５ ４９２４３ ６４６７７ ９５３１９０ ５．２ ２１６６８ ３２１１９ ５４７９６９ ４．０

１９９０ ５７２７２ １２７３４６１３４５９１１ ４．３ ３１２７１ ６１３４３ ８２９２５４ ３．８

１９９５ １７２１４６１８８８５０１８３２７６９ ９．４ ９１８６６ ８５５５７１１８９６６２ ７．７

２０００ ２１２６０２２９２９６４２５９２６６６ ８．２ １５０９６１１０９５４４１５７５０９６ ９．６

２００５ ６５９１４８２６４５１０３０５３７５３ ２１．６ ２５３１３３１２３１６０１９９２０４２ １２．７

２０１０１０５７４８０２８１８２６３６８６５０２ ２８．７ １３３３０９７１６７６３８３２３８４４１ ４１．２

２０１２１６１９８７８３１３６４１ ９９５１２４１８０９６６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数据库，２０１４。

尊重市场规律的目的是激发人的创造力，激发全民的创新活力；

一个是个体的创新，一个是全体的创新。激发全民的创新活力的关键

① 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８日，我国通过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商标法规——— 《商标注册暂行

条例》。１９６３年３月３０日，我国通过 《商标管理条例》，实行商标强制注册。１９８２年８月

２３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自１９８３年３

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６３年４月１０日国务院公布的 《商标管理条例》予以废止；２０１３年８月

３０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作了第三次修正。我国于１９８８年正式使用尼斯

国际商标注册用商品分类法，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５日递交 《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

尼斯协定》加入书，并于同年８月９日加入该协定。



第４章　政府与市场关系 １２７　　

是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以市场和价格的手段配置资源，

从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充分激发创新活力。不断提高

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重视协同创新，

实现全面创新，在开放合作中提升我国科技水平。着力构建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促进创新

要素向优秀企业集聚，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①，以创新促升级，以

创新赢得竞争，以创新赢得未来，从而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由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中国制造”轨道进入最大规模的 “中国创造”

轨道。

四、加快政府转型

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不同作用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此，在经济学界有多种多样的理论，并没有唯一的答案。如 “市场

增进型政府”（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青木昌彦强调政府

必须以增进市场机制的方式来干预市场，从而为有效的政府积极干预

主义或者为政府的理论提供了全新的框架。再如 “市场强化型政府”

（ｍａｒｋｅｔａｕｇｍｅｎｔ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奥尔森强调，只有这样的政府

才是促进和维持经济繁荣的可靠保证。又如 “发展型国家”（ｔｈ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指一种特定的政府行为、政策和制度模式，拥有一

批具有强烈发展意愿的精英，有能力自主地制定高瞻远瞩的国家发展

战略，通过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② 此外还有其他的理论

①

②

温家宝在２０１３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提出：要坚持把科研的重点放在产业

发展前沿，以企业为主导深化产学研结合，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各项政策，支持企业建

立高水平研发中心，引导各类技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下大力气攻克核心技术和关键

技术，争取在高技术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上取得重大突破。

参见顾昕：《政府的作用是什么？》（载 《经济观察报》，２０１４ ０４ ０５）、《“政府

主导型发展”的国际神话》（载 《经济观察报》，２０１３ ０１ １８）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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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学派。这些理论也是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实践总结和归纳，为我们认识

政府和市场提供了国际经验与教训。

这里我们是根据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实践来认识和

处理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集中反映在我和王绍光所编的 《政府与市

场》（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００）一书之中。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

本质上是中国政府职能转型。我在 《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国情报告

（２０００）中提出：在许多方面政府与市场既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也可以

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发挥市场的作用，并不否定政府的作用；同样，发

挥政府的作用，也不否定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替

代市场；政府的作用是对市场友好，而不是排斥市场。一个有效的政府是

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它能够对市场经济和个人活动起催化作

用、促进作用和补充作用，既要提高政府自身的效率和使用公共资源的效

率，也要提高和改进政府的治理能力。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重新

界定政府的作用和干预内容。这里包括干预范围的缩小，从 “无所不管”

转向 “有限领域”，从 “过度干预 （越位）”转向 “适度干预 （定位）”，从

公共服务的 “缺少干预 （缺位）”转向 “加强干预 （到位）”；干预手段要

转变，从计划、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经济、法律手段为主，从直接控制为主

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干预从基于 “人治”转向 “法治”，干预本身是接受

法律监督和法律制约的；提高干预的有效性，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

对各类挑战；提高干预的透明度，减少干预过程中的 “寻租”现象。①

通常经济学、政治学都是比较抽象地讨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和边界，

很少直接涉及具体的国家的案例，即使是中国学者也是讨论抽象概念的

多，具体分析中国实例的少。为此，学者们争来争去，各说各的理。有一

般无个别，或者说从一般还是到一般，不是 “从一般到个别，再从个别到

一般”。

那么，到底中国政府应当具备哪些重要职能？为此，我和王绍光对中

国这个 “个别”作了十分具体的实证性的总结和探索。我们认为，中国政

府应当具备三类政府职能。一是具备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五项职能，

① 参见胡鞍钢、王绍光编：《政府与市场》，３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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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界

定产权，保护产权；监督合同的执行；维系本国货币的价值。二是中国政

府具备对市场失灵领域干预的五项职能，它们是：提供公共物品；保持宏

观经济稳定；使经济外部性内在化；限制垄断；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三

是在中国国情条件下，中国政府还需要具备八项特殊职能，它们是：促进

市场发育，建立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注重公共投资，促进基础设施建

设；实施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解决地区

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开发人力资

源；保护自然资源，从事生态环境建设，进行大江、大河、大湖、沿海治

理，防灾、减灾和救灾；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行反贫困

行动计划，逐步消除中国的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三项合计是

１８项职能。① 其中前两类 “从一般到个别”，在国际上具有普遍性，而后

一类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具有特殊性。如果再 “从个别到一般”的话，可能

对那些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有普遍性。

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中国政府是如何界定其政府的职能和公共服务

领域的。２００６年３月发布的国家 “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规定了１１项政

府履行的公共服务领域，它们是：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社会

救助、促进就业、减少贫困、防灾减灾、公共安全、公共文化、基础科学

与前沿技术以及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国防等公共服务领域。纲要明确指

出，这是政府的承诺，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能，运用公共资源全力完

成；积极探索和大胆创新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考

核制度，为社会提供公平、可及、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该纲要首次规定了１７项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优先领域，它们是：农

村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农业科技推广、职业教育、农村劳动力培训、促

进就业、社会保障、减少贫困、计划生育、防灾减灾、公共安全、公共文

化、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以及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

地质勘查、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管理和国家安全等。同时又首次规

定了公共财政预算重点支持的区域，它们是：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

① 参见胡鞍钢、王绍光编：《政府与市场》，３～４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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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三峡

库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等。①

五、更好履行政府职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对政府职能转变秉承了两个方面的主

线。一是明确政府职能定位。政府要转变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

接干预，转向宏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加快推进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特别是要善

于底线思维，注重宏观思考，深入研究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举

措和问题；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切实解决政府职能越位、

缺位、错位的问题。二是提高政府执行能力。这包括要建设有效精干的政

府，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再分配能力、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

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考核制度，为社会提供公平、可及、优质、高效的公

共服务。

具体来说，在此次全会 《决定》中，政府职能转变着重加强以下五个

方面：

第一是宏观调控，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宏观调控是弥补市场在

保障国家层面经济有效运行方面不足的重要措施。宏观经济稳定是

典型的公共产品，为各类经济活动主体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科学

的宏观调控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决定》

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

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

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应当

①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４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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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从一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明确提出：为了

减少和克服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必须十分重视宏观调

控。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在建立和完善宏观经济

调控方面有过成功的案例，如在１９９７年成功地首次实现了宏观经济

“软着陆”；１９９８年实施扩大内需方针，又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

机；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及时推出扩大内需的一揽子刺激方案，成功应对了

从２００８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的国际金融危机，有效应对了市场失

灵，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在所有Ｇ２０国家中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最好。①

如何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决定》明确提出：一是以国

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二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

由两者构成宏观调控体系，前者通常是针对５年时间的宏观调控，后

者是针对当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和任务，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

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贸易等政策手

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

同性。

目前，国家发展规划主要就是两类：一类是总体规划，例如国家

“五年规划”，它的主要任务是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五年政府工作

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如国家 “十二五”规划确立五年发展目标

以及 “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布局，政府就要围绕这个布局提出核心

目标、中间目标、预期性目标和约束性目标。“十二五”规划中经济指

标已经降至１２．５％，而非经济指标已经超过８０％。今后在考虑和设计

“十三五”规划时，应进一步减少预期性指标，增加约束性指标。预期

性指标为市场提供重要的引导方向和信息，约束性指标则约束政府包

括地方政府。与此相配合的是每年国务院总理的 《政府工作报告》，确

定年度发展预期指标、宏观调控主要任务、政策取向。需要说明的是，

针对经济周期，“宏观调控只是在经济运行出现异常波动时才实施的政

① 参见胡鞍钢：《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载 《红旗文稿》，２０１１ ０２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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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是熨平经济周期峰谷的政策，所以没有必要屡屡实施。既然实施

市场经济就应该相信市场，市场也具有经济稳定器的功能，小幅的经

济波动，政府不调控，市场就会自行调节”①。

另一类是各种专项规划。专项规划就是要确立本领域的发展目标、

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包括环保规划、能源规划、新能源规划等，也

应进一步强化约束性指标。

国家五年规划、专项规划要和地方五年规划、专项规划接轨，因此

地方要寻求一个４５度角，地区发展本身有一个横坐标是本地的目标，国

家发展目标是纵坐标，地区发展最佳路线应是４５度角。地方目标的实现

有助于实现国家目标，而国家目标的提出又有助于地方得到国家直接或

间接的支持，包括投资支持、财政支持、政策支持。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宏观政策要稳、微观

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新思路。宏

观政策稳定，市场主体才能稳定预期，企业才能有序竞争；微观政策

放活，才能增强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反过来也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社会政策托底，就可以缓解社会压力，守住社会稳定底线，为宏观经

济 “稳”和微观经济 “活”创造条件。② 这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宏观经济

学，是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经济学、社会学。

第二是市场监管。市场监管是维护保障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措施，

公平有效的市场监管有利于规范市场竞争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一措

施实质上是对于市场基本秩序的维护。市场体系依照特定规则运行，市场

主体遵循特定规则相互博弈，如果市场规则被破坏，则会导致效率下降、

运行方式异化。市场监管首要要素就是施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应当清理和

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

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③ 我国人

①

②

③

参见杨伟民：《要认清宏观调控三个基本特征》，载 《经济日报》，２０１３ １２ ２２，

第３版。

参见王兰军：《经世济民、治国理政的新思路》，载 《学习与研究》，２０１４（５）。

参见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

华社北京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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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众多、市场广阔，仍处于重要发展机遇期，优化资源配置需求增长潜力

巨大，但前提是要有一个全国统一、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目前存在的一

些地方保护主义，扭曲了资源配置，有悖公平竞争原则，对全局发展不

利，对地方发展也不利。其次，加强市场监管，不仅需要硬设置的监管得

力，也需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等软环境的建设。因此，建立健全社会征信

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尤为重要。从根本上看，这对于减轻企业负

担、降低准入门槛、提高市场主体创新性都有着积极作用。最后，市场监

管应当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一方面，要

发挥市场在优胜劣汰中不可替代的决定作用，哪些企业胜出，哪些企

业出局，要通过市场竞争做出选择。另一方面，政府应当从设定标准

等方面，为区分合法经营的好企业与非法的损人利己的坏企业、绿色

节能环保企业和黑色能耗大污染高的企业、创新型的企业和假冒伪劣

的企业、有正外部性的企业和负外部性的企业提供必要的政策工具和措

施，完成从审批制、干预制到负面清单和标准淘汰的全面转变，从而激

励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正外部性。

第三是公共服务。有效的公共服务是弥补市场公共品 “供给失灵”

缺陷的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根本取向是要提供更多优

质公共服务，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

进共同富裕。以往，我们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成 “经济增长是硬道

理”，评价标准是 “以ＧＤＰ为王”，谁的ＧＤＰ规模大谁为王，谁的ＧＤＰ

增长快谁为王。这次全会 《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

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倾向，解决了 “指挥棒”的问题，

就告别了 “以ＧＤＰ为王”的时代，进入到 “以民生为王”的时代。我们

这里要搞清楚ＧＤＰ或地区生产总值的产生不是政府的政绩，政府直接投

资 （指国内预算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只有５％左右，

政府直接消费 （指行政开支）占ＧＤＰ比重只有１％左右。ＧＤＰ实际上是

经济活动的主体如企业、农户、投资者还包括消费者创造的，因此不能

把ＧＤＰ规模有多大、增长有多快算到政府头上。事实上，地方的生产总

值及增长率在统计上都是有问题的，有的学者计算，２０１３年上半年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产总值之和，超出全国ＧＤＰ１３．７％，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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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３．１万亿元。① 我们有理由怀疑地方的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是有水分

的，省一级如此，到了地市、县市级的水分就更大了。事实上，各

级地方政府最实惠的还是要统计和公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率

的指标。那么，各级地方政府的最大的政绩是什么呢？就是民生，

即公共服务。“十二五”规划首次将基本公共服务 （见专栏４—１）单

独设立章节，把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作为 “十二五”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明确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目标、要求、范围、

内容和主要任务。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负责落实，并通过

公共财政给予投入保障，全力确保完成。但是政府负责基本公共服

务，并不等于政府大包大揽，而是需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扩

大公众参与，最大限度调动社会资源和各方积极性，逐步建立政府

主导、市场引导、社会充分参与的供给机制。

专栏４—１ 基本公共服务及内容

　　基本公共服务，一般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

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旨在保障全体公

民生存和发展最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底线生存服务，包括公共

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二是基本发展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卫生、

文化体育、民政等社会事业中的公益性领域；三是基本环境服务，

包括公共交通、公共通信、公用设施和环境保护等；四是基本安全

服务，包括公共安全、消费安全和国防安全等。

第四是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不属于经济系统的范畴，因此市场在此较

难以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良好的社会管理是市场得以正常运行的必要

条件。这就需要政府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包括：一是坚持系统治理，加强

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

① 参见王志平：《地方与中央ＧＤＰ“打架”亟待关注》，载人民日报社：《内部参

阅》，２０１３ １２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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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① 二是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

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三是坚持综合治理，强

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

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

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

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第五是保护环境。保护环境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决定》首

次将其作为政府五大职能之一，特别是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由于市

场的固有缺陷，价格信号难以全面反映环境成本，在环境保护和生态

文明建设方面，市场甚至存在为虎作伥的作用。这就必须依靠政府通

过一系列政策工具和手段，有效调节和弥补市场在环境保护中的不足。

这就包括必须淡化 “ＧＤＰ崇拜”，弱化ＧＤＰ指挥棒职能，在政府考核

以及官员晋升中引入如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多种衡量指标，减少经

济增长指标比重，使各地方官员从 “ＧＤＰ竞赛”转向 “节能减排竞

赛”②。要继续深化资源型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快建立健全有

利于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和环

保收费制度③，大幅度减少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成本，提高能源资源生

产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没

有一定之规，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就中国而言，还随

着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市场发展程度、不同市场主体需求

有所变化、有所调适，总的趋势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越

来越明显，政府在为市场主体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两只手”。中国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实践表明：“两只手”总是优于 “一只手”。

①

②

③

参见李立国：《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激发和释放社会发展活力》，载 《求是》，

２０１４（１０）。

胡鞍钢、鄢一龙、杨竺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背景，内涵与途径》，载 《国

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４）。

参见 《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四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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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结：“两只手”总是优于 “一只手”①

在一个社会中，政府与市场是存在其中的两个主要方面，既对立

又统一，单纯依靠政府一种 “无所不能”，或者单纯依靠市场一种 “万

能药”，都是无法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我们既要了解两者之

间的不同方面、不同作用、不同优劣，又要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

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的对立方面还可以转化为统

一方面。这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唯物辩证法。如果我们把一个经

济体比作一个人体，那么有政府和市场的 “两只手”比只有 “一只手”

好，即 “两只手”优于 “一只手”，无论它是哪只手。历史经验也表

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转

轨———简单地从 “一只手”（计划）转向 “另一只手”（市场）②，砍断

一只真手，安装一只假手 （所谓 “坏市场”）———而是转向了 “两只

手”，调整政府之手 （转变职能），扶植市场之手 （放开并培育市场），

建立并完善混合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 “两只手”的

优势，也要避免 “两只手”的劣势。正如张高丽同志所言：“在现代市

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政府是看得见的手，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③ 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

此次全会 《决定》就是要搞好政府和市场 “两只手”的协调配合，在

明确政府之手是服务于市场之手的基础之上，更要认识到政府和市场

①

②

③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６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

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 “看得见

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

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参见新华社北京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７日电。）

详细论述参见世界银行：《１９９６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北京，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６。

张高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１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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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简单的让市场作用多一些、

政府的作用少一些，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同地区也有着自己不同

的特点，在有些地区市场发育不够完全，政府的作用可能多一点，

也是适当的，但如果政府过度干预或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可能就有

问题了。怎样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度，是一门重要的政治艺术和治理

艺术，两者并行不悖。

正是在这两大互有联系又互有区别的发展脉络中，要求我们正

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用好市场的无形之手，又用好政府的

有形之手。

那么，如何用好这 “两只手”？大体上有两大原则。

一是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市场之手在资源配置、

保障有效竞争、激励创新、以价格杠杆调节供需方面具有极强的作

用。但另一方面，市场也有 “欺诈之手”，在资本逐利性的推动下，

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市场主体极端追求个人利益也会对社会

利益、集体利益乃至环境利益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在一些领域，

必须管住市场的掠夺之手。而政府之手在组织有效市场方面发挥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基础设施的硬件投资和对公共卫生、教育、

知识、信息的软件投资，促进各类市场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政府

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宏观调控保障

宏观经济稳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保障民生，实施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遏制地区发展差距。但另一方面，政府也存在过度干预市

场，从政府主体出发，获取或掠夺经济利益的冲动。因此，必须要

让这两只手在应该发挥的领域展其所长，在不应涉足的领域避其

所短。

二是以透明公开的秩序监督 “有形之手”，保障 “无形之手”。对

于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都需要以公开透明的秩序管理进

行监督，即以制度的手段约束两只手。只有通过可预见的制度公平，

才能够使得两只手都在阳光下运作，避免潜规则等破坏既有的良性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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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应当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两只手

要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两只手都要硬，两只手都要活。“两只手都要

硬”，是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只

手都要活”，是活而不乱，充分发挥 “两只手”各自的优势，有相互

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时避免或减少各自的劣势，

也有相互制衡、相互对冲、相互抵消的作用。这是为改革开放３０多

年所印证的卓有成效的中国经济治理经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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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

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

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

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

的发展。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１９４９）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３）

 本文系胡鞍钢教授解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列

文稿之一，唐啸协助整理。载 《国情报告》，２０１４年专刊第２期，１月１３日。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坚持 “两

条腿走路”，既要大力发展国有企业， “做大、做强、做

优”，还要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做活、做精、做细”，使

“两条腿”都很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中国将

会形成一个混合经济的良好发展模式。

中国的混合经济体制对于世界也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

和外溢性。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世界大舞台上，需

要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壮大，加强中国的经济话语

权。国内外巨大的发展空间，对于无论何种经济成分，都

是巨大的机遇。所以，各种经济成分都有足够大的发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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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底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什么

经济所有制成分组成？怎样找到一种真正符合中国基本国情、适应不

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模式？如何处理公有制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关

系？这些终是中国领导人所面对、所需要回答的基本的问题。也正是

经历了６０多年的不断实践与反复试错，我们才真正确立中国社会主义

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独特的，还具有

十分强大的优势，这是因为它能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的各自优势，充

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最具活力和竞

争力的经济制度。不过，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先是肯定、

后是否定、再来肯定的曲折的、长期的历史过程，还经历了 “两条腿

走路”转为 “一条腿走路”再转为 “两条腿走路”的历史过程。

一、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关系的历史演变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我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过程，

先后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也经历了先成功、后挫折、再成功、

再创新的历史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混合经济阶段。这是第一次重

大制度创新，即从传统的半封建、半殖民经济转变到新民主主义经济。

刘少奇曾明确提出，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条件下，中国不要学苏联搞单

一的公有制，还是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要允许多元化经济成分存在。

当时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并希望提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上讨论。① 这是中共领导人最早的 “混合经济论”。

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后，存在五种不同的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国营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４７～４９页，北京，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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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共和国最早期的混合经济成分共存的时期，

其经济类型表现为一种以私有经济为主、国有经济主导、多种经济成

分共存的多样化混合经济类型。当时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和国有化都是

相当成功的。其中，国有化也是相当有限的，新政府只是强制性地没

收了官僚资本，将其立即转变为国有经济，并没有限制和消灭私人经

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 《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

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

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

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

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十条还明文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

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共同纲领》还提出：“有步

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工

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毛

泽东称这是 “统筹兼顾”的方针精神。对私营经济，他还提出 “有所

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所谓 “有所不同”，就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

义性质的，处在主导地位，它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却不同，

要加以区别。但在其他问题上要按 《共同纲领》办事，公私一样发展，

有公无私是不对的，这就是 “一视同仁”。刘少奇还提出巩固新民主主

义制度的构想，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需要１０

到２０年的时间，应当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有

发展。①

这些方针是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既不同于西方资本

主义的私有制，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建立前所未有的新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５８～６１页，北京，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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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制度变迁，还有一个需

要１０到２０年时间的逐步适应、不断巩固和完善的过程。

但是，刚刚搞了几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制定了 “一化三改”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 “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

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

制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为

基础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①。也就是在城市地区

实行第二次国有化和集体化，消灭城市私有经济，削减城市个体经济，

在农村地区实行集体化，消灭农村个体经济和土地私有制。这在很大

程度上是受到苏联理论的影响。②

作为第二次重大制度创新的 “三大改造”曾打算用三个五年计划

或更长时间完成，实际上于１９５６年就完成了，既搞得过纯过公，又搞

得过急过快。③ 可惜的是，后来制定的目标并不是要使五种经济成分共

同和谐发展，而是通过划分不同的经济成分，逐步针对性地实施社会

主义三大改造。改造在１９５６年基本完成，仅从就业角度看，城镇个体

劳动者从１９４９年的７２４万人，到１９５３年达到高峰，为８９８万人，占

城镇就业总数 （２７５４万人）的３２．６％，到１９５６年又急剧降至１６万

人，占城镇就业总数 （３２０５万人）的０．５％；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也从

１９５３年的高峰３６７万人急剧减少至１９５６年的３万人。④ 此后，社会主

①

②

③

④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中央宣传部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制发，经过中共中央

批准），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４册，７０１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

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

说”提出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参见庞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一），３０７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３。］

黄克诚曾谈到，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好心，他为人民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

到晚年，毛泽东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

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犯了理想主义的错误。从他的

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

辈子。（参见唐洲雁：《走近毛泽东》，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３ １２ ２３。）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４》，１０７、１１１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社，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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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阶段。从１９５６年到改革开放之前

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经济主要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经济为主，并视之为社会主义的基本

经济制度，把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视为资本主义的。公有经济占到

国民经济总量的接近百分之百，非公有制经济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在

“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封锁的背景下，我国独

立自主地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城镇

个体劳动者就业人数在６０年代初期曾一度恢复至１９６３年的高峰，为

２３１万人，到１９７７年时仅剩１５万人。即使是在上海、北京、天津等最

有条件创造就业的大中城市，也反倒让成百万新生劳动力上山下乡。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单一的公有制不符合中国国情条件下生产力发

展的规律，无法在城乡创造更多的就业，经济效率低下，影响了经济

的发展。

到１９７８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３６４５亿元，农村有２．５亿贫

困人口，城镇有上千万待业人员。但是也应当注意到，我国的公有制

体制也不是单一的，仍然实行的是混合的公有制经济。可以说，高度

公有制经济成分如全民所有制也只覆盖全国就业人口不足五分之一，

其他公有制经济如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农村人民公社经济的公有制

程度的极低水平，是由当时极低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

不过，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仍然有大量的十分活跃的市场

力量，当时被视为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如黑市 （非法市场）、灰市

（准市场）的交易。形象地讲，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市场的力量总是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旦改革，各种经济成分就会爆炸性

增长。

第三个阶段是向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转变阶段。从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

开始，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发生了逐渐的却是重大的转变，从两种

公有制经济成分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首先是乡镇企业的快速发

展，最初是以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形式，却是基于市场机制驱动，

无计划指标，无价格控制，无上级主管控制，是极具市场活力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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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组织。其次是个体工商户，１９７８年时个体工商户占城镇就业人口

的０．１６％。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批转的 《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

干具体政策的规定》到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７日中共中央转发的 《进一步作

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文件中都明确指出要 “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

经济”。

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首次提出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思路，

明确了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

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同年１２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

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１９８４年

１０月，十二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

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

力量；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多种经济形式

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该决定的发布使这一时期城镇个体工商户得

到了迅速发展。到１９８５年，个体工商户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达到了

３．５１％，到１９９０年为３．６０％。

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历史上的错误认识作了深刻反省：从５０

年代后期开始，由于 “左”倾错误，我们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

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

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

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公平。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

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从 “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经济

体制转向混合经济体制。为此，该报告明确提出在公有制前提下继续

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

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

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为此，１９８８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 “国家允许

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



１４６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

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为混合经济中的私营经济成分的发展开了

“绿灯”，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到１９９０年，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城

镇人口就业人数的比重为０．３３％，大部分是由个体工商户转为民营

企业。

中国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不仅打破了全民所有制格局，而且

积极吸引更具现代化要素、更具竞争力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也促进

了混合经济的形成。１９８４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 《沿海

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等１４个沿海港口城市，

并提出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纪要》提出：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

目的审批权限；增加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积极支持利用外资、

引进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对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及外商投资企

业，给予若干优惠待遇；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进料加

工出口；调整几个城市的开放类别；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利用

外资的计划指导；在改革方面应当走在前头。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２日，第六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外资企业法》，为外资经济的发

展提供了法律依据。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外合资企

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

和有益的补充。应当切实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进一步改善投

资环境。１９７９—１９８２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额为１７．７亿美元；１９８３—

１９８５年期间，达到４３．０亿美元；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期间，达到３００亿美

元。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当于ＧＤＰ比重由１９８３年的０．３％提高至１９９２

年的２．３％。①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累计为３７２４个；

１９８５—１９９２年，累计达到８７５４３个。②

在这一时期中国并没有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单位实行大规模的私

有化，而是采取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推行企业责任承包制，改变激

①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３》，６９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３。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２４３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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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机制，促进这些企业转型。因此，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是增长的，但

是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是明显下降的，到１９９０年为６０．７１％，比

１９７８年的７８．３２％下降了１７．６１个百分点。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口占

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到１９９０年也只有

２０．８３％，比１９７８年的２１．５３％略低一点。

这一时期中国逐步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演变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

有制经济共存，形象地讲，就是逐步从 “一条腿走路”演变为 “两条

腿走路”，这就逐步形成了共生共赢的新格局，也产生了这一时期中国

经济高增长的两大动力。

１９９３年，我根据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改革以来，

取得突破性和实质性的进展之一是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打破国有经

济一统天下、独霸天下的格局，使我国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形成

以非国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类型。当时，中国

已经形成了两大类型九种经济成分。两大类型是指国有经济与非国有

经济。九大成分是指：（１）国有经济 （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经济

类型）；（２）集体经济；（３）合营经济；（４）个体经济；（５）联营经

济； （６）私营经济； （７）外商投资经济； （８）港澳台投资经济；

（９）其他经济。不过我还提出了两类核心问题：第一类问题是私人财

产究竟是不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是通过自愿交换或市场交

换，还是通过强迫交换或非市场交换？私人财产权利的排他性 （ｅｘｃｌｕ

ｓｉｖｉｔｙ）和普遍性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等原则是否被公开承认？私人经济经

营者最担心的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否像５０年代国有化运动那样再次

被 “充公”、经济活动是否被再次 “取缔”。第二类问题是国有企业与

非国有企业是否 “公平竞争”？税制、利率面前是否都 “一律平等”？①

第四个阶段是发展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１９９２年，以邓小平南

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改革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

① 参见胡鞍钢：《从国有化到非国有化》，见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

一世纪的十大关系》，４０５、４１９～４２１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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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

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

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开始进入蓬勃

发展期。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９９年，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到２００２年，全国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达到了１９９９万人，相

当于１９９０年的３５倍，年平均增长率为３４．５％；农村私营企业就

业人数也达到了１４１１万人，相当于１９９０年的１２．５倍，年平均增

长率为２３．４％。

在城镇地区，个体工商户占就业人数比重从１９９０年的３．６０％提高

至２０００年的９．２３％；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就业人数比重从１９９０年的

０．３３％提高至２０００年的５．４８％；而国有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由１９９０

年６０．７１％下降至２０００年的３５．００％，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

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０．８３％下降至２０００年的６．４７％ （见表５—１）。

表５—１ 城镇不同经济成分就业人员比例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 （％）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２年

国有单位 ７８．３２ ７０．１９ ６０．７１ ５９．１４ ４１．９０ ３５．００ ２２．８５ １８．４３

城镇集体单位 ２１．５３ ２５．９５ ２０．８３ １６．５３ ９．０８ ６．４７ ２．８５ １．５９

股份合作单位 ０ ０ ０ ０ ０．６３ ０．６７ ０．６６ ０．４０

联营单位 ０ ０．３０ ０．５６ ０．２８ ０．２２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１１

有限责任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２．２４ ２．９７ ６．１６ １０．２１

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１．６６ １．９０ １．９７ ２．４６ ３．３５

私营企业 ０ ０ ０．３３ ２．５５ ４．５０ ５．４８ １２．１８ ２０．３７

港澳台商投资单位 ０ ０ ０．０２ １．４３ １．３６ １．３４ １．９６ ２．６１

外商投资单位 ０ ０．０５ ０．３６ １．２７ １．３６ １．４３ ２．４２ ３．３６

个体 ０．１６ ３．５１ ３．６０ ８．１９ １０．４５ ９．２３ ９．７９ １５．２１

未被统计 ０ ０ １３．５９ ８．９５ ２６．３６ ３５．２６ ３８．５１ ２４．３６

　　说明：“未被统计”是指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减去不同经济成分就业人员的总数的差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１２６～１２７页；《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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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阶段是形成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２００３年，党的十六届

三中全会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

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大力发展国有资

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健全国有

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我们的评估报告表明，上述任务取得了重大

进展。

首先，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建立，全国９０％以上的国

有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多数企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

经理层和监事会等机构，逐步规范了公司治理结构，一大批国有企业

实行了股权多元化，形成了混合所有制的股份有限公司。①

国有企业经过痛苦的，艰难的改革之后，进入迅速崛起的黄金时

代。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先后经历了先下降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

年）、 “死而后生”阶段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重新崛起阶段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年）的发展历程。这一时期国有资产总量大幅度增加，国有

资本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发

展质量大幅度提升，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②，一大批国有企业迅

速成长为世界级水平企业。国有企业从户数上看占全部企业户数的

比例较低，但已经成为世界５００强企业③和世界２０００强企业④中日

益强大的后来者、追赶者、竞争者、创新者。２０００年中国大陆有９

家国有企业进入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到２０１４年中国大陆有９２家企业

进入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其中有８３家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９

家民营企业 （见表５—２）。国有经济从 “大而全”向 “强而精”发

①②

③

④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８５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是指由美国 《财富》杂志每年公布的 《全球５００强排行榜》

所列企业。该榜单作为衡量全球大型公司的最著名、最权威的榜单，是以营业收入

（按美元计算）作为入围 《财富》世界５００强的门槛。

世界２０００强企业是指由美国 《福布斯》杂志每年公布的 《全球企业２０００

强排行榜》所列企业，是根据销售额、利润、资产和市值等各种指标综合评定而来

的。２０１２年中国有１３６家企业上榜，上榜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 （５２４家）和日本

（２５８家）。



１５０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展，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战略产业做强、做精，充分发挥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集中资源发展战略产业的新优势，代表着中国企业

的集体崛起。

表５—２ 主要国家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数 （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变化量

美国 １６４ １５３ １７９ １７７ １４０ １３２ １２８ －５１

日本 １１１ １４１ １０８ ８１ ７１ ６８ ５７ －５１

英国 ４３ ３２ ３８ ３５ ３０ ２６ ２７ －１１

德国 ３０ ４０ ３７ ３６ ３７ ３２ ２８ －９

法国 ３０ ４２ ３７ ３９ ３９ ３２ ３１ －６

中国 １ ２ １１ １８ ５４ ７９ １００ ＋８９

　大陆 １ ２ ９ １５ ４３ ７０ ９２ ＋８３

　　国企 １ ２ ９ １５ ４１ ６５ ８３ ＋７４

　　民企 ２ ５ ９ ＋９

　　资料来源：《财富》杂志世界５００强排行榜数据库。

其次，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制度基本确立，对大

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提出了鼓励性政策，民营经济进入大发展

的黄金时期。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全国实有企业大幅度增长，

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６．９０％，其中私营企业增长

最快，年平均增长率达到１５．００％，私营企业数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比

重从３５．９３％提高至８０．４３％ （见表５—３）。在这一时期，个体工商

户从２３７７万户增加至４４３６万户，年平均增长率达到５．８４％；全

国总计 （指实有企业数与个体工商户的总计）由３１１１万户增加至

５９６４万户，年平均增长率达到６．０９％。从创业视角看，不包括农

村从事农业劳动力，全国市场经济主体总计数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从

２００２年的２．４２％上升至２０１３年的４．３８％，显示了这一时期大大

地激活了各类市场经济主体，他们成为创造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

新增就业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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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 全国实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

年份

ａ．全国实有

企业总数

（万户）

私营企

业 （万户）

私营企业

比重（％）

ｂ．个体工

商户

（万户）

全国总

计 （万户）

ａ＋ｂ占全

国总人口

比例（％）

２００２ 　７３４．００ 　２６４．００ ３５．９３ ２３７７．００３１１１．００ ２．４２

２００３ ７７０ ３２９ ４２．７１ ２３５３ ３１２３ ２．４１

２００４ ８１４ ４０２ ４９．４５ ２３５０ ３１６４ ２．４３

２００５ ８５７ ４７２ ５５．０８ ２４６４ ３３２１ ２．５３

２００６ ９１９ ５４４ ５９．２１ ２５９６ ３５１５ ２．６７

２００７ ９６４ ６０３ ６２．５６ ２７４２ ３７０６ ２．８０

２００８ ９７１ ６５７ ６７．６７ ２９１７ ３８８８ ２．９３

２００９ １０４３ ７４０ ７０．９８ ３１９７ ４２４０ ３．１８

２０１０ １１３６ ８４６ ７４．４０ ３４５３ ４５８９ ３．４２

２０１１ １２５３ ９６８ ７７．２２ ３７５６ ５００９ ３．７２

２０１２ １３６７ １０８６ ７９．４５ ４０５９ ５４２６ ４．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５２８ １２２９ ８０．４３ ４４３６ ５９６４ ４．３８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

平均增长率

（％）
６．９０ １５．００ ４５．４３ ５．８４ ６．０９

　　说明：“全国总计”指实有企业数与个体工商户数总计。

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底，全国实有企业１５０３．８２万户 （含分支机构，

下同），注册资本 （金）９５．２９万亿元，平均每户６３３万元；内资企业

１４５９．１９万户，注册资本 （金）８２．９７万亿元，平均每户５６９万元。其

中私营企业１２２９．３万户，注册资本 （金）３８．２６万亿元，平均每户

３１１万元；外商投资企业４４．６４万户，注册资本１２．３２万亿元，平均每

户２７６０万元；个体工商户４４００．４１万户，资金数额２．３９万亿元，平

均每户５．４３万元；农民专业合作社９５．０７万户，出资总额１．７８万亿

元，平均每户１８７万元。① 与２００７年６月底相比，私营企业注册资本

（金）总额所占比重从２５．１％增长到４０．２％。

① 参见 《中国工商报》，２０１３ １２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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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以规模以上工业中私营企业发展为例。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企

业数增长了２．８４倍，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４．４％，即使是有大量的私营企

业退出市场或破产，但是 “出生率”也大大高于 “死亡率”，是世界上

最高的增长率；资产总额增长了１７．４倍，年平均增长率为３３．１％，平

均每个企业的资产额从１７８８万元增加至８０５９万元，可能是世界上企

业资产增长最快的纪录；主营收入增长了２２．９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３７．３％，同样也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利润总额增长了４０．２倍，年平均

增长率为４５．０％，尽管许多企业亏损或者不盈利，但总体而言中国的

民营企业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企业群体。

从全国城镇就业角度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个体工商户占就业人数

比重从９．２３％提高至１５．２１％，成为第三大就业渠道；私营企业的就

业人数占就业人数比重从５．４８％提高至２０．３７％，私营企业成为第一大

就业渠道；而国有单位的比重由３５．００％下降至１８．４３％，成为第二大就

业渠道；城镇集体单位的比重从６．４７％下降至１．５９％ （见表５—１）。

二、国有和民营：两条腿走路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分独特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

第一，具有十几种经济成分。根据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

共同出资、相互参股、联合生产组建的企业，逐步形成了至少１１种

经济成分，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

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

个体工商户，以及未被统计的非正规就业者或自雇者，也包括艺术

家、演员、导游等。

第二，非公有经济已经成为就业主体、经济主体和税收主体。这

就是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首次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

济视为 “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存在决定了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了存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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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即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

“意识”，就是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的需求，即为世界１／４的劳动力创造

就业岗位，显然公有制经济还无法满足这一基本需求。

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非公有制

经济所占ＧＤＰ的比重超过６０％，税收贡献超过５０％，就业贡献超过

８０％，新增就业贡献达到９０％，约有７０％的技术创新、６５％的国内专

利发明和８０％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其中９５％以上是非公有制

企业。①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以来，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大到超大规模，进入了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 “黄金发展时

期”。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只有３０多年时间，却是爆发式

发展。

从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各自优势来看，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为例，２０１２年私营企业的就业比例为１４．７３％，国有企业的就业比

例为８９２％；私营企业的税金及附加比例为２３．４０％，国有企业为

４７１３％ （见表５—４）。显然，私营企业的主要贡献是创造就业，特

别是小微企业。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 《全国小微企业发展报告》

提供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全国各类企业总数为１５２７．８４万户。

其中，小微企业１１６９．８７万户，占企业总数的７６．５７％。若将

４４３６．２９万户个体工商户视作微型企业纳入统计，则小微企业在工商

部门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中所占比重达到９４．１５％。② 小微企业已占

市场主体的绝对多数。为此，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减轻税负、

助力小微企业成长，提出将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

施范围的上限，由年应纳税所得额６万元进一步提高，并将政策截止

期限延长至２０１６年底。③ 而国有企业的主要贡献是创造税收。这样的

话，两者优势互补，都对国家作出了各自的重大贡献。

①

②

③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６８页，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参见 《经济日报》，２０１４ ０４ ０４。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扩大小微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参见新华社２０１４年４月２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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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４　按经济类型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比例 （２０１２年） （％）

从业

人员

全社会

固定资

产投资

企业

单位数

资产

总计

主营业务

收入

利润

总额

税金

总额

国有单位 ８．９２ ２５．６８ １．９７ １３．２８ ８．３４ ６．２７ ４７．１３

城镇集体单位 ０．７７ ３．２０ １．４０ ０．７４ １．１８ １．４５ ０．９６

股份合作单位 ０．１９ ０．４７ ０．７０ ０．４１ ０．４４ ０．４９

联营单位 ０．０５ ０．３４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１１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４ ２７．３６ １９．４８ ２９．２５ ２４．１２ ２２．４８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２ ５．７３ ２．６２ １２．７６ ９．７０ １２．３６

民营企业 １４．７３ ２４．４０ ５５．０６ １９．８５ ３０．７４ ３２．６２ ２３．４０

港澳台商

投资单位
１．２６ ２．７４ ７．５４ ８．６２ ８．６８ ７．９９

外商投资单位 １．６２ ２．８１ ９．０１ １３．８１ １５．２０ １４．５７

其他 ＮＡ ４．１９ ２．０８ １．１５ １．４８ １．６８

个体 １１．２５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目前，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模式已经形成，体现在：不同经

济类型在主要指标方面有其各自的比重和特点。从就业来看，民营经

济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从税收来看，国有经济相对贡献最大。全社会

固定投资方面，国有和民营并驾齐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国

有明显少于民营，这充分表明了国有和民营的不同定位和特点。在资

产、投资、收入和利润方面，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活力不

容忽视，它们也将是未来发展混合经济的生力军。此外，民营经济的

利润和收入之比要高于国有经济，这也有力地反驳了所谓 “国进民退”

的观点。

“东方巨人”的 “两条腿走路”，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只有公有制经济的 “一条腿”，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主要基于私

有经济的 “一条腿”。“两条腿”走路要大大优于 “一条腿”走路，走

得稳、走得快、走得长远。①

① 参见胡鞍钢：《顶层设计与 “摸着石头过河”》，载 《人民论坛》，２０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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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无论它们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创造物质

财富的主体，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它们都

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发明专利申请国、第四大国

际专利申请国。它们都为中国崛起作出了重大贡献，国有经济和非国有

经济共同发展才是中国经济日益繁荣、迅速强大的根本原因和基本特征。

三、中国混合经济未来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适应发展阶段的基本经济

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① 从党的十五大报

告提出这一设想以来，已经逐步发展成型，逐步发展成熟。这既不同

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

公有制。这绝非我们的主观选择，而是客观实践的结果。混合所有制

经济总是比单一的某一种所有制经济更具有现实性和生命力。

我们的古人早就晓得 “水至清则无鱼”② 的道理。从唯物辩证法的

角度看，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充满矛盾的社会③，不可能有 “纯而又纯”

的社会，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是 “纯而又纯”的，一切希望

搞 “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只是乌托邦。反之，一个混合的社会才是

一个更加现实的、更加充满活力的社会，一种混合的经济才是更具竞

争力和生命力的经济。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在探索和建立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过程中，先是建立了 “公私兼顾”的混合的新

民主主义经济，接着推行国有化、集体化，取消了私有经济，建立了

公有经济；改革开放之后，恢复了私有经济，坚持公有经济，形成了

①

②

③

参见张卓元：《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什么样的经济》，载 《求是》，２０１４（８）。

《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毛泽东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

确处理这些矛盾。［参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见 《毛泽东文集》，

第７卷，４４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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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 “公私兼顾”的混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 “否定

之否定”的过程，诚如这一历史轨迹所揭示的规律，就是经过否定之

否定，事物运动就表现为一个周期，在更高的阶段上重复旧的阶段的

某些特征，由此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周期性螺旋

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过程，体现出事物发展的曲折性。

未来中国混合经济发展将再上一个大台阶。 《决定》的第二部分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导言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

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

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

济活力和创造力。”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也就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公有经济

与非公有经济 “两条腿走路”。从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上看，它们不是

“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 “共生、共荣、共赢”的关系①；从公共政

策和市场竞争原则上看，它们不是 “你高我低”的关系，而是 “平等

公平”的关系。它们之间 “有所不同”，只是企业的所有制不同，对它

们则是 “一视同仁”的政策。② 这就充分体现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都要享有 “权利平等、

机会平等、规则平等”③，它们的财产权都是不可侵犯④。

①

②

③

④

参见胡鞍钢：《“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载 《国企》，２０１２（５）。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０５］３号）第一条规定：“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二部分第８条规定：“坚持

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

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李克强在 《２０１４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

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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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国营民营 “两条腿走路”，重要的举措就是实现 《决定》提

出的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实现 “你中

有我”和 “我中有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本质是实现不同所有制

经济的无差别化，消除经济所有制之间的藩篱，使所有人都公平地参

与到市场竞争中来。

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差异性、多样性、多元化基本特征，决定了混

合型的经济结构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所有制结构。由于城乡、地区和

部门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必然需要最适合不同个体的经济形式。①

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

共同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表明，两者的关系并非相互对立、

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国有经济的最典型代表是国有

企业，私有经济目前发展势头最猛的是民营企业。作为国有经济和私

有经济的子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充分说明了不同经济成分

各具优势、共荣共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和民营

企业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功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国

有企业属于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人才密集型企业，

它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和世界２０００强企业开展激烈

的竞争，不仅要在其中占一席之地，而且要迅速崛起，占据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科技创新制高点，还要成为几百个行业中的领军企业，带头

“走出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特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

了混合所有制特点，更准确地说国有企业是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与以往的单一的国有独资企业大为不同。

根据财政部统计，全国９０％的国有企业已经完成了公司制改革。

在Ａ股上市的公司中有４３％是国有控股企业，还有一些国有控股企业

是在境外上市。财政部决算数据显示，合并报表中归属国有企业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在８０％左右。这表明，一是现在公布的国有企业营业

① 参见胡鞍钢：《中国改革开放的升级版———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载 《光明

日报》，２０１３ １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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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实现利润中有２０％左右不是企业集团母公司享有的；二是国

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正向混合所有制方向迈进。①

目前，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

已经占到总企业户数的５２％。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通过

股票市场发行的可转债，引入民间投资累计达６３８项，数额累计

１５１４６亿元。截止到２０１２年底，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

总共是３７８家，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５３％。此外，

中央企业，除了由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１１３家中央企业之外，还包括

以下３类企业：一是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国烟草

总公司，目前由财政部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或国有资产监管职责；二

是转企改制后的中央文化团体，由财政部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能，共有

１０９家；三是一些隶属于中央部门的企业，因与部门履行职责密切相

关而尚未脱钩，共有６２００多户。目前，中央管理的金融类国有企业有

４３家，包括工、农、中、建等国有商业银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及

其他国有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央金融企业也属于中央

企业。②

未来国有企业如何实现混合所有制企业？对此，国务院国资委根

据 《决定》的主要精神提出了初步设想③，主要有４种形式：其一，涉

及国家安全的少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可以采用国有独资形式。其二，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的国有企业，可保持国有绝对控股。其三，涉及支柱产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等行业的重要国有企业，可保持国有相对控股。其四，国有

资本不需要控制并可以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可采取国有参股

形式或者可以全部退出。国资委鼓励具有资金、技术、管理优势的战

略投资者以及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

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在经过股权多元化改革后，国有企业将出现４种

①

③

②　参见 《澄清概念，为改革铺路———访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处长黄秉华》，载

《经济日报》，２０１４ ０３ ２０。

参见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的介

绍，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１２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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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是部分国企将成为整体上市的公众公司；二是部分国企将成

为非上市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三是国企的下属子企业全部完成公司制

股份制改革后，具备条件的可改建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四是承

担国家安全保障任务的少数国企将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正是通过优

化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国是可以创新构建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的；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行业和产业的连带性、关联性和外溢性，

实现 “以大 （企业）带 （动）小 （企业）”，“以国 （有企业）带 （动）

非国 （有企业）”，形成独特的企业链、行业链和产业链。

对于国有企业，通过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资本为抓手，明

确国企的功能和作用，使国有资本更加灵活地 “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

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

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如果说国有企业的关键词是 “改革”，那么私营企业的关键词是

“转型”，即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成自身从初级 （“夫妻店”、个

体工商户）到中级 （家族式企业），进而到高级 （现代企业）的转型。

相对上百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现代私营企业而

言，中国的私营企业只有很短的２０年左右的历史，它们的成长速度又

大大超过这些国家私营企业的发展速度，除了来自外部的限制条件，

如市场准入限制，融资渠道窄且比较困难，对高端人才和精英人才吸

引力严重不足等外，主要还有来自内部的能力建设制约———根据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的调查，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相对比较缺乏，除了

占总数４２％的业主以前是管理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之外，其余大

多数都缺乏较多的管理生意的经验，许多在创办生意之前都是工人或

农民。① 这反映了中国私营企业家绝大多数是从工商个体户、工人、农

民等演变过来的，更多地基于血缘关系、家庭、亲戚朋友等传统资源，

从现代企业制度角度看，普遍采用了 “家族式”、“家长式”企业治理

① 参见张春霖等：《中国：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７４～７６页，北京，中信出

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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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据统计，我国的私营企业９９％为中小企业、９０％为家族式企

业①，科技创新和核心竞争力不强，劳资利益冲突比较突出，缺乏企业

凝聚力。这就需要按 《决定》的要求：“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

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

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是鼓励这两类企业成

为利益共同体，同时也鼓励这两类企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成

长，这就大大不同于它们之间的相互排斥、相互攻击、此消彼长。这

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创新的不同所有制混合经济 “共

生、共荣、共赢”的新型模式。它们之间合作，就会每年创造上百万

个企业、创造上千万个就业岗位、创造几十万亿元的ＧＤＰ。

中国的混合经济体制对于世界也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和外溢性。中国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世界大舞台上，需要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壮

大，加强中国的经济话语权。国内外巨大的发展空间，对于无论何种经济

成分，都是巨大的机遇。所以，各种经济成分都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

四、小结：“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 “一条腿走路”

从中国的经济所有制发展实践看，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前３０年，是从新民主主义的混合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我

们还以为建成了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总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

越公越好，但是用 “一条腿走路”还是走不远，也走不下去。

后３０年，中国通过经济改革，迅速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混合经

济所有制，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新经

济格局，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有序发展”，这就是公有经济

为主导，不同经济成分共存、齐头并进的混合经济结构。这如同中国

①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１００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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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东方巨人”的 “两条腿走路”。

“东方巨人”的 “两条腿走路”，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只有公有制经济的 “一条腿”，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主要基于私

有经济的 “一条腿”；还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转轨———通过对

国有企业私有化，锯掉这只腿，安装一只假腿 （所谓 “私人寡头”）。

中国是通过改革医治国有企业这只腿，大力扶植民营经济，从而形成

“两条腿走路”，这就要大大优于 “一条腿走路”，走得稳、走得快、走

得长远。① 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新的里程碑，中国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

必将进一步完善、成熟；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质量在符合中国国情的经

济组成结构基础之上必将进一步壮大和提升。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坚持 “两条腿走路”，

既要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还要大力扶植民营企

业，“做活、做精、做细”，使 “两条腿”都很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

健康成长。中国将会形成一个混合经济的良好发展模式。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企业数最多的国家，大大超过美国和２８国组

成的欧盟。据统计，欧盟有２０７０万家中小企业，美国有５００万家中小

企业②，而中国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总计有近６０００万家中小企业。因

此，中国进入一个企业家创业、创新、创造的时代，他们既是创造中

国ＧＤＰ的主体，也是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主体，既是创新技术发明的

主体，也是创造各种财富的主体。在我看来，衡量一个企业的好坏，

不能从所有制类型去判断。我认为，好企业与坏企业的划分标准也十

分简单明了，包括：一是技术创新企业与假冒伪劣企业；二是诚信企

业与欺诈企业；三是 “绿猫”企业与 “黑猫”企业；四是劳资两利企

业与劳资冲突企业；五是社会责任企业与社会失责企业；六是基业长

青企业与昙花一现企业。凡是满足了前五个好企业条件的企业就会成

为基业长青企业，反之就是昙花一现企业。

①

②

参见胡鞍钢：《“国进民退”现象的证伪》，载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１）。

参见奥纬咨询：《２０２０亚洲金融展望》，２０１４。





第６章　中央与地方关系

�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

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毛泽东 （１９５６）

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中央就是党中央、

国务院。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

———邓小平 （１９８８）

 本文作者系胡鞍钢、唐啸。载 《国情报告》，２０１４年专刊第３期，３月１７日。



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之道，表现在对于传统央地矛

盾和冲突的平衡与调试上。具体来说，这包括三个方面的

平衡：政治统一和经济分权的平衡；“大规划”与 “小自

由”的平衡；“大集中”与 “小分散”的平衡。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统一性与多样性始终并

存，集权与分权始终并存。只集权不分权，就是千人一面的

“机器王国”；只分权不集权，则是四分五裂的 “诸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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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

大国，相比一般国家，既有大国优势，又有大国劣势；相比一般大国，

既有政治优势，又有政治弊端。其中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一个影响全

局的重大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最为关键的。处理好中央和

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

国的实践表明，能够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 （以下简称央地关

系），就会有 “两个积极性”，不能够处理好，就只有 “一个积极性”。

正如毛泽东所言：“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

多”①。其本质就是形成激励相容机制，既能各得其所，又能形成全国

合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全国大事。

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指出，应当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

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对中央与地

方政府不同职能作了界定：“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标志

着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影

响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需要更好发挥中央与地方 “两个积极性”，更

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更好履行各自职能，更好实现国家治理与地方

治理。这就需要比较深入地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怎样的，有着怎样的历史逻

辑？在６０多年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

方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这样的变迁又有着怎样的规律性特征？

我们又应当如何认识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为今后处理中央与地方

关系所指明的基本方向？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的基本线索看，通过多次体制改革不断从

高度中央集权向地方放权，进而发展到规范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 （包

括财权与事权）；从基于频繁的政策调整的不稳定关系，通过多次体制

改革试错，进而形成基于制度建设并不断完善的稳定关系；从中央与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见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３１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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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之间博弈机会主义式的不可预见的关系 （如 “上面的政策总是变

来变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通过更加民主与互动协商的制

度分享信息、沟通信息，进而形成更加合作的可预见的关系。从政

治和经济两个不同的视角看：在经济方面，由中央集权不断向地方

分权，以利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激活地方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在

政治方面，逐步推进制度化的中央集权过程，以利于加强政治上的

领导力和凝聚力，因而有效解决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各种弊端，

在民主与集中、分权与集权、离心力与向心力、地方活力与全国大

局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总的趋势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越来越制度

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进而也越来越具有透明性、预期性和稳定

性，确保中国 “天下大治”、长治久安。这是中国特有的政治之道

和政治经济学。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逻辑

纵观中国历史，央地关系始终是关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的重大命题。自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统一中国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

行郡县制，其后汉承秦制，其制未变， “百代都行秦法政”①，奠定了

２０００多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央地组织结构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之

上，历代统治者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试图找到一种更为合适的央地

格局，其中汉初的 《推恩令》、元代行省制度的建立，都较为成功地处

置了央地关系，也为这些朝代的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这样的和

谐治世往往并不长久，在大部分中国历史时间里，央地之间总是充满

了矛盾与冲突，若奉行守外虚内，地方势力过于强盛，中央控制力削

弱，如汉唐藩镇之乱为祸深远。若中央过度集权，强干弱枝，则地方

① 毛泽东：《七律·读 〈封建论〉呈郭老》（１９７３年８月５日），见 《建国以来毛泽

东文稿》，第１３册，３６１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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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受挫，宋之积贫积弱殷鉴不远。

这一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下存在的优势

和劣势。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长达

２０００多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治国制度安排，也适应

并反映了中国所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变迁的选择。中国作为

地处东亚季风气候区的农业国家，两千多年的国家史就是一部防范

水旱灾害①和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历史。正是提供跨地域性的超大

规模的国家公共产品的客观需要，诸如兴修水利、抵御外敌、防灾

救灾等，使得中国形成了一套十分独特的、相当成型的、连续一贯

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体制②，以举国之力应对各类危机和挑战。这

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国家统一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元国家。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

大陆型国家，地处中纬度和大陆东岸，各地气候风俗各异，发展极不

平衡，在同一个国家内形成了多个经济单元。正如中国古人所说 “百

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③，不同地区在统一的政治体制下，仍然有着

不同的治理和发展需求。这些需求由于大一统体制带来的高昂的治理

成本和组织成本等劣势，使得央地关系之间存在诸多矛盾甚至冲突对

峙的可能性。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地方割据与国家分裂的根源。

不过总的来看，从秦始皇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来看，统一的时间超过

２／３，分裂的时间不足１／３，中央集权体制以及国家统一构成了中国传

①

②

③

中国自古就有 “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一康” （《淮南子·天文

训》）之说，据中国经济历史学家萧国亮统计，从周朝到清朝的近３０００年间，中国

旱灾、水灾等灾害总数达到５１６８次，其中旱灾１０５２次、水灾１０２９次、蝗灾４７３

次。作者根据萧国亮：《皇权与中国社会经济》（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１）中的资

料和数据整理计算。

《辞海》对大一统的解释：统一全境。杨松华将大一统制度界定为从公元前２２１

年秦始皇称帝，到公元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在长达２１３２年的历史时期中，

古代中国实行的一套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基本制度体系。在这个制度中起核心作

用的是由一个皇帝、一个政府，对中国整个版图内所有民族实行统一行政管理的国家制

度。（参见杨松华：《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４。）

《晏子春秋·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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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农业社会的两大特征。① 这集中反映在人口增长这一农业社会标志之

上，统一时期人口增长，分裂时期人口减少，增长过程超过了减少过

程，尽管国土面积不超过世界总数的７％，但是总人口占世界比重一直

在１／４～１／３之间。②

因此，我们依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将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时

期的央地关系概括为一个框架——— “多元一体”与 “一体多元”

之间的反复变动。从中国的历史发展逻辑来看，是从多元走向一

体，在一体的框架下又促进了多元。中国自古不仅是大一统下的

多民族国家，而且是大一统下的多地区国家。这是中国特有的自

成一体的农业经济体系以及大一统制度和 “一体多元”的中华

文化。

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和文明传统要求中国建立并维持一个强有力

的中央政府，以利于中国文明有效应对各类大规模挑战。但与此同时，

在政令统一的前提下，中国的治理必须兼顾各地现实，因地因时制宜，

降低治理成本，以利于各地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繁盛。这就要求中国历

代统治者，在充分利用大一统的优势的同时，尽量消除大一统的劣势，

在央地关系的两极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状态，协调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与矛盾，以使得中国这种 “一体多元”体制下的 “一体”和 “多元”

能够并行不悖、相容相生。

近代以来，中国逐步开始由庞大而统一的传统农业社会王朝向世

界最大的统一的现代国家过渡。不过这一过渡过程并不是自发进行的，

而是在来自工业文明和西方列强的连续挑战下被迫进行的。当西方国

家开始工业革命，创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时，中国却因大一统制度的历

史局限仍维持着传统农业社会。到了清朝后期，大一统制度已经被锁

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③ 在这一过渡的前１００多年的过程中，中

国屡战屡败，传统央地秩序逐步解体，中央权威涣散，地方诸侯兴起，

①

②

③

参见胡鞍钢：《中国发展前景》，１９６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参见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２６５页，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９。

参见杨松华：《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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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大海般的传统小农社会变得十分松散。晚清政府因洋务运动未能

自强，因甲午战争而溃败，又因辛亥革命而轰然倒下，意味着中国进

入四分五裂的时代。民国北洋政府，本身就是各自为政、各据山头，

军阀争战，战火不断。国民党政府虽然名义上在全国实行了政治、军

事统一，但也是你争我夺的诸侯政治、诸侯经济。

熊彼特 （１９５４）把现代国家称为 “税收国家”（狋犪狓狊狋犪狋犲）。现代国

家的重要特征就是具有汲取能力，这是所有现代国家其他能力的基础。

根据王绍光的研究，帝制时代的中国，国家财政规模仅是整个国家经

济的很小部分，政府收入从来没有超过ＧＤＰ的４％。①１９１６—１９２８年

期间，中国根本谈不上有国家财政系统，政权的维持主要依靠各种国

内外的贷款。②１９２８年，国民党政府煞费苦心地进行了财政体制转型，

然而，国家汲取国民收入的份额仅有少量的增长。③ 直至１９３６年，整

个南京政府预算也不过只有ＧＤＰ的８．８％。④ 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

治理能力极其低下、又极其腐败的中央政府时代，根本就无法有效

利用和调动社会各种资源发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中国仍在

迅速衰落之中，１９１３年中国 ＧＤＰ占世界总量比重为８．８％，到

１９５０年时已下降至４．６％⑤，这是１８２０年以来的最低点，又是近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

Ｙｏｕｎｇ，ＡｒｔｈｕｒＮ，犆犺犻狀犪狊犖犪狋犻狅狀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犈犳犳狅狉狋，１９２７—１９３７：狋犺犲犉犻狀犪狀

犮犻犪犾犪狀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犚犲犮狅狉犱，ｐｐ．１ １１，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Ｈｏｏｖ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参见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

关于这一时期财政改革的进一步论述，参见Ｙｏｕｎｇ，ＡｒｔｈｕｒＮ．，犆犺犻狀犪狊犖犪狋犻狅狀

犅狌犻犾犱犻狀犵１９２７—１９３７：狋犺犲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犪狀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犚犲犮狅狉犱，ｐｐ．１ １１，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

Ｈｏｏｖ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参见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北京，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Ｙｏｕｎｇ在１９２９—１９４７年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

参见汪之庸：《民国财政简论》，１１５～１１６页，台北，华国书局，１９５２。这是一

个最高的估计。ＴｈｏｍａｓＲａｗｓｋｉ（１９８９）估计，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中央、各省以及

地方政府税收总计仅占中国当时总产出的５％～７％．ＡｒｔｈｕｒＹｏｕｎｇ（１９７１，ｐｐ．１０２～１０３）

的估计更低：“公共部门的份额很小，大约仅占ＧＤＰ的５％。”（参见王绍光：《美国进步

时代的启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

参见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２６９页，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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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的转折点。

二、毛泽东时代的央地关系变迁

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利用各种资源，团结各方面力量，

建立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形成全体国民认同，维持整个民族统一。

这些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的现代政府，制定并实施各种经济和社

会政策，有效地发动并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作为工业化、现代化

的后来者，尤其是在二次大战之后的国际竞争背景下，更是如此。国

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能力竞争。强者赢，弱者败。

新中国建立之后，现代中国才第一次重新实现统一，真正实现了

“一体多元”，尽管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却具备现代

国家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治理能力。诚如罗兹曼所评价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同旧中国决裂的最有意义之处，就在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建

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为经济高速增长调动了各种技能和资源。中国

共产党在调动和扩大资源供给上表现出非凡的能力。①

新中国的建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由分裂到统一、由分散到集中、

由分权到集权的过程。通过党中央决策权集中②、军队建制和指挥的统

一③、财政经济体制统一，从而实现了全国的高度统一。这一统一不仅

①

②

③

参见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６页，南京，江苏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３。

从解放战争后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十分注意对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

一。从１９４８年开始，中共中央先后发出 《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各

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等文件，旨在加强党中

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

１９４９年９月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法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６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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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地超过两千多年前秦朝的统一，更超过而后的欧洲共同体和欧洲

联盟①。

这一高度统一的体制极大地增强了国家能力。与近代历届政府

相比，新中国政府具备较强的国家汲取财政能力。１９５０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已经

接近１５．３％。３年后，这个比重超过了３１．４％，比国民党政府的收

入比重高出４～５倍。② 新中国预算收入相对于国民收入的高比重不

仅体现在本国历史的纵向比较上，同时也体现在与同期其他１１个国

家的横向比较上，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与中国的人

均收入相当。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结构上，实行了

高度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央地体系。这是基于现代税收制度建立

的现代国家。１９５０年开始实行 “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

即财政收入上缴中央、财政支出由中央核定指标。１９５１—１９５７

年实行了 “划分收入，分级管理”体制，实行中央、省 （市）、

县 （市）三级财政管理，以及收入分类分成办法，划分中央与地

方的收 支 范 围。 “一 五”期 间 财 政 收 入 占 国 民 收 入 比 重 达

３２．７％，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达１４．８％。中央财政支

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达３／４ （约７４．１％） （见图６—１）。同

时，也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系。这时中央政府具有

强大的财力支配权，属于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建立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背景之下，有着历史的必

然性，也为新中国初期的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为新中

国成立初期，彻底完成民主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国家

工业化，有计划地组织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

①

②

欧洲联盟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ＥＵ），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由欧洲共

同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又称欧洲共同市场）发展而来的。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４》，２９、４１７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社，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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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当然，这也造成了 “各项行政管理权限较多地集中到中央的情

况”①，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意识到这一体制有其一定的历

史局限性。例如，权力过分集中，中央统得过死，既缺乏经济民

主，也缺乏政治民主。特别是中央， “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

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

命令”②。

图６—１　中央财政收入、支出占全国的比重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

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央地关系 “中央过大”（过分集中）的局面，

毛泽东发动了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并从 “下放权力”入手，调整央

地关系。１９５６年４—５月，毛泽东在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就注意到苏

联和美国模式的不同，并主张中国不应当学习苏联高度中央集权式的

模式，而应当研究美国的联邦制模式。他认为，过分的集中，地方权

①

②

《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 （草案）》（１９５６年１０月），见 《建国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第９册，３８２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见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３１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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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过小，对建设社会主义不利。① 他还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有权制

止中央部门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训令、指

示、表格，制止 “五多”（指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

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的东西。

在毛泽东强有力的推动下，１９５６年６月中央和国务院开始着手研

究改进经济管理体制。但并不是根本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这一

体制框架下，重点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下放权限，消除权力高度

集中的弊端。

同年９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不可能设想，

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能够把国家的各类事务都包揽起来，而

且样样办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是完全必要的。② 因

此，党的八大决定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

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

围，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并且注意改进和加

强中央各部门的工作。③

①

②

③

毛泽东在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时讲：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

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

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

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它的政治制度是

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

是不利的。以上内容没有收录到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一文之中，是薄一波根据毛泽东讲

话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１９５６年５月２日毛泽东主持的最高国

务会议）所做的记录。（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４８８页，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在毛泽东讲，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

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

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参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的总结讲话》（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８日），见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５２～５４页，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参见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１９５６年９月

１５日），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９册，８９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

参见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一

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 （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７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

过），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第９册，３７４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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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１０月，国务院制定了 《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 （草

案）》，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管理职权，首

次划分为四种类型：中央管理类型，包括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有

全局性、关键性、集中性的企业和事业；地方管理类型；以中央为主、

地方为辅的双重管理类型；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管理类型。

在此框架下，详细划分了计划、财政、工业、基本建设、农业林业水

利、运输邮电、商业、文教科学卫生、政法、劳动、机构编制、少数

民族１２个方面的中央与省级政府的职权。当时还设想１９５６年准备、

１９５７年试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实施。①

１９５７年１月，在中央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鼓励地方向中

央 （部门）要钱、要权。陈云对地方同志要求下放企业管理权，给地方

更多的机动财力等要求做了明确答复，认为中央不能包揽全国，应有适

当的分权。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国务院作出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适当

扩大省 （市）自治区管理工业的权限，将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

业下放给省 （市）自治区领导，作为地方企业等，开始了中央向地方

放权的改革。

１９５８年２月，毛泽东提出在中国搞 “虚君共和”的设想，主张进一

步下放权力，打破中央和中央部门 “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②

“虚君共和”的设想就大大不同于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极

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年３月，毛泽东在成都会

议上再次讲到，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

①

②

参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９册，３８３～４０５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４。

毛泽东在中央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讲：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我是

历来主张 “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

办，他们比我们 （指中央和中央部委）办得好。（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
的回顾》，下卷，７９６～７９７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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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分。①

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开始了一系列

针对计划体制央地结构的改革。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多次会

议，中心议题都是经济工作和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其基本精神是：加

快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和扩大管理权限下放的步伐。②１９５８年经济管

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同年，中共中央在

《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中，将全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

南、华中、西南、西北七个协作区，加强了地方力量。③ 此外，大量中

央各部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下放到地方，共有８８％下放到各级地方政

府，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由１９５７年的

３９．７％下降为１９５８年的１３．８％。④

可以这样认为，１９５７年以后，中国进入向地方放权的时代，在以

行政性放权为核心的分权化过程中，不仅大批下放中央企业给地方管

理，而且中央财政收支占全国的比重都大幅度下降，分别低于３０％和

５０％ （见图６—１），这是对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一次重大突破。从严格

意义上讲，中国已经不属于中央财政集权型，更像地方财政分权型。

尽管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再次集权，但是这一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

改变。这是由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所致，一旦形成新的利益格局，即

使是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很难打破这种利益刚性，只能做局部的调整，

而不是全部的调整，只能做增量的调整，而不是存量的调整。从那时

起，虽然中国的政治仍然属于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但中国的财

①

②

③

④

参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３月），见 《毛泽东文集》，第７

卷，３７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７９７～８０１页，北京，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

参见武力主编：《中国发展道路》（下），８１９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９５８年６月２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纺织部全部下放，轻工业部９６％下

放，化工部９１％下放，机械部民用部分８１．７％下放，冶金部７７．７％下放，煤炭部７４．１％

下放，水利部７２．５％下放，其他部下放都在６０％以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在６月１５日以前

将应当下放的企业和事业单位下放完毕。（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卷，７９８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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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制类型已不同于苏联的中央财政集权类型，处在计划经济体制框

架下行政性放权式改革中。

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无论是中央集权型还是地方分权型，

都没有能够解决好激发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根本问题。这是因为

无论二者关系的改革如何变化，仍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进行的，

只不过是从中央计划管理权限向地方政府的计划管理权限转移而已。

企业都是政府直接控制、直接管理，并不是具有自主决策权的市场主

体。例如 “大跃进”政治动员下追求本地区利益，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经济跃进，造成了经济过热，又被迫进行调整。由此造成了中国 “一

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①

这种恶性循环也体现在１９７０年毛泽东又推进第二次经济体制改

革。此次改革一方面是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上半期国民经济调整和中央

“重新集权”的 “反调整”，另一方面是为 “准备打仗”，包括准备外部

敌人入侵中国内地之后，各地能够做到 “各自为战”。１９７０年２月，国

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批判和削弱了所谓 “条条专政”，提出了

旨在加强 “块块专政”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② 这是毛泽东力图贯彻其

“虚君共和”的想法，为下放经济管理权限扫清道路的一个举措，也是

对官僚机构的一次重大改革。下放后的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由１０５３３

个减少至１６７４个，中央直属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４２．２％降

到６％。但是，这次对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没有成功，到

①

②

对中国经济体制深层次的问题，薄一波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设计者之一，也是

１９５８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者之一）在中国正式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 （１９９３）作了深

刻的反思。他总结１９５８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教训时认为，只是看到了 （计划经济）权力

高度集中存在的弊端，因而采取的办法就是给地方下放权力；下放 （权力）多了，又往上

收权，而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强调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完全忽视、否定

市场机制的作用所存在的弊端。（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８０３

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

先后下发 《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 （草案）》、

《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

（草案）》，要求中央各直属部门将大部分企事业单位在１９７０年内逐步地、分期分批地下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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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又重新集权。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后迅速恢复，显示

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动员和调动全国资源上的优势，以及应对经济

危机的能力，同时也显示出这一体制固有的集权惯性。

经过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７０年毛泽东发动的两次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

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已经从高度中央集权转变为相对地方分权，地方

拥有一半以上的财政支出。从国家财政收入结构看，１９５７年中央财政

比重为７３．５０％，到１９７８年时已经降至１５．５％。从国家财政支出结构

看，１９５７年中央财政比重为７１．８％，到１９７８年时已经降至４７．４％。①

与前苏联等国家相比，中国并不是标准的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国家，

也不是 “标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而是 “准中央计划经济”国

家，因此一旦发动经济体制改革，就比那些 “标准”国家更易于向

“市场经济”国家和 “中央与地方分权”型国家转变。不过这一转变是

渐进式的过程，这之中还经历了一个过渡的阶段。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央地关系变迁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央地结构进一步向 “地方分权”型转

变。为了更大激活地方创新，中国重新调整了税收体系与事权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转型，并出现了特殊的双轨制现象。

１９８０年之后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 “财政分灶吃饭”体制，

１９８８年又将这一体制明确为 “财政大包干”，是行政性分权的财政

体制。②

１９７９年７月，国务院试行新的财政管理办法。国务院出台 《关于

①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 （２００８）》，１４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８。

参见吴敬琏：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２２６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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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管理办法

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规定》指出，从１９８０年起，国家

对省、市试行 “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

管理办法。① 这一体制俗称 “分灶吃饭”体制。当时财政体制改革的目

标是：一方面，扩大地方财权，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希望增强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使之承担地方财政平衡的一部分

责任，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下，各过各的日子。“分灶吃饭”并不是一

个统一的体制，而是对２５个省和自治区实行４种不同的办法。

在１９８４年 “分灶吃饭”体制执行到期时，为了与利改税的改革同

步，１９８５年，国务院决定实行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从财政收入划分看，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与地方

共享收入。从支出划分看，基本维持了原体制的格局，只做了个别调

整。当时全国已经不存在统一的、标准的、规范的、公平的财政体制，

形成５种不同的体制：总额分成体制；定额上解体制；定额补助体制；

大包干体制；民族地区体制。

１９８６年准备以 “分税制”取代 “分灶吃饭”体制，后来这个计划

被取消了。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全国省级和副省级 （计划单列市）全部纳

入财政包干体系。② 这也说明制度变迁是有路径依赖的，是很难改变

的。财政包干体制对不同地区实行６种办法：实行收入递增包干体制

的有北京等６个地区；实行总额分成包干体制的有山西、安徽、天津

３个地区；实行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包干体制的有大连、青岛、武汉

３个计划单列市；实行上解额递增包干体制的有广东、湖南２个地

区；实行定额上解包干体制的有山东 （不包括青岛市）、上海、黑龙

江 （不包括哈尔滨市）３个地区；实行定额补助包干体制的有吉林等

①

②

参见谭宗级、叶心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改革与巨变———开创现代

化建设新局面 （１９７７－１９８３）》，第四卷 （上），２３５～２３６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２３４～２３５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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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个地区。１９８８年，中央政府进一步引入同地方政府的财政包干体

系。这些包干合同规定各省对中央的一次性上缴金额，并以议定的

速度逐年递增，任何额外的收入归各省。作为回报，各省有责任以

保留收入满足它们的支出需要 （对贫困省份，财政包干以１９８７年价

格水平的名义值固定它们来自中央政府的补贴，因此在１９８８年和

１９８９年的高通胀中，这些补贴迅速贬值）。结果，财政体系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由于分税制度同支出需要脱钩，财政包干使得地方政府

第一次实现自我融资。①

上述财政体制的改革都是对原有中央集权的、基于 “条条专政”

为主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其基本思路是 “放权让利”，即将更

多的财权 （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地

方财政从总财政收支这块 “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份额，形成了以 “块

块专政”为主的过渡性的财政体制。

此次改革一方面扩大了地方财政自主权，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当

地经济的积极性，形成地方政府主导并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也鼓励

了地方之间的经济竞赛，发展竞争；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不统一、不规

范、不公平的财政体制，激励各地区建立大而全、小而全、自给自足

的封闭的经济体系，加剧了地区间的恶性竞争和经济封锁，也加剧了

各地区的 “各行其是”，“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②。

更重要的是，地方分权型的央地结构的调整直接导致国家财政收

入和支出占ＧＤＰ比重不断下降，到１９９１年已经分别下降至１４．５％和

１５．５％；与此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收入和财政

支出比重也出现下降趋势 （见表６—１），这不仅削弱了中央在全国范围

内实行宏观调控、均衡地区发展的能力，而且阻碍了统一、开放、公

平竞争的国内大市场的建立和形成。

①

②

参见 ［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３６４页，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参见邓小平：《中央要有权威》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２日），见 《邓小平文选》，１版，

第３卷，２７７、２７８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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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１　　财政收支占犌犇犘比重及中央财政收支比重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年份
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 （％）

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 （％）

中央财政收入占

财政收入比重 （％）

中央财政支出占

财政支出比重 （％）

１９７８ ３１．１ ３０．８ １５．５ ４７．４

１９７９ ２８．２ ３１．６ ２０．１ ５１．１

１９８０ ２５．５ ２７．０ ２４．５ ５４．３

１９８１ ２４．０ ２３．３ ２６．５ ５５．０

１９８２ ２２．８ ２３．１ ２８．６ ５３．０

１９８３ ２２．９ ２３．６ ３５．８ ５３．９

１９８４ ２２．８ ２３．６ ４０．５ ５２．５

１９８５ ２２．２ ２２．２ ３８．４ ３９．７

１９８６ ２０．７ ２１．５ ３６．７ ３７．９

１９８７ １８．２ １８．８ ３３．５ ３７．４

１９８８ １５．７ １６．６ ３２．９ ３３．９

１９８９ １５．７ １６．６ ３０．９ ３１．５

１９９０ １５．７ １６．５ ３３．８ ３２．６

１９９１ １４．５ １５．５ ２９．８ ３２．２

　　计算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２０１０）》，７６～７７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

对此，邓小平出来说话：“中央要有权威”。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２日，他

与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及万里、薄

一波谈话明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

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宏观管理

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① 陈云形容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是：各路

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对此，邓小平认为陈云

这个批评是正确的，１９８９年９月，他与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

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及杨尚昆、万里谈话，再次强调了党中

央的权威必须加强。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那不行。特别

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②

①

②

参见邓小平：《中央要有权威》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２日），见 《邓小平文选》，１版，

第３卷，２７７～２７８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参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１９８９年９月４日），见 《邓

小平文选》，１版，第３卷，３１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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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王绍光和我的判断是一致的。１９９３年５月，我们在 《中国国

家能力报告》中指出：中央控制宏观经济能力下降，形成各自为政的

“诸侯经济”，层层小而全、大而全，自成体系，进行地区封锁，设置

贸易壁垒。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实力决定政治权力。“诸侯经济”

将会导致政治衰退，中央权威和权力不断流失，其后果令人十分忧虑。

与典型的市场工业化大国相比，中国地方政府财力过分膨胀，行政权

力过大，经济干预过多。① 这是国家能力下降、中央与地方关系形成最

为紧张的局面的表现。后来江泽民对华北、东北八省区主要负责人讲：

我常比喻，我们事业的发展如同一艘前进中的航船，中央和地方都在

这条船上。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同舟共济，谁也不可能置身于整体之

外，谁也不能强调自己这里要特殊，更不能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如

果船翻了，无一幸免，都要遭殃。② 为了保证中国这艘巨轮在经济体制

改革中航行不翻船，党中央决定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分税制，调整中

央与地方关系。

四、分税制改革与央地体制变迁

１９９３年４月，江泽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向中央有关部委打

招呼：合理分权，建立中央税和地方税的体系，理顺中央和地方分配关

系。他提出，中央集中必要的财力，办一些地方不能办的事。实行分税

制将会使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他承诺，中央财政收入的比

重提高后，不是都用来增加中央财政支出，而将有相当一部分要返还给

地方。③

同年９月，江泽民在中南、西南十省区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向地方

主要负责人打招呼：在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确定

①

②

③

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参见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１１７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

参见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５９～６０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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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的税种、税率，实行分税制。①

同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大改革布局，也标志着中国从

“放权让利”时代开始进入 “制度创新”时代。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

下，中央健全了宏观调控体系，明确宏观经济调控权集中在中央，正

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并于１９９４

年正式实施。②

１９９６年６月，我对分税制改革作出初步评价，视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制度创新，也是对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格局的一次

重大调整。从短期看，分税制改革关系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能否成功；

从长远看，其关系到２１世纪的中国能否长治久安。这场极其深刻的制

度变革，其历史功绩超过美国的制宪家、法国的拿破仑和日本的改革

家对其各自国家所作的变革。③

分税制财政体制设计的主要政策及意图是：第一，逐步提高财

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

政收入的比重，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第

二，实现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性，从 “财政包干”体制下并

存的６种财政包干形式变为统一的规范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

关系。第三，分设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可以做到 “井水不犯

河水”。第四，实行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制度，以

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和地区结构，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第五，

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中央财政赤字不再向银行透支，而靠发

行长短期国债解决，这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实现宏观经济调控

目标。

现在回过头来看，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制度创

新，充分体现了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改革红利效应。首先，极

①

②

③

参见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１３６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４日通过）。

参见胡鞍钢：《中国发展前景》，１３３、１８３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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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提高了国家汲取财政收入能力，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从１９９５

年的１０．３％的历史最低点，提高到２０１２年的２２．６％，这就为向全国

人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强化社会主义因素，实现走

向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保障。其次，形成了中央与地方 “共赢”格局。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一直呈现 “双增长”，年平

均增长率分别为１７．１％和１８．３％。再有，中央财政对地方总的转移

支付 （指地方财政支出减去地方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从

１９９５年的３８１７％，上升至２０１２年４３０２％ （见表６—２），各地区

人均财政支出相对差异系数从２０００年的７６％下降至２０１２年的

４８％，真正起到财力均衡器的作用，有利于实现各地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

表６—２ 中央与地方财政变化情况 （１９９４—２０１２年）

年份
中央财政收入

占ＧＤＰ比重 （％）

地方财政收入

占ＧＤＰ比重 （％）

转移支付

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

１９９４ ６．０３ ４．８０ ４２．７６

１９９５ ５．３６ ４．９１ ３８．１７

１９９６ ５．１４ ５．２６ ３５．２４

１９９７ ５．３５ ５．６０ ３３．９８

１９９８ ５．８０ ５．９０ ３５．０４

１９９９ ６．５２ ６．２４ ３８．０８

２０００ ７．０４ ６．４６ ３８．２１

２００１ ７．８３ ７．１２ ４０．５９

２００２ ８．６３ ７．０８ ４４．２８

２００３ ８．７４ ７．２５ ４２．８３

２００４ ９．０７ ７．４４ ４２．２５

２００５ ８．９５ ８．１７ ３９．９７

２００６ ９．４６ ８．４６ ３９．８５

２００７ １０．４４ ８．８７ ３８．５２

２００８ １０．４１ ９．１２ ４１．８３

２００９ １０．５４ ９．５６ ４６．５９

２０１０ １０．５８ １０．１２ ４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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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年份
中央财政收入

占ＧＤＰ比重 （％）

地方财政收入

占ＧＤＰ比重 （％）

转移支付

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

２０１１ １０．８５ １１．１１ ４３．３４

２０１２ １０．８１ １１．７６ ４３．０２

　　注：转移支付是按地方财政支出减去地方财政收入计算的宽口径。

计算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 （２０１３）》，７３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３．０１．１６。

特别需要指出，中西部地区是最大的受益者，也从制度上促进了

区域均衡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我们将中国的３１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与欧盟的２８个国家做横向比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ＧＤＰ

差异系数，２０００年中国为７１％，欧盟为５０％，中国比欧盟高出２１个

百分点，这显示了中国最突出的基本国情就是地区差距大大高于２８国

组成的欧盟内部差距；到２０１２年，中国减少至４９％，减少了２２个百

分点，欧盟减少至４５％，仅减少了５个百分点，中国仅比欧盟高出４

个百分点，这又显示了中央对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是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发展趋同并明显缩小地区相对差距的。按人类发

展指数 （ＨＤＩ）差异系数，２０００年中国为１３．４％，欧盟为６．２％，

中国同比欧盟高出７．２个百分点；到２０１２年，中国减少至７．５％，

减少了５．９个百分点，欧盟减少至４．７％，只减少了１．５个百分

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诚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

的本质性特征是共同富裕。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分税制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更有利于逐步缩小地

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和社会发展差距，比相当成熟的高收入水平的欧

盟体制更具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未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基于制度化的中

央与地方关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经历了多次演变。仅从财政体制

角度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大的变动至少已发生了１７次。其中，

５０年代为５次，６０年代为２次，７０年代为６次，８０年代为３次，９０

年代为１次 （见表６—３）。每一次体制调整或者政策调整，都为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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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调整和变动作了准备。①

表６—３ 中国财政体制变动 （１９５０—１９９４年）

序号 年份 财政管理体制变动

１ １９５０ “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财政管理权统一于中央

２ １９５１ “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中央、大行政区、省 （市）三级管理

３ １９５３ “收入分类分成”办法，中央、省 （市）、县三级管理

４ １９５８ “以收定支，五年不变”，下放财政管理权

５ １９５９ “总额分成，一年一定”，收支挂钩，比例分成

６ １９６１ “加强集中统一”的财政管理体制，财政集权于中央

７ １９６８ “收支两条线办法”，财政收入全部上缴中央

８ １９７１
“财政大包干”体制，“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结余留

成或者全额分成，收入留成”

９ １９７３
试行收入固定比例留成办法，超收按比例分成，支出按指标

包干

１０ １９７５ 整顿财政，“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

１１ １９７６ “收支挂钩，总额分成”，地方多收不多支，少收则少支

１２ １９７７
试行固定比例包干制 （六省市试行），确定收入上缴，留成比

例，一定四年不变，多收多支，少收则少支，自求平衡

１３ １９７８ “增收分成，收支挂钩”，多增收，多得机动财力

１４ １９８０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

１５ １９８６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１６ １９８８

六种包干制：（１）收入递增包干制；（２）总额分成包干制；

（３）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包干制；（４）上解额递增包干制；（５）

定额上解包干制；（６）定额补助包干制

１７ １９９４ 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

分税制的改革，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

的体制改革，已经具有了稳定性、规范性与预期性，而后的调整都是

在这一大框架下进行微调、适调，没有再出现１９５０—１９８８年的反复调

整、反复变动的情形。从此，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开始改变以往的

① 参见胡鞍钢：《中国发展前景》，１９７～１９８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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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策调整的随意性和不可预期的易变性等特征，也开始改变地方

政策响应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非合作等特征，开始有意识地走向

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正如江泽民同志 （１９９５年）明确提出的，

“当前，应该抓紧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管理权限，明确各自的事权、

财权和决策权，做到权力和责任相统一，并力求规范化、法制化”①。中

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本身就会降低中央与地

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权力不对称性和利益不对称性，就使得中央和

地方关系不断走向可预期的、稳定的、统筹协调的各得其所的新型关系，

也为今后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五、进一步健全中央与地方关系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 “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五位一体全面改革时

期，新的目标和新的全方位的改革也意味着中国的央地关系进入一个

崭新时期。

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新型央地关系格局仍然具有两大方面。一

是如何能够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二是如何能够维护中国

的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二者实质上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只有充

分调动和协调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共谋发展，中国才能长治久

安。反之，没有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谈不上央地的共同发展。而从

中国目前的基本行政架构来看，是 “条”、“块”并存，以 “块”为主。

这就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面临三个不对称性。第一是信息不对称

性。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大国、人口大国，政府机构层次共有 “五级半”

（包括十几个副省级）。层次越多，信息不对称性、信息不完全性、信

① 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８日），

见 《江泽民文选》，第１卷，４７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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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不确定性就越明显，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治理地区的难度就越大。

第二是权力不对称性。既有 “条条”专政过度集权、过度集中的突出

问题，也有 “块块”专政过分分权、过分分散的突出问题；既有 “高

高在上，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有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

第三是利益不对称性。既有 “块块”抱团，地方利益突出，条路不顺

的问题，也有 “条条”的部门利益诉求的问题。特别是在长远问题、

全局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出发点并不全

都一致。因此，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核心是要解决好这三个不对

称性。

解决 “三个不对称性”问题的核心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手段性措

施，即如何建立好一个指挥棒。应当采用多种政策工具，通过财政激

励、转移支付、税收减免、绩效考核等一揽子政策工具措施使得中央

与地方心往一块使、力往一块用。特别是要使中央和地方由激励不相

容走向激励相容，从利益不相容走向利益相容。二是结构性措施，即

如何有效降低中央和地方现有不对称性。也即从结构上进行根本调整，

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权力不对称性和利益相对性，包括央地格局

事权相符、事责相配、层级减少等。

具体从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来看，对央地关系的调整

大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是健全中央与地方沟通机制。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十分有效

的中央与省级政府的信息决策沟通机制，进一步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

进一步增强了各方相互信赖合作的愿望。例如，每年三月份召开的

“两会”机制、中央全会机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机制、省部级主要负

责人专题研讨机制，以及中央纪委、政治、宣传、农村工作会议等，

省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及专职负责人参加，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作主题

报告和总结报告，分享国内和国外的重大信息以及重大决策和重要政

策。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健全这些会议制度，做到决策要民主化、

科学化、制度化，议而能决，落实要地方化、具体化、可操作化，决

而有行，使中央与地方形成合力，既能举全国之力办全国大事，又能

举地方之力办地方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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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这是指构建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

导向，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等为主要手段

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制定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时，一定要主动与地

方协商，广泛征求意见，还要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区别对待，

分类指导，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

坚持全国一盘棋原则，要求地方制定规划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

优先确保国家发展规划约束性指标的具体落实。

第三是改革税制，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划分。在保持现有中

央和地方财力格局的总体稳定的基础之上，根据中央与地方财税特点，

对于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征收进行调整①，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

分，将适合中央征收的税种划归中央，适合地方征收的税种划归地方。

从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一直多于地方财政收入，但

到了２０１１年，地方财政收入首次超过了中央财政收入，最新数据显

示，２０１２年地方财政收入是６．１１万亿元，中央财政收入是５．６１万亿

元，中央与地方的比例是１∶１．０９。未来，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合理的

比例还应当继续保持在１∶１的大体格局，这就需要进一步优化税种结

构，加强信息化征收手段，既要健全中央主体税种，又要健全地方主

体税种，科学划分中央税、共享税和地方税。

第四是调整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分担，明确中央和地方职

能。总体方向是适度加强中央事权。事实上，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占全

国总支出比重自分税制实行以后持续下降，现在已经降到了１５％左右，

这在世界各国特别是Ｇ２０大国中是最低的。因此，就出现了中央本级

财政所提供的全国性公共产品支出大部分转移到地方的情况。此次三

中全会尤其强调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分担问题，要求加强中央政府宏

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

环境保护等职责。总的来说，央地事权划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

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包括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全国统一市场规

则和管理等。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快就会成为

① 参见楼继伟：《央地财政格局不变，增加中央事权》，凤凰网，２０１３ １１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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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背景下，中国在世界上要承担全球性公共产品责

任，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帮助南方国家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央政府

不仅要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即中央事权 （这些中央事权将来要用中

央本级财政支出来进一步解决），还要进一步增加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

的事权。二是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和分摊支出责任，涉及部分社会保

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如跨区域的环境治理、生态安全屏障

等。涉及全国性生态安全的公共物品，以 “中央出钱、地方出力”混

合方式提供。三是地方事权，主要包括区域性公共服务。这些区域性

公共服务主要依靠地方财政收入支撑，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利用

本地信息优势，主要由地方提供；当地方提供能力不足，且要实现全

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时，则由国家出钱 （财政补助或转移支付）

“雪中送炭”。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等手段承担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

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第五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制度作为中国实现调动央地

积极性、平衡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次改革包括：

一方面，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目前财政支付制度不完善，

项目过多过滥，而且规模过大、资金过于分散，主要原因是中央条条

太多，条条经常专政，需要进一步的分权。未来将尽可能地把地方事

务划入一般性的转移支付。另一方面，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

增幅或者生产总值挂钩事项，可能涉及教育、科技、农业、文化、医

疗卫生、社会保障、计划生育七个领域。目前与ＧＤＰ挂钩的支出已经

占了全国财政支出的４８％。将来会进一步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特别

是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另

外，中央出台增资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转移支

付调节。

第六是优化国家治理结构，进一步推进 “省直管县”的制度安排。

依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现存五级半政府改为四级政府 （自

治州除外），地市级与县市级均由省直管，前者主要发挥中心城市作

用，后者主要提供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此次改革决定进一步推进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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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包括落实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责任主体由地方上升为

省级政府、强化属地管理责任等措施，这有利于大幅度降低国家治理

与地方治理 “两个成本”，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央、地方的 “两个积极

性”。

第七是简政放权，改革央地审管和考核制度。进一步向地方和社

会简政放权，中央政府提出负面清单，将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

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高度集中、过度僵硬的中央集权是不符合中国

国情的，同样，高度分散、过度竞争的地方分权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

的。中央要相信地方，地方也要依靠中央。这样能避免中央与地方二

者的利益直接冲突。同时，改革现有绩效考核体制，淡化ＧＤＰ等在地

区考核中的作用，特别是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实现对于地方差别性、

针对性考核。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允

许并鼓励地方政府自主创新、先行先试，允许地方做中央或国家法律

法规不禁止做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央 （领导人及部门负责人）深入

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向全国推广；允许地方犯错误，宽容

创新失败，及时帮助总结教训，纠正错误。而中央在制定方针、政策

时要照顾到不同地方的特点和利益，区别对待，不搞 “一刀切”，不强

迫命令。

六、中央与地方关系未来发展

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之道，表现在对于传统央地矛盾和冲突的

平衡与调试上。具体来说，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平衡：

政治统一和经济分权的平衡。现代中国的历程表明，只有紧密团

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才能抵御

外侮，实现民族独立，乃至完成国家现代化。因此，在政治上，我们

必须坚持党对于全中国的领导，包括坚持 “党管干部”原则、“省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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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负责人中央人事推荐、地方人大民主选举”原则等。才能始终将中

央和地方凝聚成一股力量，才能创新出 “国家支持、对口支援”等新

型地区发展模式，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新的技术、新经济领域层出不穷，在经济这一活

跃的系统中，必须给予地方更多的自由、更大的空间，充分鼓励各地

方在允许的范围内发挥各自积极性，因地因时制宜，才能在现代经济

浪潮中永葆经济活力。

“大规划”与 “小自由”的平衡。全国始终是一盘棋，我们必须坚

持站在全国整体大局上为全国人民乃至整个民族的发展进行长远规划

和谋划。所谓 “大规划”，是指中央应当担负起全国大规划这一责任，

统筹大局，抓住大事，对于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事关全国整体大

局的事务必须有所作为。所谓 “小自由”，是指属于地方可以自我调

节、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事务赋予地方自主决策权，只要不禁即行。

具体地讲，在中央要求和指令的领域，必须有令必行；在中央禁止领

域，必须有禁必止；在中央底线之上的领域，则无禁可行，要大胆创

新、大胆试验，使之成为中国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大集中”与 “小分散”的平衡。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

国，也是一个时刻面临各类挑战的大国。中国的诸多问题往往具有

“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因此中央必须具有 “大集中”的举国动员的

能力，在面临大机遇、大挑战和大危机之时，能够集中全国力量办全

国大事，才能在各种危机面前实现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重大机

遇面前实现 “一个国家，一个梦想”。中国又是一个极富多样性的国

家，在面临诸多细小却同样不容忽视的问题时，必须能够给予地方足

够的空间和权责实现分散治理，实现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避免官

僚机构昂贵的治理成本，如 “多头治水”、“层层加码”等弊端。

在明确中央和地方关系这一平衡之道后，我们还应当更加注重如

何构建并最终寻求到这一平衡。这就要求我们最大程度地削减中央与

地方的利益不对称性、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性，根据我国生产力

发展的不同阶段，创造出一套能够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

同时具有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特点的激励相容的体制和制度。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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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这一体制和制度的最终标准就在于经济上是否能够创造活力、政治

上是否能够保证国家的凝聚力。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统一性与多样性始终并存，集权与

分权始终并存。只集权不分权，就是千人一面的 “机器王国”；只分权

不集权，则是四分五裂的 “诸侯天下”。因此，我们必须统一基本制

度，实行中央集权以保证国家的 “统一性”，即国家政治统一、法治统

一、基本政策统一和市场统一，保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优势以及巨国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我们必须以适当的分权方式，保

障统一性指导下各地方的多样性，即地方各有创新、各享自由、各具

特点、各有所长，从而极大丰富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特色，实现

中华大地的百花齐放，最终实现中国央地 “统一性”和 “多样性”的

有机结合、现代中国的 “一体多元”性。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前提下，

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利益点、两大责任最终归于激励相容的两大积极

性，实现二者共促共进，为全面深化改革，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共同

基础。

七、小结：“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 “一个积极性”

自秦始皇建政以来，中国的大一统制度已经绵延两千多年。在漫

长的封建时代，中国的大一统制度虽然是全球范围内延续时间最长、

控制人口最多、治理相对有效的央地制度，但仍然不免失之于一家一

姓之天下，沦为封建专制的工具。这也是中国未能跳出 “几百年朝代

周期律”的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建立的大一统的国家制

度和央地格局，既具有承继于古代中国 “华夏一家”的政治理念与文

化传统，又不同于古代中国 “以一人治天下”的君主专制，而是一种

现代政党领导下的新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有机结合的现代社会主义

国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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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东方巨人是靠 “两个积极性”治理国家和治理地方的。中国

是世界上实行单一制的１３亿人口大国，基本行政架构为 “条”、“块”

并存，以 “块”为主。这就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面临信息不对称和权

力不对称。解决 “两个不对称”要不断改革，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大

幅度降低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 “两个成本”；解决 “两个不对称性”问

题要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的 “两个积极性”。① 发

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实质是实行 “激励相容”原则，有效地解

决全国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得两者的目标函数一致性

并最大化。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分工，总体上形成中央决策、国家

规划、部门指导、省级政府负总责、地市级和县市级政府实施的分工

合作体系和激励相容机制。既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

越性，做到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又可以发挥地方的创造性，中央

要相信地方，依靠地方办事，支持地方创新，帮助地方纠错，指导地

方发展。

① 毛泽东１９５６年在 《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

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参见毛泽东：《论十

大关系》（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见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３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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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治理绩效比较
�

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

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

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

———习近平 （２０１４）

 本文作者系胡鞍钢、杨竺松，载 《国情报告》，２０１４年专刊第６期，３月７日。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

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苏联迷信”要破除，“美国迷

信”也要破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打破迷信、

探寻新路的历史。

中国的治理绩效为何会优于美国？根本的原因在于中

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兼顾制度延续与

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发展

阶段相适应，与国家治理需要相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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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竞争，而

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本质上是国家制度竞争。竞争的规则就是：不进则

退，进慢了也是退。我把它称为简单真理。可以认为，在全球竞争中，

中国领导人是最先认识到这一个简单真理的。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报告

明确指出：“形势逼人，不进则退。”① 也正是基于此，过去十多年中国

显示了极大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制度优势。

具体地讲，国家治理绩效能不能进行国际比较？我们怎么样从政

治制度和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制度优势呢？

对此，我也进行了专题的国际比较研究，以便通过国际比较，特

别是与发达国家的治理绩效比较来 “知己知彼”。事实上，不知彼，就

不能知己。这就需要专业化的又是量化分析的国际比较。

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美国欧盟同时期比较，国家治

理绩效最好，国家治理能力最强，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

就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创新，也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进行国际比较，打破长期以来对西方的 “盲目迷

信”，需要 “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②，也需要 “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我们学习西方，不是邯郸学步，一味模仿别人，不仅没学到

本事，反而把原来自己会的东西忘了，而是为了 “迎头而上”、“后

来居上”，还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能够超越西方。

２０１４年２月，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对我国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他指出，我们的国家

①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２００２年１１

月８日），见 《江泽民文选》，第３卷，５２８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毛泽东说：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有许

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

们的负担。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

思想的。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

析的习惯。［参见毛泽东：《学习和时局》（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２日），见 《毛泽东选集》，２版，

第３卷，９４７～９４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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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

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

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他要求：

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①

为了能够深入地学习并深刻理解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我们有

必要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认识如下问题：什么是国家治理？如何衡量

一个国家治理的绩效？如何进行国际比较？怎样认识中国国家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独特优势？又如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上形成总

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对此，本章围绕中美两国国家治理绩效进行

定量分析和国际比较，对上述问题加以回答。

本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间中美两国治理

绩效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共和党总统小布什主政时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还是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主政时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美国政府治理绩效都明显逊色于中国政府。第二部分是对中美国家治

理体系的根本差异即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加以概括性说明。第三部分

对中国治理绩效为何能够优于美国作一简要概括，从制度生命力的角

度强调树立 “中国自觉”和 “中国自信”，打破 “美国迷信”。

一、中美治理绩效比较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

依据中美两国政府提出的施政方针，如中国总理的 《政府工作报

告》、美国总统的 《国情咨文》，本节围绕着六个维度来同时考查中国

与美国政府实际治理绩效，包括经济、财政、就业、社会保障、科技

创新和社会治安六大要素的治理绩效基本框架。具体地讲，就是不同

① 参见新华网北京２月１７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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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财政可持续性、扩大国民就业能力、改善社会保

障能力、促进科技创新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安全和保障公民人身安全能

力。这些关键性指标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金量，比各类其他指标更具有

可比较性，也更直观、更客观。最重要的，也能够经得起其他研究者

的检验与核对。这里我们选择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间两国的公开数据，对

中国而言还包括刚刚公布的２０１３年数据，由此作为依据来评价中美两

国政府的治理绩效。对美国而言，比较范围选择的是共和党的小布什

总统两届任期和民主党奥巴马一届多任期；对中国而言，就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包括三届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任期。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大大高于美国。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

２００５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

１１．１％，美国为１．８％；其中发生金融危机的２００８年，美国经济增长

率为－０．４％，２００９年又进一步下降至－３．１％，而同期中国仍保持在

９．６％和９．２％ （见图７—１）。如计入２０１３年最新数据，则中国仍然保

持了７．７％的经济增长率①，美国仅为１．９％；中国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３

图７—１　中美犌犇犘增速比较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见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ＮＹ．ＧＤＰ．ＭＫＴＰ．ＫＤ．ＺＧ。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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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年均经济增幅为１０．６％，美国仅为１．９％。①

从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情况看，根据ＩＭＦ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计算，２０００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为３０．３％，到

２０１２年已增加至７９．４％ （见图７—２），平均每年缩小４．１％。

图７—２　中国犌犇犘相对美国追赶系数比较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购买力平价）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从国民人均收入情况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计算的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从２０００年的

６．６％增长至２０１２年的１７．９％ （见图７—３），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十几

年时间里，美国国民人均收入相对中国的领先优势从１５倍左右缩小到

了５倍左右。这表明：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打了两场战争，又制造

并出口了一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

却是牢牢把握并充分利用了战略机遇期，保持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

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为进一步全面超越美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中国财政可持续性水平显著优于美国。一般性政府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是衡量一国财政可持续性水平乃至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根

① 数据来源：犜犺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狊狋，Ｆｅｂ．１５ ２１，２０１４，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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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３　中美国民人均收入比较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购买力平价）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见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ＮＹ．ＧＮＰ．ＰＣＡＰ．ＰＰ．ＣＤ。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数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间，美国一般性政府

债务相对于ＧＤＰ的比重仅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间微有下降，在小布什任

期内，该比重从不足５５％上升至近７０％，这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军费开支大幅增长紧密相关；小布什在任期结束前又推

动国会通过了 “七千亿救市”计划①，大有 “在我之后，哪管它洪水滔

天”② 之势，直接导致美国一般性政府债务占ＧＤＰ比重从２００９年开始

进一步攀升，到２０１２年已升至１０６．６％。相比之下，尽管中国一般性

政府债务水平占ＧＤＰ比重于２０１０年间陡增至近３５％，但很快在２０１１年

回落至低于２６％，２０１２年又下降至２２％，接近２００２年以来２０％左右的

平均水平 （见图７—４）。

①

②

该计划系小布什政府在２００８年９月提出、１０月获得国会通过的允许美国财

政部通过购买由不良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来清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一揽子金融救援

计划，其内容包括对企业高管工资及遣散费用的严格限制、对救援金开支的监管、

政府可与身处困境的业主就抵押贷款问题重新进行商谈等。投入的救援资金总额达

７０００亿美元，其中３５００亿美元可以立即用于购入不良抵押贷款相关资产，另外的

３５００亿美元须得到国会的批准才可拨付。 （参见凤凰财经转引英国 《泰晤士报》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９日报道，见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ｎｅｗｓ／ｈｑｃｊ／２００８０９／０９２９＿２２０３

＿８１２０６４．ｓｈｔｍｌ。）

此句系后人根据法皇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语 “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

演化而来。［参见 《兰登书屋大辞典》（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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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４　中美一般性政府债务占犌犇犘比重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数据库。

第三，中国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表现更是远在美国之上。就业是民生之

本，也是最大、最重要的治理绩效。根据中国的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目标

值，“十五”期间，城镇年新增就业人数为８００万人，五年共计新增４０００

万人；“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均为每年９００万人，每五年共新增４５００

万人；“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城镇登记失业率均控制在５％

以下。实际执行结果显示，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３年，中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

就业人数达１．３８亿人，其中 “十五”时期五年达４２００万人，“十一五”

时期五年达到５７７１万人，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三年达到３７９７万人，都分别超

过目标值，城镇登记失业率均控制在５％的目标值下，这就意味着中国不

仅就扩大就业向人民作出了郑重承诺，也兑现了承诺 （见表７—１）。

表７—１ 中国城镇就业目标与实现情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

时期 规划指标 目标值 完成值

“十五”
五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万人） ４０００ ４２００

城镇登记失业率 （％） ５ ４．２

“十一五”
五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万人） ４５００ ５７７１

城镇登记失业率 （％） ５ ４．１

“十二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累计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万人） ２７００ ３７９７

城镇登记失业率 （％） ５ ４．１

　　资料来源：《国家 “十一五”规划纲要》（２００６），《国家 “十二五”规划纲要》（２０１１）；国家统

计局：《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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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美国２０１０年末的就业岗位数比２００８年末减少了６３０

万 （见图７—５），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整个衰退期美国共损失了８００万

个就业机会，即使用２０１０年３月至今美国私营部门累计创造的４６０万

个就业岗位对其进行抵消①，美国就业岗位数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的

净减少量也高达３４０万个。这与奥巴马政府的承诺相去甚远：奥巴马

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２日承诺在２０１１年前为美国民众新增２５０万个就业岗

位②，１２月下旬又将承诺新增就业岗位数调高为３００万个，２００９年１

月再次加码至４００万个③，承诺与实现值之间存在着７４０万的巨大差

距。从失业率来看，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劳工失业率经过小布

什任期内的小幅下降之后，在２００９年陡增至９％以上，到２０１２年回落

至８．２％，２０１３年进一步回落至６．６％④，但仍高于中国４．１％的城镇

登记失业率水平。

图７—５　美国就业人口数与劳工失业率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①

②

③

④

参见 《新闻分析：白宫主人的就业难题》，２０１２年９月８日。见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２０９／０８／ｃ＿１１３００５７８５．ｈｔｍ。

参见 《奥巴马承诺增加２５０万就业岗位》，载 《新华日报》，２００８ １１ ２４。

参见 《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就业目标调升至４００万》，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２日，见ｈｔ

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９０１／１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６４４８５２．ｈｔｍ。

数据来源：犜犺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狊狋，Ｆｅｂ．１５ ２１，２０１４，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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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中国更是取得了比美国惠及范围

更广、投入更具成效的建设成就。以医疗保险覆盖情况为例，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间，中国城乡无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占总人口比例

从２００１年的９４．３％大幅下降至２０１２年的１％；而同期美国无基本医

疗保险覆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３．５％升至２０１０年的

１６．３％，之后随着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通过略有下降，回落至２０１２年

的１５．４％，仍有４７７４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见图７—６）。

7.6

图７—６　中美两国基本健康／医疗保险未覆盖人口比例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

说明：中国数据２００８年 （含）前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２００９年 （含）后将城镇

居民也纳入其中。

资料来源：美国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ｎｓｕｓ．ｇｏｖ／ｈｈｅｓ／ｗｗｗ／ｈｌｔｈｉｎｓ／ｄａ

ｔ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ＨＩＢ＿ｔａｂｌｅｓ．ｈｔｍｌ；中国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第五，从推动科研试验、促进技术与研发创新方面来看，中国

也表现出非常强劲的赶超美国的势头。一方面是研发 （Ｒ＆Ｄ）投入

增长情况。中国研发投入占ＧＤＰ比重从２００１年的０．９５％增至２０１２

年的１．９８％，增幅超过一倍，２０１３年又进一步增至２．０９％①；美国

研发投入占ＧＤＰ比重则基本没有增加，２０１１年水平仅比２００１年高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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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０．０８个百分点。不难发现，尽管２０１２年中国研发投入占ＧＤＰ比

重与美国２０１１年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一差距已比２００１

年缩小了一半 （见图７—７）。

图７—７　中美研发投入占犌犇犘比重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截至２００８年）、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中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数

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与工程指标 （２０１４）》（美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数据）；《２０１３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２０１３年数据）。

另一方面是科研产出的情况。以国内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为例，

中国同样在快速赶超美国 （见表７—２）。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２０１４年数据，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２年，美国和中国的国内专

利申请量分别以５．２％和２３．５％的年均增幅增长，其中中国的主要

增长来源是本国居民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美国的主要增长来源是非本国居民

（ｎｏ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ｔ），中国对美国的追赶系数已经从１７．５４％提高到

１２０．２６％，即中国达到美国的１．２倍，已经从落后者一跃成为领先

者。以本国居民为主的专利来源构成也进一步表明：中国国内技术

创新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善，本国居民的研发和创新潜能由于受

到充分激励而不断迸发出来。从专利授予量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美国

和中国分别以４．０％和２６．４％的年均幅度增长，中国对美国的追赶

系数从８．２９％提高到８５．７６％，中国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不久就会

超过美国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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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２　　　中国与美国发明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比较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

年份

申请量 授权量

美国

（件）

中国

（件）

中国／美国

（％）

美国

（件）

中国

（件）

中国／美国

（％）

２０００ ２９５８９５．０ ５１９０６．０ １７．５４ １５７４９６．０ １３０５８．０ ８．２９

２００３ ３４２４４１ １０５３１７ ３０．７５ １６９０３５ ３７１５４ ２１．９８

２００５ ３９０７３３ １７３３２７ ４４．３６ １４３８０６ ５３３０５ ３７．０７

２００８ ４５６３２１ ２８９８３８ ６３．５２ １５７７７２ ９３７０６ ５９．３９

２０１０ ４９０２２６ ３９１１７７ ７９．８０ ２１９６１４ １３５１１０ ６１．５２

２０１１ ５０３５８２ ５２６４１２ １０４．５３ ２２４５０５ １７２１１３ ７６．６６

２０１２ ５４２８１５ ６５２７７７ １２０．２６ ２５３１５５ ２１７１０５ ８５．７６

年平均增

长率
５．２％ ２３．５％ ４．０％ ２６．４％

　　说明：国内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均为居民、非居民两项来源的总和。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２０１４年１月），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ｉｐｓｔａｔｓ／ｅ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Ｕ。

第六，从社会秩序看，中国也明显优于美国。作为世界 “一超”

国家，美国长期自任 “世界警察”，不遗余力地维护所谓 “世界秩

序”，但与此同时，其国内的社会秩序与安全水平堪忧。ＵＮＤＰ发布

的 《２０１３年人类发展报告》将杀人犯罪率 （每十万人中故意杀人犯

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人身安全水平和社会综合指数的重要指

标之一，就此指标来看，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间，中国为１．１①，世界极高

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组平均为２．１，相当于中国的两倍；美国为４．２，

相当于中国的近４倍②，死亡总数在１．３万人。可见，中国是世界上

相当安全的国家，其社会安全水平明显高于美国和极高人类发展水

平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 （ＵＮＯＤＣ）

提供的国别安全指标体系，以死于谋杀案件人数为例进行比较可以

发现：在该指标上，美国每十万人口中死于谋杀案件的人数高达

５～６人，约为中国的３倍；在死于谋杀案件的总人数上，中国在

①

②

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该项指标为３．４，巴西则高达２１．０。

ＵＮＤＰ：《２０１３年人类发展报告》，１４４～１７７页，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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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间下降了约４０％，且已经降至１．５万人以下，美国则

基本保持在１．５万～１．６万人的水平 （见图７—８）。

图７—８　中美死于谋杀案件人数比较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ｄｃ．ｏｒｇ／ｕｎｏｄｃ／ｅｎ／ｄａｔａ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ｈｏｍｉｃｉｄｅ．ｈｔｍｌ。

美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军事强国，更是世界最大的枪械暴力大

国。据维基百科提供的公开信息，枪械暴力一直是美国社会重大的

公共议题之一，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并且与青年活动和帮派暴力息

息相关。此外，私人拥有的枪支也成为美国人自杀的武器，大多数

因枪伤致死的人都是死于自杀，２００４年共有１６９０７起自杀是使用枪

支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禁止侵犯 “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

权利”。拥枪权倡导者一般鼓励大众捍卫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权

利。① 多年来，美国军队、校园恶性枪击事件多发，不仅成为难以医

治的社会顽疾，给普通民众造成严重心理创伤，也为美国政治利益

集团 （主要是枪支协会）所绑架。可以说，美国是世界最富有的大

国，又是最恐怖的社会，历届美国政府都无法摘掉这个 “黑帽子”。

① 见ｈｔｔｐ：／／ｚｈ．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美国枪支暴力问题。



２０８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美治理绩效比较的实证分析表明①：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间，无论

是共和党人小布什还是民主党人奥巴马主政，无论是在拉动经济增

长、促进国民增收、保障财政可持续性方面，还是在提高就业水平、

完善医疗保障、推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的治理绩效或已优越于美

国，或已显著缩小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形成了强有力的与美国竞争

和赶超美国之势。总体的对比形势是，美国在相对退步，中国在相

对进步。② 那么，２１世纪最初十余年间，中美国家治理绩效存在明

显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下文将从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对此进

行深入分析。

二、中美政治制度比较

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执政党对国家进行治理所依托的一系列制度

构成的。中美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

系核心的政治制度也就截然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国家体制、政权组

织形式、政治运行机制、政党体制、选举制度以及决策机制等方面。

这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并由不同

国家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差异所共同决定。就美国情况来看：

一是国家体制。美国的国家体制是由相对独立的５０个州所组成

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根据宪法规定享有征税、举债、铸币、维

持军队、主持外交等权力，不经宪法列举的其他权力除非宪法明文

禁止各州行使外，一概归各州保留。

①

②

参见胡鞍钢、杨竺松：《中美国家治理绩效比较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载 《国情报

告》，２０１４年专刊６。

西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对此加以反思。两位美国研究者在著作中写道：

“尤其是在过去１０年，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能源，以及我们下一代人的金钱，沉湎

于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减税和随意的贷款。现在，我们无路可走了。” （见 ［美］托马

斯·弗里德曼、迈克尔·曼德鲍姆：《曾经的辉煌：我们在新世界生存的关键》，１１页，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２。）



第７章　中美治理绩效比较 ２０９　　

二是政权组织形式。美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典型的总统制，由

选民分别选举产生总统和国会议员，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

首脑。在行政上实行总统个人负责制，总统按照宪法约束领导政府

（白宫）行政，政府听命于总统而非国会；总统独立于国会之外，只

向选民负责，不向国会负责，但也不能解散国会。

三是政治运行机制。美国政治运行的基本机制是 “三权分立”，

即美国总统领导的政府部门行使行政权，最高法院以及国会根据需

要设置的次级法院和各级地方法院行使司法权，参众两院组成的国

会行使立法权。

四是政党体制。美国的政党体制是两党制，民主党和共和党作

为美国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两大党，在与 “三权”相应的各政治平

台上展开角逐，尤其是为总统和参众两院议员席位进行激烈竞争，

而其他党派由于美国选举制度的影响以及两大党各自具有一定的包

容性、灵活性，难以长时间存在并扩大。

五是选举制度。美国的选举制度主要包括总统和国会议员选举

制度，其中总统每届任期四年，由各州 “总统选举人团”（Ｐｒｅｓｉｄｅｎ

ｔ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ｏｒ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根据 “赢家通吃”规则进行选举，国会

参议员每届任期六年，每州议会限选出两名，每两年改选一部分任

期届满的参议员；国会众议员每届任期两年，每州按一定人口比例

确定众议员人数并通过全民直选产生，每两年全部改选一次。

六是决策机制。美国的决策机制与其政权组织形式、政治运行

机制和政党体制等密切相关。美国公共政策的正式出台通常需要经

过草案酝酿、国会参众两院审议通过、总统签署三个阶段，在草案

酝酿和国会审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以及各大利益集团代言者利

用各专门委员会等平台，通过行使决策过程中的否决权控制决策博

弈，影响决策过程。近年来，由于决策参与者对否决权的行使愈发

频繁，导致前后衔接的完整决策过程被一个又一个的 “否决窗口”

所 “隔断”而趋于碎片化，滑向 “否决政治”的低效、混乱局面。

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更加团结、更具效率，是从有效

治理中国这一 “超级国家”的需求出发而创新和不断完善的 “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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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首先，单一制的国家体制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提供了

法理基础，决定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更有利于形成整个

政权内部上下一致的合力。其次，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治

国理政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对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

体制不断巩固完善，包括协商民主在内的党内民主不断发展，中国

特色的民主集中制趋于完善，保证了重大决策上不发生颠覆性错误。

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效促进了政党

之间的团结，使中国政治的参与各方能够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以

发展为最终目的，在重大决策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这就超越于

美国 “三权分立”政治格局和将权力制衡异化为相互拆台的政治现

状，更能够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①，也能够更有效地推

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加速赶超美国。

三、小结：中国国家治理绩效优于美国及原因

本章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在２１世纪的头十年间取得了

比美国两党更优的执政绩效，实现了更良好的国家治理，在经济社

会发展重要指标上全面缩小了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中国共产党取得

更优执政绩效的重要制度因素，在于其选拔并培养了出类拔萃、堪

当大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成功制定和实施了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

同时还实现并巩固了不同政党之间的力量整合。

① 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指出：“民主最关键的特征是政府对其公民偏好持

续的回应性”。见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ｈｌ，犘狅犾狔犪狉犮犺狔：犘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犗狆狆狅狊犻狋犻狅狀，ｐ．１，Ｙａｌ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王绍光在 《政体与政道》一文中专门对 “需求” （ｎｅｅｄｓ）与 “要

求”（ｗａｎｔｓ）概念做了区别，认为 “需求”系指满足人类生存与体面生活必需的那些东

西，尤指消除贫困、教育、健康、环保等；“要求”则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可以是任何

东西，可能远远超出人类生存与体面生活的必要，是可以被诱发、被制造出来的，又是

虚幻的、无止境的。（参见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１１７～１１８

页，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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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治理绩效为何会优于美国？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

不断完善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兼顾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

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国家治理需

要相因应。

实际上，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非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或新中国

成立以来就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一个不断成熟、不断定型的变迁

过程。譬如五年规划，从早期党的领导人个人直接主持规划编制工

作①，到改革开放后先由中共中央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五年规划编制的

建议，指导国务院编制规划，再到 “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编

制过程中更多地吸收专家学者的专业研究成果、听取党外人士的意

见和建议，其决策机制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从

相对较低转变为相对较高，其内容也从经济指令计划向发展战略规

划、从经济计划向全面发展规划、从微观干预领域向宏观调控领域、

从经济指标为主向公共服务指标为主转型。② 正是因为有了在治理实

践中的不断学习、不断调适、不断变革，中国治理体系才能够以主

动的制度变迁成功应对发展环境变迁、发展阶段变迁所带来的挑战。

无独有偶，美国不同时期的发展同样与其治理体系的进步有着

密切联系。譬如１８８３年出台的 《彭德尔顿法》、１９７８年出台的 《文

官制度改革法》作为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两大标志，是促使美国各

级政府不断走向廉洁高效行政的关键因素；政治权力天平向联邦政

府的倾斜和美国从邦联制国家向联邦制国家的事实转型，为美国成

功渡过２０世纪上半叶 “大萧条”难关、一举奠定其作为超级大国的

国力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③ 不难发现，变革是制度生

命力得以延续的唯一途径。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

系，也同样适用于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指

①

②

③

“一五”计划由周恩来、陈云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主持制定。

参见胡鞍钢、鄢一龙、吕捷：《从经济指令计划到发展战略规划：中国五年计

划转型之路 （１９５３—２００９）》，载 《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０（８）。

《韩非子·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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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

境①，无论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先驱者还是后来者，都需要坚持自我完

善、革除制弊，才能顺应时局变革，再建造福于民的新功。美国尽

管国家历史很短，但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现代国家制度，历经２００

余年至今，是现代国家中的 “老资格”，也的确建立了一整套完备

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适应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但

从我们的绩效比较与制度分析来看，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虽已比较

成熟，但也并非尽善尽美，并且尚未对其出现的明显缺陷与问题作

出有效应对；而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尽管更为年轻，却表现出了更

加充沛的活力和更强的变革自觉性。

我们应破除对美国的制度迷信，坚定对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自信。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

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 “苏联迷信”要破除， “美国迷信”

也要破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打破迷信、探寻新路的历

史。未来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要继续理论创新与制

度创新，以更具竞争力的国家治理机制和更具说服力的国家治理绩

效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为增进全人类的福祉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① 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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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 《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该 《决定》集中全党

全国智慧，首次提出了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围

绕着这一总目标提出了今后十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各项目标

任务、重大原则以及时间表、路线图，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

新的里程碑，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标志。

为什么党中央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如何全面深刻理解

这一总目标？怎样正确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它们与

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是什么关系？怎样客观评价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如何有步骤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样

科学评估国家治理绩效？怎样进行国际比较，进而增强制度自觉、制

度自信？

对此，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

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 《讲话》）中作了明确的回答。① 尽管当日新华社播发的 《讲

话》信息相当有限，只有不到２０００字，但是如同 “内容提要”，传递

了 《讲话》的核心观点和重要结论。在我看来，《讲话》提出了一个十

分有创意的政治命题，也是一个前沿性的学术命题，如同一部书的

“写作提纲”，关键在于认真学习、深刻理解 《讲话》的精神，将其拓

① 参见新华网北京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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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一部系统的、科学理性的论著。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９日，我应中共北京市委之邀，为北京市区县级领导

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轮训班 （第３期）作讲座，

根据 《讲话》的核心观点以及我的学术研究，作了题为 《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讲座，３００多人参加。而后围绕着这一

主题和专题，又在清华大学和不同的地区与部门作讲座，我采取了惯

用的办法，就是边写边讲，边讲边改，边改边讲。这就为撰写本书提

供了良好的基础。数月来，我带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团队撰写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高效的写作，深入的讨论，仔细的推

敲，反复的修改，贯穿写作—讲座—修改—成书的不同阶段。

中国国家制度建设是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建设，

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至少经历了２０年以上的时间，唯此才有可

能写出本书来。我也希望对自己的长期研究做一总结。借着本书 “后

记”，简单地梳理一下我对这一问题的思想脉络。

１９８９年，我在 《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一书中，曾对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趋

势性作过估计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其中基于六个假设条件：继续实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不犯类似 “大跃进”那

样导致大的经济波动的重大战略决策失误；不再重演 “文革”的政治

动荡和社会动乱；能够严格有效地控制人口总量；不发生特大的全局

性的自然灾害；不爆发大规模的外国入侵战争，不卷入他国的军事对

抗。如果上述假设成立，那么，我们有可能从当时起，进入持续的现

代经济高增长阶段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

过渡；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经济结构发生明显

变化；社会进行全方位深刻变革，体制、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对外开

放的新格局进一步形成和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综观２１

世纪的中国经济社会，将处在一个历史性转折的新时期，这也是整个

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关键阶段。

１９９１年３月出版的我的 《中国：走向２１世纪》（北京，中国环境

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一书中，将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目标视为一个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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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一、政治和社会稳定；二、经济稳定增长；三、社会公平；

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五、保护和建设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其中，

我认为政治和社会稳定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基础。为此，我们必须谨慎

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渐进改革，以稳健的改革促进长治久安，在长

期稳定中求得持续发展，逐步地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不过，当时对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

１９９３年５月，王绍光和我完成了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

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一书，在 “结束语”开门见山地指出，《易经》

告诫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今天，无论怎样

强调这一告诫总不会过分。我们撰写此书的出发点不同于通常的做法，

即不是从最好处着眼，争取最好的结果，而是从最坏处着眼，至少避

免最坏的结果。什么是最坏的结果呢？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就是最典

型的例子：从经济上的 “分崩离析”，到财力上的极度分散，进而发展

到政治上的相互对立，最终走向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正是出于这种

考虑，我们又从一个崭新的理论角度———国家能力学说着眼，探讨在

中国如何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国家能力是一

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最主要的条件之一。提高国家能力，就是

提高中央政府推进改革开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能力，

这是后进国和落后国实现经济起飞，缩小与先行国和先进国的差距，

发挥后发优势和赶超效应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今后中国改革的基本

任务是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重新构造既适应现代社会

又符合中国国情条件的政治制度和财政制度。创建这一制度，就是奠

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提供提高国家能力的基础。

２０００年，我和王绍光、周建明等成立了 “国家制度研究”课题小

组，成员来自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公共政策等多个

学科领域①，历时两年，于２００３年正式出版了 《第二次转型：国家制

度建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一书，该书反映了我们对中

① 该课题小组主要成员为：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曹锦清、王希、王辉、丁元

竹、崔之元、项中新、史天健、高柏、郑永年、朱云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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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制度建设的长远思考和深度分析。我们认为，一

个国家的现代化至少包括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一是经济现代化，如农

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二是制度现

代化，即实现国家基本制度现代化，并实行 “良治”，确保国家利益最

大化、全体人民福利最大化。国家基本制度是一个国家的 “基础设

施”，它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国家基本

制度建设的目的，旨在为保证 “良治”和 “长治久安”创造制度条件、

制度环境和制度功能。这包括五个方面的国家根本利益和目标：国家

安全与领土完整；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社会公正与人类安全；政治

清明与社会稳定；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我们还将国家基本制度概括

为八大机制：强制机制、汲取机制、共识机制、监管机制、协调机制、

表达机制、整合机制、再分配机制，并为中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２００７年，我们翻译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的 《中国治

理》一书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我在中文版的 “序：推动

政府变革实现良治”中进一步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中国治理的转变

背景是什么？我们如何从全球视角来观察？中国在政府治理、国家制

度现代化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理解中国国家制度变迁的过程？

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在治理方面还面临着哪些挑战？中国应

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顺利实现国家良治？对此，我也是自问自答，

我最核心的观点是，制度是一种特殊的 （全国性）公共产品，国家或

政府是它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它的主要实施者和保障者。我们进行制

度建设，就是要降低党的治理成本，降低国家治理的成本，以及降低

社会治理的成本。过去２８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主线不仅是经济起飞、

经济建设，同时也是制度建设、制度创新的过程。我还认为，制度建

设不仅要求我们有政治意愿和政治目标，关键是要求我们有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以及实施能力。我们称之为 “能力建设”。作为执政党，既要

能够根据社会的需求，及时出台改革的措施，制定应对的政策，同时

也要有强大的执行能力，政策、措施、办法一经出台，就要能够得到

切实的实施。“言必行，行必果”，这种国家能力建设恰恰是很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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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所欠缺的，也正是这些国家面临发展困境的症结所在，它们的

许多蓝图、设想大多只是一个 “乌托邦”。因此，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又是一个实践型政党，是通过实践来

学习，通过学习来进一步指导和促进实践。

２００９年，我们又再版了 《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增订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加入了我和王绍光四篇重要文稿，以

反映我们关于国家制度建设这一主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在增订版

“前言”中，再次将国家现代化概括为两方面的现代化：一是人们通常

所说的四个现代化，二是指国家制度现代化。作为前者，就是增加一

个国家的硬实力；作为后者，就是增加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这是两个

互补的国家建设，不仅不相互排斥，而且还相互作用，互为条件、互

为动力、互为因果。我还认为，改革开放已经３０年了，中国的国家制

度建设和政治改革远比我们想象的广泛得多、深刻得多，但也复杂得

多、艰巨得多，这还是一场远未完成的革命，但是我们已经逐步找到

了渐进主义式的、“干中学、学中干”的方式，还需要不断地实践、不

断地总结、不断地创新，进而不断地推动中国向前发展。

２０１０年３月，我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省部级干部 “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专题研究班讲课中，与他们交流，其中

一位来自地方的副省长特别提到，胡教授，我看过你们出版的 《第二

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的两个版本，写得非常好，也很深刻。不知

你们是否还在研究？是否还有更新的研究成果？我坦言道：还没有什

么新的突破性的创意和想法，不过我们的确还需要更关注、更持续地

研究这一问题。

由此可知，国情研究特别是国家制度建设的研究，都不是一次性

认识和完成的，需要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不断地从不自觉

的认识到自觉的认识。可以认为，中国社会需求是中国学术研究，特

别是国情研究创新的最大需求，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

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更何况，中

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任何一项需求，都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需

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是一个典型的 “存在决定意识”；从国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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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角度看，也是一个典型的 “中国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关键是

有没有社会的敏感性、学术的敏感性，进而将社会命题转化为学术命

题，持之以恒地不断研究，也包括不断突破自我。

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和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提出了 “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时，我的学术研究

的兴趣与创意被极大地引发。实际上，也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

趣。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５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斯蒂格利茨 （Ｊｏｓｅｐｈ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作 《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原因和

后果》讲座之前，我们彼此交流时，他特别提到习近平同志的讲话，

问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什么含义？与中国的改革是

什么关系？据我所知，斯蒂格利茨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担任世界银行

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时，就提出了全球公共产品、全球治理等新命

题，但是习近平同志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对

中国而言是首次，对世界而言也是首次。对中国学术界而言，中国领

导人创意性的政治命题，则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社会需求，需要我们

不仅从历史视角、国际视角，还要从学术视角、理论视角回答这一

命题。

本书对这一学术命题研究做了大胆尝试，因为这是一个 “新命

题”，又是一个 “大命题”，我也能体会到 “凡事开头难”。也正因为

此，才激发了我们国情研究的学术兴趣与学术创意，对这一 “大命题”

形成较系统的学术知识与学术成果，才有了这本书。书可载道。

本书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也是采取了自问自答的方式，

即回答前文所述的八个问题。我们力争从历史视角来梳理自新中国成

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如何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又是如何影响中国

国家现代化总进程和总道路；也从国际视角来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特

别是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及不同制度的变迁，从而展现中国道路

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也从深层次角度展现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与优越性，

诸如中国如同东方巨人， “两只手”总是优于 “一只手”， “两条腿走

路”总是优于 “一条腿走路”， “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 “一个积极

性”。最后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比较了中美国家治理绩效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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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国家治理绩效优于美国，我们的总结论是 “中

国之路”优于 “西方之路”，验证了 “毛泽东预言”①， “邓小平预

言”②。

全书各章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之间，以 《国情报告》

的形式在内部发表，供中央领导人和省部级主要负责人参阅，受到多

次重要批示。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就与党中央形成学术与理论之间

的知识分享、知识互动，通过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好地、深入地理解党

中央的最新理论成果，同样，通过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好地拓展

党中央的治国之道。这与我们作为大学智库的角色是相一致的，即成

为学术界与决策界之间的信息通道、知识桥梁、理论桥梁。同时，我

们也深切地感受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更加民主、更加智慧，能够充分

地吸收全党全国乃至学术界的智慧，因而集智慧大成，这充分反映在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

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之中。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这也激励

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践行 “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

理念。

本书又是一本集体研究、集体写作、集体修改的集体成果。但是

学术研究过程比学术成果更重要。我与国情研究院这一团队的老师和

学生之间，形成了特有的 “朋友关系”，它的含义是：读书之友；写文

之友；写书之友。

本书由我主持和设计，撰写并修改了全书。鄢一龙博士协助我组

织了国情研究院自选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专题研究，并作为本书

作者之一。我的博士生唐啸、杨竺松直接参与本书的文稿撰写、资料

①

②

１９６２年１月，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

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见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３０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９８７年，邓小平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

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

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

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３

日），见 《邓小平文选》，１版，第３卷，２５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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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研究计算、编辑修改等，均为不足２８岁的年轻作者，可谓 “后

生可畏”。此外，还有好几位学生参加该项研究；还有几章文稿，因为

篇幅有限，还不够成熟，未能收录在册，我们今后还会以其他的方式

发表，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专题研究的一部分。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并成为重点

图书。他们的努力使这部著作得以早日出版。这已经是我们在该社出

版的系列著作的第六部。对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胡鞍钢

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于清华园


